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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79 年伊朗⾰命的爆發導致伊朗既有的巴勒維政權被推翻，引發後續中東

地區政治格局⼀系列的轉變。隨著伊朗新政府外交路線轉向，沙烏地阿拉伯王國

和伊朗的關係也急轉直下，兩國逐漸發展出在政治及宗教⽴場相對的競逐狀態。

從 1979 年發展⾄今，兩國競逐程度與擴及領域都有⽇漸擴⼤的趨勢，今⽇其競

逐也延伸⾄區域內的代理⼈衝突，兩國的緊張情勢⼜被形容為中東地區的冷戰。 

本⽂將以 Barkin 提出的現實建構主義（Realist Constructivism）分析沙國—

伊朗競逐架構下的衝突⾯向及其形成軌跡，並依據現實建構主義框架內權⼒結構

因素、規範結構因素，及兩因素的交互作⽤解釋沙國與伊朗之競逐發展。藉由以

上三個⾯向的討論，可釐清沙國與伊朗於權⼒結構因素所⽣之衝突，以及教派主

義對兩國競逐之影響。同時，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之交互作⽤亦能解釋

兩國競逐⾃ 1979 年⾄今之發展過程。通過前述探討，可發現於沙國—伊朗競逐

中，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兼具影響⼒，且會以不同形式對競逐產⽣作⽤。

前者以地緣政治影響⼒競逐為主軸，並衍⽣於安全及經濟⾯向之衝突；後者則可

⾒兩國對內及對外政策輸出與教派主義之間存在相互強化之循環。此外，本⽂亦

發現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間存在相互影響之特性，並導致兩國競逐規模

⾃ 1979 年起逐步擴⼤。針對以上發現，筆者認為沙國與伊朗政府應審慎考量以

教派主義作為政治權⼒競逐⼯具之潛在⾵險，並減少對教派⾝份之強調。如此⼀

來，可避免加劇區域不穩定性，亦可防⽌遜尼派與什葉派國家之衝突進⼀步擴⼤。 

 
 
 
 
 
關鍵詞：沙國—伊朗競逐關係、地緣政治競逐、教派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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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in 1979 led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Pahlavi regime in Iran, triggering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As the Iranian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ies chan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has also deteriorate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competed in terms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aspects since 1979, and the scope of 

competition has also expanded. Today, some scholars even describe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as the Co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article will use Realist Constructivism to analyze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since 1979. Realist Constructivism contains the power structure, normative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of the two.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normative 

structure, we can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material interest conflict and sectarianism 

on rival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normative 

structure accounts for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evolution since 1979.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normative structure are both influential to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and they will play a role in different forms. The former is 

dominated by the competition for geopolitical influence, while security and economic 

conflicts are derivative disputes. The latter affects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by a 

mutually reinforcing cycle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sectarianism. 

Additionally, the second argument is the existence of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normative structure, which has led to the outspread of rivalry 

since 1979.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finding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Saudi and 

Iranian governments should carefully examine the potential risks of using 

sectarianism as a tool for political rivalry and reduce the emphasis on sectarian 

identity. In this way, it can avoid regional instability exacerbation and prevent the 

tension between Sunni and Shiite countries from further rising. 

 

 

 

 

Keywords: Saudi-Iranian rivalry,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sec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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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緒論 

    1979 年伊朗⾰命後，中東地區的政治情勢產⽣⼀連串改變，其中德⿊蘭⼈

質危機使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後稱伊朗）和美國關係⾛向惡化，同時也牽動沙烏

地阿拉伯王國（後稱沙國）與伊朗關係的變化。隨著伊朗新政府外交路線的轉變，

沙國與伊朗的競逐⾃ 1979 年後⽇漸清晰。在數⼗年的演變下，沙國與伊朗的競

逐早已不是侷限於兩國雙邊關係框架下的⽭盾，其涵蓋領域與地域擴及範圍⼗分

廣泛，使沙國—伊朗之競逐成為⾜以撼動中東政治局勢之關鍵議題。 

    對於沙國與伊朗競逐結構下之衝突，可從權⼒競逐的⾓度探討造成兩國產⽣

⽭盾的原因，也可⾒與教派相關之爭論出現於兩國競逐中。沙國與伊朗之衝突⾯

向涵蓋物質權⼒及觀念認同等議題，在兩國競逐關係背後形成⼀個複雜的結構。

本⽂將梳理沙國—伊朗競逐架構下造成兩國發⽣衝突的相關議題，並探討雙⽅競

逐關係⾃ 1979 年之發展，以分析沙國—伊朗競逐之形成脈絡。 

 

第⼀節、研究動機與⽬的 

過往探討沙國—伊朗競逐的相關研究，⼤多會側重在某個議題說明造成兩國

競逐關係的原因，其中⼜以權⼒結構因素的論述居多，相對之下規範結構因素的

影響⼒較容易被忽略。然⽽，在國家對外政策形成的過程中，除了實際利益的考

量，觀念及認同等規範結構因素亦具有影響⼒。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兩國逐

漸形成具教派⾊彩之對抗陣營，這說明教派因素在兩國競逐中存在作⽤，亦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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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權⼒結構因素外仍有其他推動雙⽅衝突之原因。因此，筆者也將分別從權⼒結

構及規範結構之⾓度，探討沙國與伊朗之競逐形成。 

鑑於過往⽂獻偏重權⼒結構因素分析之傾向，本⽂的研究⽬的在於以⼀個囊

括權⼒與規範因素的視⾓，去理解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關係。⾸先，對於偏重以權

⼒⾓逐解釋競逐狀態的研究⽽⾔，本⽂補充了規範結構因素中教派主義的影響⼒，

使其不再僅是被淡化的⾓⾊。⽽未來在分析兩國競逐狀態時，研究者除了能觀察

到國家基於物質權⼒考量所作出的⾏為外，還能進⼀步理解影響這些決策背後的

觀念，使規範結構因素的影響⼒更為鮮明。 

此外，本⽂亦將權⼒與規範結構因素的互動納⼊討論範圍，⽽兩者的互動在

過去也較少被提及。藉由探討兩因素互動所⽣之影響⼒，可以強調權⼒結構與規

範結構之間其實具有相互影響的特性。由於權⼒結構因素的影響⼒⽐規範結構因

素更為明顯，兩者的連動能⼒也經常被忽略。經討論兩者能相互影響的特性後，

可凸顯政府或政治組織過度強調教派認同之潛在負⾯效果，亦可使⼤眾意識到其

⾵險。綜上所述，以涵蓋權⼒及規範結構因素的途徑探討沙國與伊朗之競逐關係，

有助於更全⾯地剖析塑造競逐的各項成因，並了解兩國關係如何在各種因素的堆

疊及推動下發展成今⽇的樣貌。 

 

第⼆節、⽂獻回顧 

回溯過往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的相關研究，部分學者會側重在兩國於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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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盾與競爭，以此作為解釋雙⽅關係緊張化的論點（Ighani, 2016；Kaddorah, 

2018）；也有部分學者在兩國的衝突中，探討教派主義在其中發揮的影響⼒

（Seznec, 2015；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Litvak, 2017）。隨著切⼊衝突視

⾓的不同，對於兩國競逐狀態的理解也會隨之改變。例如在偏重權⼒結構因素作

⽤的研究中，規範結構因素對衝突的影響⼒相對減弱，在此類研究的結論中，規

範結構因素的作⽤可能被忽略，⽽權⼒結構因素的衝突才是造成沙國與伊朗競逐

關係之主因。另⼀⽅⾯，納⼊規範因素的研究肯定教派主義於競逐之作⽤，認為

教派主義思想對於誘發衝突擴⼤是具有影響⼒的，在此類研究中，教派主義的⾓

⾊及作⽤便與強調權⼒結構因素⽭盾的⽂獻存在落差（Robinson et al., 2018）。 

    前述例⼦顯⽰現有研究在權⼒及規範因素間各有其側重⾓度，連帶影響研究

者對於競逐狀態的認識，這會導致其探討兩國競逐狀態時忽略另⼀⾯向之因素。

筆者將針對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之相關⽂獻進⾏討論，⽐較學者採取不

同視⾓分析沙國—伊朗競逐的原因及其優劣勢，並從中歸納出後續可進⼀步探究

的⽅向，以完整刻畫出造成兩國競逐狀態之因素及其發展過程。然⽽，沙國與伊

朗競逐研究的⽂獻相當豐富，其關注焦點亦有不同，以下將針對既有研究分成三

個與本研究相關之主題進⾏討論。 

第⼀部分將回顧「沙國與伊朗之競逐」的相關⽂獻，並探討應納⼊後續討論

範圍的各項因素。過去研究對於沙國—伊朗競逐形成原因之主張，部分強調權⼒

結構因素的作⽤，認為權⼒結構因素才是主導兩國⽭盾發⽣的誘因，將教派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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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掩蓋權⼒結構⽭盾事實的⾓⾊。另外也有部分研究關注規範結構因素⽭盾對

沙國—伊朗競逐關係之影響，肯定如教派認同、種族議題等規範結構因素的作⽤。

⽽筆者將根據從各種⾓度觀察競逐的利弊，歸納出後續應納⼊考量的各項因素。

第⼆部分為「權⼒結構因素之⽭盾—沙國與伊朗在不同場域之競逐關係」，討論

雙⽅在權⼒結構因素中的⽭盾。過去研究中提及沙國與伊朗在許多層⾯都⾯臨利

益衝突，例如⽯油市場、地緣政治競逐等。通過整合既有研究提及的議題，可以

從多個⾓度探討兩國在權⼒結構因素層⾯所累積的衝突，有助於了解兩國在這些

議題的相關發展。第三部分為「規範結構因素之⽭盾—教派主義在競逐過程之⾓

⾊及作⽤」，透過相關研究對於教派主義作⽤之解釋，可進⼀步釐清教派主義在

兩國競逐當中所扮演的⾓⾊。此外，從過去兩國於競逐中與教派主義相關的政策，

更可以探究教派主義被應⽤於競逐之深層動機，及其如何在競逐中發揮影響⼒之

過程。 

⽐較過往沙國—伊朗競逐之相關⽂獻，可發現三項較為常⾒之特徵。第⼀，

為強調權⼒結構因素作⽤之⽂獻，且其排除規範結構因素之影響⼒。在此類⽂獻

中，因其否定教派主義於競逐之作⽤，故將忽略規範結構因素存在之影響⼒。第

⼆，是各⾃從不同議題切⼊觀察沙國與伊朗之競逐，並以權⼒結構因素衝突解釋

兩國關係之⽂獻。雖此類⽂獻對單⼀議題的解釋較為深⼊，但同時也缺乏各議題

對競逐影響⼒之⽐較。第三，部分⽂獻不否定教派主義之作⽤，僅將教派主義視

為⽤於政治競逐的意識形態⼯具。這些研究雖提及教派主義，卻缺乏對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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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深⼊探討，因此也未能解釋教派主義為何被⽤於競逐，及其如何產⽣作⽤之過

程。綜上所述，本⽂將針對既有研究中提及之權⼒結構⾯向衝突進⾏整合與⽐較，

同時探討沙國—伊朗競逐中教派主義被運⽤之動機及其作⽤過程，以梳理權⼒結

構因素及規範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之影響⼒。 

 

⼀、沙國與伊朗之競逐 

關於沙國與伊朗的競逐狀態，部分學者強調本質上是地緣政治影響⼒的競爭，

例如 Kaddorah（2018）、Ighani（2016），他們主張沙國和伊朗競逐狀態最主要是

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同時他們也淡化教派主義在競逐過程當中的作⽤，認為衝

突的發⽣與教派主義並無直接關聯。然⽽，也有學者肯定其他規範結構因素在兩

國競逐過程中之作⽤，例如 Litvak（2017）、Ostovar（2016）、Windecker 和

Sendrowicz（2016）、Heiden和 Krijger（2018），他們提及的規範結構因素包含教

派認同差異、國家認同及種族認同，其中⼜以教派認同的討論最為廣泛，且這些

學者指出規範結構同樣具有加劇競逐程度以及推動衝突之作⽤。 

在研究沙國與伊朗權⼒結構衝突的⽂獻中，學者分別提到兩國在不同議題上

的⽭盾。例如 Pasha（2016）以聯合全⾯⾏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為核⼼，探討沙國與伊朗在此議題之發展。於其研究中，作者明

確指出沙國將伊朗核協議的簽訂視作危害其國家利益的事件，⽽美國對此議題的

態度也牽動著沙國與伊朗關係的變化。另外，Seznec（2015）從原油及天然氣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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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度，說明沙國與伊朗在經濟⾯向的競爭。⽽⽯油資源作為維繫兩國經濟命

脈的重要資源，是⽀持其國家運轉的核⼼產業，在兩國的競逐格局下也經常是產

⽣爭議的領域。最後，Ighani（2016）則提出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是基於地緣政治

考量⽽展開，教派主義在其中僅是加劇衝突的⾓⾊；Kaddorah（2018）也同意沙

國與伊朗是地緣政治的競逐關係，與教派主義關聯不⼤。在以上的研究中，可知

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架構涉及到許多⾯向，即國家安全、經濟及地緣政治。然⽽若

僅以單⼀⾯向探討兩者競逐，便可能忽略其他權⼒結構因素的影響，故將其整合

有助於以不同的⾓度探討雙⽅產⽣⽭盾的因素。同時，關注權⼒結構因素作⽤的

⽂獻相對也會忽略規範結構因素對競逐之影響⼒，因此共同考量規範結構層⾯的

衝突也能更全⾯地了解兩國競逐的發展。 

學者Windecker和 Sendrowicz（2016）認為沙國與伊朗競逐的根本原因是基

於阿拉伯民族與波斯民族的敵對關係以及地緣政治考量，因教派差異在 1979 年

以前並未造成雙⽅衝突，因此今⽇的競逐也⾮因教派⽽起。且在其研究中，作者

傾向將教派主義當作雙⽅號召⽀持者的⼯具，並不認為教派主義本⾝有推動競逐

之作⽤。然⽽，此研究的推論雖可證明現今雙⽅的衝突根源並不僅限於教派⽭盾，

卻不⾜以將衝突根源歸於雙⽅的民族差異，因沙國與伊朗的民族差異與教派差異

同樣是⾧期存在的現象。此外，作者提到以教派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具的論點也

可延伸討論，因教派主義既然能作為競逐中動員群眾的⼯具，便說明該思想對於

群眾乃⾄於政府皆是具影響⼒的。就此⽽⾔，教派主義不但是探討沙國與伊朗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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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時可加⼊的規範結構因素⾯向，還能探究教派主義被應⽤於競逐中的動機與其

產⽣影響⼒的過程。 

在提及規範結構因素的研究中，教派主義是最常被學者討論的⼀個議題，因

此後續在規範結構⽭盾⾯向也將聚焦於教派主義在競逐中的⾓⾊與發展。其中，

教派主義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經常被⽤於動員⽀持者的⼯具，因此該概念亦反覆出

現於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成為⼀項被廣泛討論的議題（Ighani, 2016；Windecker

＆Sendrowicz, 2016；Kaddorah, 2018；Kausch, 2018）。⾃ 1979 年伊朗⾰命後，沙

國與伊朗開始在其國家⾓⾊定位上產⽣衝突（Cerioli, 2018）。Windecker 和

Sendrowicz（2016）描述伊朗的⾃我認同是⼀個擁有光榮千年歷史的⽂化國家，

⽽⾮殖民主義的產物，因此伊朗認為海灣地區的⾃然資源、具有戰略意義的荷莫

茲海峽以及阿拉伯聯合⼤公國也宣稱其擁有的獨⽴島嶼都屬於伊朗。在另⼀篇

Heiden和 Krijger（2018）的著作中，基本上也同意前述關於伊朗的⾃我定位，並

額外指出伊朗也將⾃⼰視為穆斯林世界的核⼼以及對抗西⽅國家勢⼒介⼊中東

的領導者。另外，沙國也⾃視為海灣地區君主國家的保護者、兩⼤聖城守護者以

及穆斯林社群的領導者。由於兩者對於穆斯林社群領導者的⾓⾊定位重疊，加上

何梅尼⾰命意識形態的催動，沙國與伊朗展開以教派為基礎的意識形態⾓逐，進

⽽推動 1979 年以後教派主義的持續發展。 

除了教派主義在 1979 年以後凸顯之重要性，其影響⼒也反映在兩國的政策

上。例如沙國政府將其國內的什葉派視為效忠伊朗的第五縱隊，可能對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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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威脅，因此⾧期以來沙國對其內部什葉派都具不同程度的歧視（Wehrey et al., 

2009；Saab, 2018；Neo, 2020）。反之，伊朗內部遜尼派也遭到政府歧視，例如對

其擔任公務⼈員資格的限制，這其中也包含伊朗政府對遜尼派之不信任，擔⼼其

洩漏國家機密（Lumsden, 2019）。同時，兩國的外交政策亦反映出教派主義之作

⽤，如雙⽅在伊拉克及敘利亞的戰亂中分別⽀持同屬教派的武裝團體，在區域競

逐中逐漸浮現依教派區分的⼤致輪廓（Robinson et al., 2018）。前述案例皆能說明

教派主義對兩國政策產出之影響⼒，也證明其在兩國競逐架構中被考量之必要性。 

根據過往的⽂獻可將影響競逐狀態之原因劃分為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

因素，前者包含兩國擴張物質權⼒時所⽣之⽭盾，後者則涵蓋觀念、認同等⾮物

質因素的影響。從以往沙國、伊朗競逐關係的研究中，可觀察到部分學者主張權

⼒結構因素為衝突主因，排除規範因素之作⽤，如此便將忽略規範因素對於兩國

競逐造成的影響（Ighani, 2016；Kaddorah, 2018）。另⼀⽅⾯，在討論到規範結構

因素作⽤的⽂獻中，教派主義是較為突出的議題（Seznec, 2015；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Litvak, 2017）。通過探討教派主義的影響⼒，可以補⾜沙國與

伊朗在權⼒結構因素衝突以外的⽭盾⾯向，了解規範結構因素在競逐中的重要性。

故除了權⼒結構因素外，本⽂也將同時考量規範結構因素，以分析推動競逐狀態

形成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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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結構因素之⽭盾：沙國與伊朗在不同場域之競逐關係 

    根據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的研究，雙⽅在權⼒結構因素的⽭盾與競逐⼤致呈

現在以下幾個⽅向：第⼀，國家安全問題；第⼆，經濟利益糾葛；第三，地緣政

治影響⼒擴張，其中包含與⼟地主權爭議相關的地緣政治議題，以及兩國在地緣

政治影響⼒的建構，以下將針對此三⾯向逐⼀討論。 

    2015 年 7 ⽉，在維也納簽署的聯合全⾯⾏動計畫，簡稱伊核協定，由美國

時任總統歐巴⾺推動伊朗與美、中、俄、英、法、德等國簽署，⽬的在於限制伊

朗發展核武，換取國際社會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JCPOA 的簽署表⽰美國和

歐洲希望看到伊朗融⼊國際社會，但海灣阿拉伯國家和該地區其他國家仍擔⼼伊

朗的區域影響⼒⽇益增加（Ighani, 2016）。學者 Teitelbaum（2016, p.3）指出：「華

盛頓對伊朗協議的默許使伊朗成為能快速發展核武器技術的國家（nuclear 

threshold state），不受約束地繼續其軍事彈道⾶彈計畫並推進懷有敵意的區域議

程，這對利雅得⽽⾔意味著歐巴⾺總統對伊朗的態度較為友善，⽽歐巴⾺總統稱

沙國需要進⾏改⾰的評論，或是他認為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需要實現戰略平衡的

觀點只會加強利雅得的這種看法。」伊朗核協定整體⽽⾔不僅提升了伊朗在國際

上的地位，也強化其在海灣地區的戰略影響⼒，同時也升⾼了伊朗與以沙國為⾸

的海灣國家之間的緊張情勢，⽽沙國未能改變美國的相對優先順序，也破壞了⾃

⼰與美國的關係，這暴露了沙國⾃⾝的弱點，同時也為伊朗所樂⾒（Litvak, 2017）。 

    兩國在經濟資源上的競爭，尤其反映在國際的原油市場上，伊朗與西⽅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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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核協議簽署後，也會加強沙國與伊朗在國際原油市場上的競爭（Ighani, 2016）。

沙國主導著⽯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以⽯油作為武器，控制國際市場上的原油價格，阻⽌伊朗以⾼價出售其

⽣產的原油，形成兩國在另⼀新⾯向的競爭。另外，經濟層⾯的競爭可能會在世

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及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當中構成問題，因為其他的海灣國家或許可得利於與

伊朗的貿易往來，但這和沙國欲建造⼀個反伊朗陣營的期望背道⽽馳。因此，沙

國與其他海灣遜尼派國家的⽴場分歧，可能會進⼀步造成海灣阿拉伯國家之間的

內部分裂，如 2017 年爆發的卡達斷交危機，⽽新興的經濟競爭層⾯在未來仍會

持續發展（Ighani, 2016）。 

    沙國在國際原油市場中佔據著領導地位，不論是原油儲量或是⽣產量都是伊

朗的數倍之多。1973 年沙國以⽯油禁運試圖阻⽌西⽅國家⽀持以⾊列，雖成功

⼲預了國際油價，卻仍無⼒改變西⽅國家的決定。此後沙國緩慢地購買在國內運

營的國際⽯油公司資產，這使沙國政府得以控制其原油運營和銷售，同時保持與

國際⽯油公司的良好關係，此舉使其成為當今⽯油技術的領導者（Seznec, 2015）。

由此可⾒，沙國在國際原油市場中早已站穩腳跟，⽽伊朗不論是在儲備量或產量

上都無法與沙國競爭，且多年來的經濟制裁也使伊朗⾯臨產能不⾜的問題。雖然

如此，伊朗在經濟層⾯與沙國相⽐卻不全然居於弱勢。例如英國⽯油公司（BP）

將伊朗列為天然氣儲量的領先國家，認為其有潛⼒成為僅次於俄羅斯的天然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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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Seznec, 2015）。此外，伊朗居於海灣國家⽯油出⼝的交通要道，該

地理位置優勢也為其提供在競逐中可使⽤的籌碼。最後，中東地區以外如中國及

印度等，都是具有龐⼤⽯油需求的國家，考量到國際環境變動及經濟層⾯之考量，

伊朗也有機會與兩者發展經濟合作，以確保其於競逐中不居於劣勢。 

    在地緣政治競逐層⾯，沙國與伊朗的競逐已擴及到其他海灣國家與伊朗的領

⼟主權紛爭。例如伊朗與巴林及科威特兩國都有油⽥歸屬的爭議，另外⽬前受伊

朗管轄的⼤⼩通布島（Greater and Lesser Tunbs）以及阿布穆薩島（Abu Musa）

三個島嶼，也是阿拉伯聯合⼤公國（後稱阿聯）與伊朗之間⾧期存在的⼟地主權

爭議（Windecker＆Sendrowicz, 2015）。由於阿聯與伊朗先前對於⼤⼩通布島以及

阿布穆薩島的相關決議與現況都對阿聯不利，為了在島嶼主權問題上奪得主控權，

阿聯也將該議題從兩國爭議擴⼤為區域競逐議題，即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關係

（Sharifi-Yazdi, 2015）。當此議題進⼊區域競逐框架的討論範疇，島嶼主權爭議

的性質也從雙邊轉為多邊，成為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政治層⾯競逐⾯臨的⽭盾之⼀。 

同樣基於地緣政治考量，沙國與伊朗各⾃在區域內尋求國家或⾮國家的盟友，

並將勢⼒介⼊戰亂地區以代理⼈戰爭的形式擴張其區域影響⼒。⾃ 2003 年伊拉

克戰爭之後，伊朗善⽤當時權⼒真空的狀態以及伊拉克當地的龐⼤什葉派⼈⼝，

取得伊拉克新政府對伊朗的友好態度，使其地緣政治影響⼒成功擴及伊拉克，⽽

後形成「什葉新⽉」（Shiite Crescent），從德⿊蘭經巴格達和⼤⾺⼠⾰延伸到⾙魯

特（Windecker＆Sendrowicz, 2016）。事實上，什葉新⽉的概念最早不是由伊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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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 2004 年約旦國王阿⼘杜拉⼆世（Abdullah II）為了呼籲遜尼派國家對抗

伊朗什葉派⼒量崛起⽽使⽤的新名詞，⽽這也反映了遜尼派國家將伊朗視為什葉

派核⼼的恐懼。從地緣戰略的⾓度來看，什葉新⽉使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勢⼒範圍

⾃海灣地區⼀路延伸，經由北側連貫到地中海東岸。什葉新⽉的核⼼成員包含伊

朗、伊拉克、黎巴嫩真主黨和敘利亞，⽽其共同⽬標則是對抗以⾊列、美國，以

及包含沙國在內⽀持美國的阿拉伯國家（Clausen, 2020）。2014 年 9⽉，葉⾨胡

賽組織（Houthis）佔領葉⾨⾸都沙那（Sanaa）⼀事，即被沙國視為伊朗從南部

包圍其邊界，對沙國⽽⾔也代表伊朗什葉派影響⼒的進⼀步擴張（Litvak, 2017）。

此外，伊朗也⽀持巴林以及沙國東部省（Eastern Province）什葉派教徒的訴求，

除了造成沙國與伊朗關係惡化，也進⼀步深化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歧（Kaddorah, 

2018）。對於以沙國為⾸的遜尼派國家⽽⾔，伊朗不但在地緣政治上聯合了許多

什葉派盟友，也正從內部影響海灣國家的穩定性，因此遜尼派國家也在地緣政治

競逐的框架下逐漸向彼此靠攏。 

    ⾃伊朗⾰命及兩伊戰爭爆發起，海灣阿拉伯國家便以 GCC 作為抵禦伊朗勢

⼒擴張的同盟，例如在 2011 年巴林爆發反政府⽰威之際，海灣君主制國家便以

GCC 的軍事武裝部隊半島之盾（Peninsula Shield Force, PSF）進⼊巴林，防⽌伊

朗介⼊巴林事務（Cerioli, 2018）。沙國在 2015 年聯合九個阿拉伯國家，發起「果

斷⾵暴⾏動」（Operative Decisive Storm）⼲預葉⾨內戰，並組成伊斯蘭反恐軍事

聯盟（Islamic Military Counter Terrorism Coalition），其中包含除了伊朗、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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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以外的 41 個伊斯蘭國家。另外，沙國也積極尋求與美國的合作，在美國

總統川普任內，沙國在利雅得舉辦了阿拉伯伊斯蘭—美國⾼峰會，有 52 個穆斯

林國家與會，其中最重要的結果就是呼籲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孤⽴，時任總統川普

也指責伊朗激起教派衝突與恐怖主義。最後，沙國也將⼟⽿其視為重要盟友，雖

然兩者在穆斯林兄弟會、埃及、利⽐亞⾰命的議題上有所分歧，但兩國也在 2015

年簽訂了戰略夥伴合作關係（Kaddorah, 2018）。然⽽，這並不能稱之為⼀個穩固

的遜尼派陣營，⾸先是因為海灣阿拉伯國家對伊朗的態度以及反對⽴場並不⼀致，

例如卡達斷交危機就可以清楚地說明 GCC 內部對伊朗態度的分歧；第⼆是遜尼

派國家內部的歧異，例如沙國薩拉⾮教派與穆斯林兄弟會的衝突，也可以說明遜

尼派內部並不是處於和諧的狀態；第三是⼟⽿其想同時維持與雙⽅的關係，即使

某些時候⼟⽿其可能站在與伊朗對⽴的⽴場，但這不代表他打算完全與伊朗為敵，

其於沙國與伊朗間搖擺的⽴場也使其無法成為沙國堅定的遜尼派盟友（Kaddorah, 

2018）。綜合來看，沙國的同盟夥伴雖多，卻也伴隨著內部向⼼⼒不⾜的隱憂，

如 GCC 是競逐架構下最核⼼的遜尼派盟友，但其內部對於伊朗的態度不⼀，⽽

外部的同盟夥伴也並未與沙國建⽴起密不可分且堅定的合作關係。 

    權⼒結構因素在國際政治中具決定性之作⽤，因物質利益所⽣之⽭盾也牽動

著兩國關係的發展，以往研究個別指出了沙國與伊朗在不同場域中展開的權⼒⾓

逐，這些⽭盾在層層堆疊下使兩國的競逐狀態持續發展⾄今。然過去研究對於兩

國之權⼒結構因素⽭盾⼤多僅針對單⼀⾯向進⾏探討，或未對其提出的各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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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闡述權⼒結構因素⽭盾與兩國競逐之關聯。故於權⼒結構因素⼀章將會整合

這些議題進⾏討論，分析並⽐較兩國於各議題之物質利益⽭盾，說明沙國與伊朗

在以上場域之衝突如何影響競逐狀態的發展。 

 

三、規範結構因素之⽭盾：教派主義在競逐過程之⾓⾊及作⽤ 

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關係中，教派主義是規範結構因素中最具影響⼒的議題，

故於本節規範結構因素之回顧將聚焦於教派主義對競逐關係之影響。除了探討教

派主義在兩國競逐中扮演的⾓⾊，筆者也將進⼀步探究沙國與伊朗將教派主義應

⽤於競逐之動機，以及教派主義在競逐過程之影響⼒，以說明教派主義如何造成

兩國於規範結構因素層⾯的⽭盾。 

    對於教派主義之英⽂翻譯，較常⾒於⽂獻中的⽤法為“Sectarianism”。 

Bishara（ 2018）曾將 “Sectarianism” 與 “Confessionalism” 進 ⾏⽐較，認為

“Sectarianism”是指對於特定宗教的狂熱歸屬感，⽽“Confessionalism”是指對同⼀

宗教內部不同教派的狂熱歸屬感。但就通⽤的情況⽽⾔，討論沙國與伊朗競逐下

的教派主義多使⽤“Sectarianism”描述，指受到遜尼派及什葉派⾝份影響的政治⽭

盾，與 Bishara（2018）所指分屬不同宗教的情況有所不同。考量名稱之通⽤性，

本⽂將以教派主義搭配“Sectarianism”的翻譯進⾏闡述，其內涵亦與常⾒的⽤法相

同，為沙國與伊朗分別主張的遜尼派和什葉派⾝份認同，及政治競逐中顯現的教

派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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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Mabon（2017）指出過去探討沙國與伊朗競爭的相關⽂獻⼤致可分為三

個研究⽅向：第⼀派主張欲分析競逐狀態最好從海灣地區的權⼒分配以及權⼒平

衡著⼿；第⼆派主張研究宗教如何塑造競逐狀態才能對其有更好的理解，且必須

先考慮中東地區的教派劃分才能理解區域同盟的結構是如何形成的；第三派則主

張結合前兩者的要素，包含內部及外部因素分析，以理解合法性及權⼒的問題，

最終可以解釋宗教如何被應⽤於政治⽬的。其中，第⼀派學者是從權⼒的⾓度理

解兩國競逐狀態的內涵，偏重認同物質因素所帶來的影響；⽽第⼆派學者既然從

宗教的⾓度切⼊，便表⽰認同宗教信仰差異對於塑造衝突的能⼒，但僅從規範結

構因素的⾓度觀察，可能會忽略其他權⼒結構因素的影響。因此，第三派學者同

時結合權⼒結構與規範結構因素考量競逐狀態的形成，對於剖析衝突的因素會更

加全⾯。 

根據Mabon（2017）的分類，第⼀派由權⼒切⼊觀察沙國與伊朗競爭狀態的

學者，有些便將這種競逐狀態定義為以地緣政治競爭為本質的衝突，主張地緣政

治考量才是造成競逐狀態的根本原因，淡化教派主義的影響⼒，如學者 Kaddorah

（2018）和 Ighani（2016）都是持此觀點。依第⼆派所述只考慮規範因素分析競

逐狀態的學者較少⾒，畢竟很難只談論規範的影響⼒⽽不考量權⼒因素對衝突的

作⽤。第三派同時考慮權⼒與規範結構因素的研究佔較多數，例如 Litvak（2017）、

Windecker和 Sendrowicz（2016）、Seznec（2015）等。雖然在這些研究中多將教

派主義視為政治競逐使⽤的意識形態⼯具，學者也並未深⼊闡述教派主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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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可作為教派動員的⼯具便代表教派主義對於⼤眾思想是具有號召⼒的，

因此可歸納出教派主義在競逐過程中是有作⽤的（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

Litvak, 2017）。 

然⽽，第三派研究仍有偏重權⼒因素的傾向，教派主義在衝突當中的⾓⾊僅

被定為⼀種被國家使⽤的「⼯具」，或是競逐演變出的「結果」，雖其影響⼒是受

到肯定的，但不被認為是造成衝突的原因之⼀。以往⽂獻對於教派主義於兩國競

逐過程中的⾓⾊，較多仍停留在討論其「是否」具有作⽤，例如上述將其視為⼯

具的研究便是肯定其影響⼒，但⾄此尚未能清晰地刻畫出教派主義在競逐過程中

的⾓⾊及作⽤。Valbjørn（2020）指出，除了討論教派主義「是否」具影響⼒，還

能進⼀步討論國家「為何」要以教派主義作為⼯具，及其「如何」在衝突中發揮

影響⼒。藉此可以解釋國家推動教派主義的動機，強化教派主義與政治現實的連

結；亦能梳理教派主義發揮作⽤之過程，探討規範結構因素對於國家⾏為產⽣的

影響，使其⾓⾊不再僅以被動的⼯具型態出現，⽽是具主動影響國家⾏為效果的

⼀項因素。 

在沙國與伊朗對於⾃我國家定位的回顧中，兩者都認為⾃⼰是伊斯蘭世界的

領導者，⽽遜尼派與什葉派的⾝份更是其主張的重要依據，因此教派議題可明顯

⾒於兩者競逐中（Cerioli, 2018；Heiden & Krijger, 2018）。事實上，兩國的⾃我定

位與教派因素、統治基礎有著更深的連結。⾸先，沙國的王室在建國初期與⽡哈

⽐主義（Wahhabism）便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其政權依賴⽡哈⽐主義賦予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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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性以及對王室的認可以維持穩定。Nevo（1998）提到宗教信仰及對王室之認

同是沙國建構集體認同的兩個關鍵要素，⽽⾄ 1980 及 1990 年代，沙國政府仍持

續提倡宗教規範，是因為⽡哈⽐主義⾃其建國起⼀直都是⽀持王室的關鍵⾓⾊，

並保證其統治正當性。⽽ Khan（2019）也指出，沙國政府⾄今尚未找到可替代

⽡哈⽐主義的正當性來源，故維護⽡哈⽐主義地位最⾼性可視為其維繫統治之必

要措施。 

另⼀⽅⾯，1979 年伊朗⾰命後的何梅尼政權則是強調神權政治以及伊斯蘭

教的重要性，⽽其提出由宗教學者⾏國家管理的模式亦賦予神職⼈員進⼊政治核

⼼的機會（Adib-Moghaddam, 2021）。什葉派信仰在 1979 年以後被定為伊朗的國

教，其地位受到憲法明⽂保障。根據伊朗今⽇統治政權訂下之國家基本原則，神

聖法（Divine Law）是其統治正當性與政治權威的唯⼀來源（FIDH &LDDHI, 2003），

便說明什葉派信仰是伊朗政府獲得政權正當性的主張依據，因此什葉派信仰的最

⾼性也成為不容挑戰的價值。以上案例顯⽰沙國與伊朗的統治基礎都與其教派有

不可分割的關係，因其直接關係到該政權的正當統治與否，與國家穩定息息相關。

同時，在兩國競逐中教派議題也成為攻擊對⽅統治正當性的利器，如伊朗指責⽡

哈⽐主義及沙國王室的統治是不符合伊斯蘭的，沙國也譴責伊朗政權奉⾏的什葉

派信仰是對伊斯蘭教的偏離和顛覆，並稱其為叛教者（Heiden & Krijger, 2018）。

筆者認為，兩國發展教派主義並在部分政策上帶有教派主義⾊彩，應是基於教派

與其國家統治權⼒的密切關係，⽽這也是可進⾏深⼊討論的⽅向，有利於釐清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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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應⽤教派主義於競逐中之動機。 

關於教派主義如何影響國家作為，及其如何在競逐中產⽣作⽤，可透過沙國

與伊朗的對內及對外政策檢視。在對內政策⽅⾯，兩國的國內少數教派政策都被

指出存在歧視問題，如沙國什葉派被國家排除擔任政府要職的機會，伊朗遜尼派

也只能從事政府認為國家安全⾵險相對較低的⼯作，即⾦融及農業等職缺

（Majidyar, 2013；Faramarzi, 2018）。其背後原因與兩國政府將內部少數教派視為

國家安全威脅有關，⽽這樣的偏⾒可視為受到教派主義影響，進⽽反映在政策上

的現象。在對外政策⽅⾯，兩國於競逐的過程中逐漸建構起以 GCC 為核⼼的遜

尼派政治同盟，以及伊朗的什葉新⽉影響⼒分佈地帶，⽽兩國在區域衝突中⽀持

相同教派的武裝團體，也可視為受到教派主義影響⽽產出的外交政策。透過內部

及外部政策的探討，可檢視教派主義對兩國國家政策輸出的影響，同時也能反映

教派主義對兩國競逐之作⽤。 

    教派主義的概念作為⼀種規範結構因素，在兩國競逐過程中發揮的作⽤於過

往的⽂獻中獲得肯定，但其⾓⾊及作⽤尚有討論空間可使其更為具體。過去的研

究為兩國發展教派主義的動機提供了⼀個⽅向，⽽其對內及對外政策也反映出教

派主義對國家作為之影響⼒。本⽂將以此為出發點探討沙國與伊朗在競逐中使⽤

教派主義之動機，以說明教派議題「為何」會出現於兩國競逐；另外，通過沙國

與伊朗對內及對外政策的討論，可說明教派主義「如何」在競逐中發揮影響⼒，

進⽽成為對兩國競逐具推動效果之規範結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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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的研究個別為影響沙國與伊朗之間競逐狀態的因素提供了不同的思考

⽅向，以不同的⾓度切⼊觀察也各有利弊。以其作為基礎，筆者認為欲全⾯地探

討沙國與伊朗競逐狀態背後之影響因素，以往⽂獻仍有再深⼊探討之空間，以下

將針對其利弊及可補充之處進⾏說明（如表⼀）。 

    ⾸先，兩國基於權⼒結構因素⽭盾在不同場域展開的權⼒競逐，主要的爭議

問題可整合為三⼤⾯向，分別為國家安全問題、經濟利益糾葛及地緣政治影響⼒

的競爭。提出這些爭議點的研究都各⾃以直觀的視⾓說明引發衝突的原因，但這

些論點⼤多分散於不同研究中，將難以同時⽐較權⼒結構因素⽭盾的各個⾯向。

此外，僅以物質權⼒競逐的⾓度詮釋造成兩國⽭盾的原因，相對便忽視了規範結

構中觀念對於國家⾏為之影響⼒。在考量國家政策以及雙⽅競逐狀態成因時，以

往研究顯⽰除了權⼒結構因素外仍包含規範結構因素之影響，若單考慮前者將未

能全⾯考量造成競逐狀態的各項成因，這會導致國家做出決策時的動機被忽略，

並對於競逐形成過程的認知產⽣偏頗，不利於分析國家⾏為及決策背後的影響因

素。鑑於論點相對分散與忽略規範結構因素作⽤的問題，筆者將整合權⼒⽭盾的

不同⾯向進⾏⽐較，同時加⼊規範結構因素的討論，使兩國競逐推動因素的探討

更為豐富。 

    其次，部分研究雖有討論教派主義之⾓⾊，但尚未能解釋規範結構因素推動

競逐發展的完整過程。其中將教派主義視為⼯具的解釋⽅式，可能使教派主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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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種為了強化物質能⼒⽬的⽽被使⽤的陪襯，便未能注意到其本⾝影響國家⾏

為的能⼒。這在探討競逐狀態時可能會低估教派主義之作⽤，因此需要進⼀步探

究其被使⽤的動機及作⽤過程，⽅能理解教派主義對於競逐之具體作⽤。根據過

去的⽂獻，兩國強調教派主義概念的動機是有跡可循的，其影響⼒也反映在部分

國家⾏為上。⽽筆者將探討沙國、伊朗統治正當性與其教派信仰之關聯，說明兩

國應⽤教派主義之動機；並從其內部及外部政策觀察教派主義對國家⾏為之影響

⼒，以梳理規範結構因素作⽤之完整過程。 

    針對上述可進⾏補充之處，筆者欲並列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的討論，

整合⽐較過去研究提及兩國在權⼒結構因素⾓逐的主要議題，加上探討國家推動

教派主義的動機及相關的國家⾏為，從權⼒及規範兩⽅⾯討論塑造沙國與伊朗衝

突的因素。如此⼀來，可以避免僅考慮單⼀因素⽽忽略另⼀類因素可能⾯臨的侷

限，同時對教派主義於競逐之作⽤進⾏更深⼊的探討，以完整地描繪出兩國競逐

狀態形成之過程，對於競逐狀態也會有更清晰及具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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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本⽂可延伸之討論⽅向 

 

來源：筆者整理 

 

第三節、研究問題 

本⽂的研究問題欲探討沙烏地阿拉伯及伊朗之競逐過程中，權⼒結構因素與

規範結構因素之作⽤。⾃ 1979 年伊朗爆發伊斯蘭⾰命後，沙國與伊朗逐漸在中

東地區形成壁壘分明的兩⼤強權競爭態勢，且兩國的競逐也擴散到區域內其他國

家。本⽂將以權⼒結構與規範結構分別探討兩國競逐格局背後造成⽭盾的各項因

素，最後再以兩結構間的互動總結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如何共同推動競

逐狀態的演進。 

問題討論的對象定為沙國與伊朗主要涉及兩⼤⾯向的原因。⾸先，沙國與伊

朗作為中東地區的兩個區域⼤國，其關係發展對區域政治形勢具有舉⾜輕重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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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兩國在⼟地⾯積、⼈⼝、天然資源及政治影響⼒等層⾯，都能相當程度地

撼動中東地區的政治局勢。其次，除了兩國本⾝在區域中的重要性，兩者的競逐

關係更是本⽂將其列為觀察對象的主因。綜觀今⽇中東地區各地發⽣的衝突，如

敘利亞及葉⾨內戰等，沙國與伊朗都是極其重要的外部⾏為者，⽽兩者的競逐關

係更是緊密牽動著中東各地衝突的發展。從地緣政治的⾓度觀察，各地的衝突經

常被理解為沙國與伊朗的代理⼈衝突；從教派的⾓度觀察，沙國與伊朗分別被視

為遜尼派與什葉派的領導國家，其教派主張從單純的教派差異演變⾄今，已發展

成教派主義並出現於各地的衝突中。⽽教派主義不只反映在沙國與伊朗的內部政

策，更隨著兩國的競逐關係延伸到區域衝突中。因此，鑑於兩國關係與區域政治

局勢的密切關聯，將沙國與伊朗作為⽬標對象並探討其關係發展，不但能研究兩

⼤國間的競逐演變，也能以其為脈絡觀察中東地區的政治局勢變化。 

時間的設定則定為 1979 年伊朗⾰命爆發⾄伊朗總統羅哈尼（Hassan Rouhani）

任期結束為⽌，因此前沙國與伊朗在美國的雙柱政策架構下同為美國的合作夥伴，

在 1979 年以前兩國的競爭格局尚未明朗化。1979 年伊朗政權易主後，中東區域

格局產⽣劇烈轉變，沙國與伊朗的關係逐漸從合作轉為競爭。隨著何梅尼在區域

內宣傳其⾰命思想，沙國與伊朗的關係趨於惡化，雙⽅開始在權⼒結構與規範結

構層⾯展開競逐。⾄今沙國與伊朗的競逐已深⼊區域衝突中，且受教派主義影響，

雙⽅的區域盟友也依教派形成粗略的輪廓。⽽ 1979 年也被多位學者認為是沙國

與伊朗關係發⽣重⼤轉變的轉捩點，因伊朗輸出反君主制國家之意識形態，對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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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君主制政權形成威脅（Ostovar, 2016；Ahmadian, 2018；Heiden & Krijger, 2018；

Kaddorah, 2018；Khan, 2019；Ghoble, 2019）。另外，本⽂觀察時間結束點定為羅

哈尼總統任期結束之際，主要考量到新任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施政路線改

變將影響沙國及伊朗之關係發展；加上新冠疫情爆發重創中東國家經濟，⽽疫情

對兩國內政帶來之壓⼒亦可能導致沙國與伊朗之區域政策轉向。 

本⽂欲探討的權⼒結構因素意指雙⽅在物質能⼒的⾓逐，其競逐擴及的不同

場域主要包含以下三個⾯向，分別為國家安全問題、經濟資源競爭、以及地緣政

治影響⼒的⾓逐（Seznec, 2015；Ighani, 2016；Teitelbaum, 2016；Windecker＆

Sendrowicz, 2016；Litvak, 2017；Kaddorah, 2018）。沙國與伊朗在這些⾯向的衝突

曾在不同的研究中被提及，並被視為引發衝突的爭議點，雙⽅基於在不同領域累

積的⽭盾⽇漸演變成今⽇激烈的競爭關係。然⽽，這些產⽣衝突的議題⼤多分散

在不同研究中，且多會以作為兩國⽭盾主因的⾓⾊被理解。因此本⽂欲整合以上

提及的⾯向，避免過於強調某單⼀因素的重要性，以綜合的視⾓梳理兩國競爭關

係背後的權⼒結構因素。另⼀⽅⾯，本⽂也納⼊規範結構因素的討論，探討教派

主義在沙國與伊朗競爭格局中所扮演的⾓⾊及其影響⼒。規範結構因素的範疇包

含觀念、理想、政治道德等⾮物質因素（Barkin, 2003），關於觀念及認同等因素

與⼀國的國家⾏為及決策之間的關係，在國際關係領域的不同理論各有主張，不

同學者對教派差異因素是否發揮作⽤也提出不同的觀點。鑑於教派認同的⽭盾確

實在競逐中為兩國政府所強調，且教派主義的觀念也反映在國家政策上，⾜以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080

 31 

明教派主義對於競逐狀態之影響⼒。本⽂於規範結構因素之討論將聚焦於教派主

義的影響，探討兩國在競逐中強調並捍衛其教派價值之動機，說明教派為何會在

競逐架構中成為具重要性之議題。同時，根據沙國與伊朗各⾃在內政及外交上的

決策，可以分析教派主義的思想如何透過政策實施深⼊社會，以及如何在反覆實

踐下轉⽽成為思想層⾯的輸⼊來源，進⽽在兩國競逐過程中逐漸產⽣實質影響⼒。 

過去多數討論沙國與伊朗關係的⽂章傾向以權⼒結構因素競逐所⽣之⽭盾

解釋雙⽅衝突的根本原因，相對淡化了教派⽭盾的影響⼒（Ighani, 2016；Kaddorah, 

2018）。然⽽，在權⼒結構因素之外，沙國與伊朗之間對於彼此教派的敵意亦為

探討雙⽅競逐關係需共同考量之因素，才能避免低估教派主義於兩國衝突之影響

⼒。本⽂將結合權⼒及規範結構因素的討論，包含兩種因素在兩國競爭狀態下各

⾃發揮的作⽤，以及兩者交互作⽤下會對原有政治格局帶來的影響。藉由以上三

個部分的討論，可以具體說明沙國與伊朗在權⼒結構⾯向產⽣的衝突，以及規範

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之影響⼒，最後再以兩者的互動，解釋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

⾃ 1979 年以後之動態發展。 

 

第四節、分析框架 

    J. Samuel Barkin 在 2003 年提出了現實建構主義的概念，主張國際關係學界

中的現實主義以及社會建構主義兩者之間是可以相容的。Barkin（2003）整理了

過去主張現實主義及社會建構主義為互相⽭盾之觀點，並對其加以探討及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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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提出的現實建構主義揉合了現實主義以及建構主義的核⼼概念，以兩者的

結合在國際關係領域中開闢出⼀條新的道路。本⽂將以 Barkin（2003）所提出的

現實建構主義作為研究問題的分析框架，⾸先將國際關係領域中的現實主義、社

會建構主義與現實建構主義進⾏⽐較，說明本⽂選⽤現實建構主義之理由，再闡

述現實建構主義概念的相關內涵，及如何將其應⽤於本⽂之問題探討。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典範，其下⼜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派別，

Barkin（2003）針對現實主義下的各個派別，整理出四點現實主義最普遍的共通

點。第⼀，以「權⼒」作為最主要的研究標的；第⼆，「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

因國家是使⽤權⼒的主要⾏為者；第三，「理性」，指國家應理性的運⽤權⼒；第

四，「物質能⼒優先」的假設。從上述特點觀察，現實主義以權⼒作為討論核⼼，

且與物質能⼒緊密連結。若採⽤現實主義作為本⽂研究問題分析框架，會使討論

偏向物質能⼒競逐的⽅向，無法同時兼顧權⼒與規範對於兩國競逐狀態之作⽤，

亦未能解釋兩國在選擇區域盟友時⽽隱含教派主義概念的現象。故現實主義對本

⽂之研究問題未能提供完整的解釋，僅能說明部分構成兩國競逐形成之原因。 

    另外，社會建構主義強調觀念及⽂化才能真正反映國際體系的內涵及特徵。

根據社會建構主義所提出的互動模式，國家認同會決定其如何界定國家利益，據

此展現出的⾏為在國際上與他國進⾏互動後，互動的過程⼜會重新建構其國家認

同。以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國家的⾏為深受⾮物質因素的影響，然⽽中東地區

的政治同時卻也帶有現實主義的⾊彩，因此社會建構主義亦無法完整解釋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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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問題。例如在沙國和伊朗的代理⼈衝突中，雖然雙⽅的核⼼盟友多為同教派的

國家或組織，但伊朗仍可能與遜尼派的團體達成合作，如巴勒斯坦的哈瑪斯。這

反映出沙國與伊朗在選擇區域政治盟友時，教派同質性並⾮⾸要考量，亦證明教

派認同對兩國競逐不具絕對主導的能⼒，故於規範因素以外仍須考量權⼒因素的

作⽤。 

相較於現實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臨的局限，Barkin（2003）提出的現實建

構主義使兩者的理論內涵得以相互補充，進⽽回應本⽂之研究問題。在討論兩理

論相容性時，Barkin（2003, p.325）提到：「主張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不兼容的建

構主義者通常會聚焦於現實主義與物質主義（material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

的連結。」然⽽，Barkin（2003）指出物質主義並不是承襲⾃現實主義，並以古

典現實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間的⽭盾說明兩者的差異。另外，Barkin（2003）也

認為現實主義者稱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不相容，是因為將美國的建構主義特⾊套

⽤到所有建構主義上，並以此說明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是可相容的。 

Barkin（2003）的現實建構主義肯定規範結構（normative structure）的重要

性，即社會建構主義關注的觀念（idea）、認同（identity）、規範（norm）等問題，

且其亦回顧古典現實主義學者們的⽂章，指出古典現實主義也同意道德理想

（moral ideal）是國際政治研究中必要的⼀部份。現實建構主義融⼊古典現實主

義與社會建構主義關注的重點，即權⼒與規範，並探究規範結構與權⼒運⽤之間

的關係。Barkin（2003）以權⼒結構（power structure）與規範結構進⾏討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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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僅討論任⼀⾯向都無法解釋國際環境變動。透過檢視權⼒結構影響規範結構

改變的過程，以及規範結構影響權⼒結構改變的過程，以兩者的互動才能解釋動

態的國際關係變化（Barkin, 2003）。因此，現實建構主義不但能解釋沙國與伊朗

競逐中權⼒層⾯與規範層⾯的⽭盾，還能說明兩國競逐關係⾃ 1979 年⾄今的演

變。 

另外，承襲⾃現實主義的特徵，Barkin（2003）也指出權⼒在此架構之⽤途

與⾓⾊。⾸先，國家可以運⽤權⼒推動其偏好的規範結構，使該規範在國際上處

於優勢，故道德是隨環境變動⽽⾮普遍存在的。由於權⼒可⽤於推廣規範，規範

也可被⽤於追求權⼒，因此當⼀國推動某種規範時也可能被視為⼀種追求權⼒的

⾃利⾏為。其次，Barkin（2003）也提到當接受不同規範的團體發⽣⽬標分歧時，

他們之間的相對權⼒（relative power）就會變得重要，詮釋者所擁有的權⼒⼤⼩

會影響其解釋及推廣規範之能⼒。由此可⾒，權⼒在現實建構主義當中仍然佔據

重要的地位，⽽現實建構主義的⽬的便是觀察權⼒結構與規範結構因素的相互關

係。 

    現實建構主義同時考量權⼒結構及規範結構因素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及其

以兩因素互動解釋國際環境變動的特性可應⽤於本⽂之研究問題探討。⾸先在權

⼒結構因素部分，通過探討沙國與伊朗在不同議題上產⽣的權⼒結構⽭盾，可以

解釋權⼒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之影響⼒。其次，在規範結構因素部分，藉由檢視

兩國教派與統治權⼒的關係，以及兩國的內部及外部政策，可說明教派主義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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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沙國—伊朗競逐關係之作⽤。最後，將以權⼒結構及規範結構的互動解釋國際

政治變遷之概念，代⼊沙國與伊朗⾃ 1979 年⾄今的競逐狀態演變，沿著競逐發

展過程中的三個重要轉捩點（1979 年伊朗⾰命、2003 年伊拉克戰爭、2011 年阿

拉伯之春），可分析權⼒結構與規範結構因素的互動如何⾃ 1979 年後持續推動競

逐狀態的發展。 

 

第五節、研究⽅法 

考量到資料搜集的難易程度與議題的特性，本⽂將採⽤⽂獻分析法作為主要

的研究⽅法。資料來源會以⼆⼿資料為主，筆者將蒐集與沙國—伊朗競逐議題相

關的⽂獻，如英⽂專書、期刊、研究機構報告，以及研討會的發表論⽂等，再將

其進⾏整理。此外，若是談及兩國政府的態度或是官⽅曾發出的聲明，也將參考

當時的新聞發布或官⽅網站上的公開資訊。獲取途徑主要則是通過網路搜尋及圖

書館電⼦資料庫，⽽對於資料來源也將進⾏篩選，以確保其資訊之可信度。 

在後續的過程中，將針對蒐集到的各式材料進⾏進⼀步的分析、歸納與研究。

在權⼒結構因素章節，將⽐較不同學者針對沙國—伊朗權⼒結構競逐提及的⾯向，

並從中找出較具影響⼒且可深⼊討論的議題，以分析兩國在這些議題上的關係發

展。在規範結構因素章節，將從沙國與伊朗政府各⾃與教派的連結著⼿，分別整

理⽡哈⽐主義與沙國王室，以及什葉派與伊朗政府關係之相關⽂獻，從中歸納兩

國政府與教派的連結。同時，筆者也將從相關⽂獻分析兩國對內的少數教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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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對外的區域外交政策，以探討教派主義於國家政策之影響⼒。最後，在權⼒

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互動的部分，⾸先會⽐較⽂獻中共同提及的區域重⼤事

件，作為觀察兩國競逐發展的三個時間分段點。接著再從⽂獻分析權⼒結構與規

範結構在這三個時間點後產⽣的轉變，以探討兩因素的互動如何⾃ 1979 年起推

動沙國與伊朗的競逐發展。 

 

第六節、研究限制 

針對前述所規劃的主題和內容，在後續的研究上可能⾯臨到兩點主要的研究

限制。⾸先，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後，兩國的競爭升級為代理⼈戰爭的型態，

然⽽兩國各⾃與中東北⾮地區的不同國家或⾮國家組織都有合作關係。這些組織

或國家的數量多且分佈廣，很難逐⼀在後續進⾏討論，因此本⽂主要會聚焦在兩

國於阿拉伯半島上的發展，討論範圍不會擴及北⾮。然⽽，影響沙國與伊朗關係

發展的因素不僅限於與阿拉伯半島相關的事物，故將討論範圍限縮在阿拉伯半島

可能會忽略兩者在北⾮相關活動衍⽣的效應。 

第⼆，沙國與伊朗同時都是中東地區的重要國家，若要以最貼合該地區的視

⾓來觀察此議題，以阿拉伯⽂及波斯⽂的⽂獻作為主要參考資料將最為理想。然

⽽，受限於語⾔條件，雖使⽤阿拉伯⽂的⽂獻能以更貼近當地的視⾓研究此議題，

但考量到使⽤英⽂材料較不易存在⽂意理解落差，筆者將以英⽂的參考⽂獻為主，

輔以部分的阿拉伯⽂資料。然⽽，以英⽂⽂獻作為主要參考資料來源，可能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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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獻原作⽴場之影響，無法完全以當地的視⾓研究此議題。另外，使⽤以英⽂

翻譯的阿拉伯⽂或波斯⽂資料，可能會⾯臨某些⽤詞或語意表達與原⽂存在些微

落差的問題，無法完全貼合以該語⾔所欲表達的語境。 

 

第七節、章節安排 

    對於研究問題之討論，本⽂將分別於第⼆、三、四章聚焦於不同層⾯的探討。

第⼆章的核⼼議題是權⼒結構因素對沙國與伊朗競逐之影響，該章將分為三⼤議

題探討兩國於權⼒結構因素的⽭盾，即國家安全、經濟資源競爭與地緣政治影響

⼒的⾓逐。在分析兩國於三⼤議題的利益衝突後，將針對這三個議題進⾏⽐較，

整理出權⼒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狀態之影響。可以發現，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關

係中，權⼒結構因素之作⽤是以地緣政治影響⼒競逐為主軸，並衍⽣於安全、經

濟⾯向等議題之衝突。 

    第三章的關注焦點是規範結構因素對沙國與伊朗競逐之影響，⽽本⽂的規範

結構因素則會聚焦於教派主義。第三章將分為三⼤部分闡述，第⼀是沙國與伊朗

統治政權與教派之關聯，藉由探討該議題可以嘗試釐清兩國「為何」重視教派議

題，即教派主義被運⽤於競逐之動機。第⼆及第三部分將從沙國與伊朗的對內少

數教派政策及對外區域外交政策⼊⼿，分析教派主義對其國家政策的影響⼒，以

說明教派主義「如何」在其競逐中發揮作⽤。從教派主義被使⽤的動機，串聯到

其如何反映在國家政策上，可解釋規範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產⽣影響之過程。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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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討論，可發現規範結構因素之作⽤表現在兩國政策輸出與教派主義流⾏的

循環上；經兩國對內及對外具教派傾向之政策產出，教派主義逐步深化，進⽽與

沙國及伊朗之政策輸出形成⼀個彼此強化的迴圈。 

    第四章則會以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之互動切⼊，將沙國與伊朗的競

逐以三個重⼤轉捩點劃分為三個不同的觀察階段，分別為 1979 年伊朗⾰命、2003

年伊拉克戰爭及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在這三個時間點後，會以權⼒結構對規範

結構之影響，以及規範結構對權⼒結構之影響，說明兩因素的互動下兩國競逐的

發展過程。⽽第四章與前兩章的不同之處，在於以兩因素互動檢視可觀察到競逐

演變之過程，藉由各階段的⽐較也可以發現，在權⼒結構與規範結構的交互作⽤

下，沙國與伊朗之競逐於教派主義與兩國地緣政治競逐範圍都有擴⼤的趨勢。 

    最後，通過第⼆、三、四章的討論，可以歸納出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

素分別對沙國—伊朗競逐之影響，同時兩項因素的互動亦說明競逐狀態⾃ 1979

年起之演變過程。藉上述三章之探討，可得知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皆對

沙國—伊朗競逐具影響⼒，因此需共同考量兩項因素對競逐關係之作⽤；另外，

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亦具相互影響之特性，並導致兩國競逐範圍⾃

1979 年開始逐漸擴⼤。對此，筆者認為沙國與伊朗政府需審慎考量以教派主義

作為意識形態⼯具所存在之⾵險，並減少對教派⾝份之強調。如此⼀來，可防⽌

兩國在區域內的教派競逐集團繼續擴⼤⽽加劇區域不穩定性，同時也可避免激化

遜尼派與什葉派國家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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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權⼒結構因素對競逐狀態之影響 

    ⾧期以來，沙國與伊朗在歷史、政治、社會、宗教與⽂化等⾯向都有其各⾃

的發展脈絡，⽽今⽇兩國也分別被視為遜尼派與什葉派的重要⼤國。在冷戰時期，

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兩國共同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盟友。然⾃ 1979 年伊朗

⾰命後，隨著伊朗新政權與過去合作夥伴的關係改變，沙國與伊朗在區域內的競

逐也逐漸成形。在國際環境與兩國政策的推動下，雙⽅發展出⽇漸龐⼤的競爭集

團，⽽兩者產⽣⽭盾的⾯向更是錯綜複雜，如權⼒競逐與教派認同都是經常被提

及的議題。為避免教派因素的作⽤模糊沙國與伊朗之間實際存在的利益衝突，本

章將先從權⼒結構因素著⼿，探討兩國於權⼒結構⾯向發⽣之衝突，並針對這些

議題進⾏討論與⽐較，以釐清權⼒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造成之影響。 

沙國與伊朗的權⼒結構⽭盾⾯向可分為三個部分討論，分別為（1）國家安

全問題、（2）經濟資源競爭以及（3）地緣政治影響⼒的⾓逐。國家安全問題向

來是⼀國存續之關鍵，此部分將會談及伊朗核⼦計畫的發展以及聯合全⾯⾏動計

畫對於兩國關係的影響。聯合全⾯⾏動計畫簽署所產⽣之政治效應對沙國⽽⾔象

徵其地緣政治影響⼒將⾯臨更⼤的威脅，⽽這也加劇兩者於安全議題上的⽭盾。

經濟資源議題將聚焦在兩國於⽯油資源的競爭與衝突，雙⽅在⽯油市場各⾃具競

爭優勢，⽽其地緣政治競逐也會反映在經濟議題上，成為衍⽣的⽭盾⾯向。在地

緣政治層⾯的⽭盾可從三個議題觀察，分別為領⼟主權爭議、地緣政治影響⼒框

架的建構與兩國於葉⾨內戰的發展，以說明沙國與伊朗如何建構其地緣政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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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的衝突議題。藉由以上的探討，可觀察到沙國與伊朗在權⼒結構因素的

⽭盾以地緣政治競逐為主軸，並衍⽣出其他於安全及經濟⾯向的衝突事件。在此

結構下，權⼒結構因素結合了各個議題的爭議，成為影響沙國與伊朗競逐的⼀個

衝突⾯向。 

 

第⼀節、國家安全問題 

就歷史發展觀察，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是近數⼗年才逐漸受到關注的議題，在

1979 年伊朗伊斯蘭⾰命爆發前，兩國的關係多被定調為合作關係，當時其互動

主要是基於美國雙柱政策（Twin Pillars Policy）的框架。冷戰期間，特別是尼克

森政府時期，美國⿎勵伊朗和沙國合作以抵禦來⾃蘇聯之威脅（Ahmadian, 2018），

故在冷戰的時代背景下，沙國和伊朗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維繫影響⼒的重要盟友，

與其共同抵抗蘇聯的勢⼒擴張。 

⽽ 1979 年伊朗⾰命與⾰命後德⿊蘭⼈質危機爆發所帶來的後續影響，使

1979 年成為往後中東政治局勢發展的重⼤轉捩點。1979 年後，伊朗與沙國的合

作模式結束，同時中斷了伊朗與美國的伙伴關係，此後沙國和伊朗的關係也逐漸

惡化（Ahmadian, 2018；Heiden ＆Krijger, 2018）。1979 年的⾰命雖然並未對區域

局勢帶來⽴即性的顛覆，但伊朗國家內部權⼒結構重組所衍⽣的影響卻隨後漸漸

滲透到區域內的其他國家，也改變了伊朗與西⽅強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在區域層

⾯，伊朗⾰命的成功讓伊朗嘗試在其他中東國家複製⾰命，例如伊朗⿎勵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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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推翻海珊政權的統治。距離伊朗最近的海灣君主國家也因其輸出⾰命倍感威

脅，導致沙國與伊朗關係逐漸惡化。在與西⽅強權的關係上，伊朗⾰命為美國原

先在中東的戰略部署帶來強烈的衝擊。當伊朗不再是美國密切合作的區域夥伴，

甚⾄是敵對關係後，西⽅國家對許多議題的態度也發⽣轉變，例如在後續幾⼗年

中持續牽動著區域及國際安全的議題—伊朗的核⼦計畫，⽽這也是今⽇沙國與伊

朗競逐中的⼀項重要議題。 

 

⼀、伊朗核⼦計畫的發展 

事實上，伊朗的核⼦計畫可以追溯⾄冷戰時期美國的政策。1953 年艾森豪

總統在聯合國發表「原⼦能和平⽤途」（Atoms for Peace）的演說，主張將核⼦材

料⽤於追求全⼈類的和平。1957 年到 1973 年這段期間是伊朗第⼀次接觸到核⼦

的世界，且正是艾森豪總統在 1953 年提出的原⼦和平計劃使許多第三世界國家

進⼊核⼦時代（Homayounvash, 2017）。1957 年伊朗和美國簽訂核⼦協議，這對

伊朗⽽⾔是可⼤幅拉抬其聲望的成就；另雙⽅對此也寄予不少期待，希望該協議

在未來能引領兩國在核能領域合作的深化，同時也使伊朗可在原⼦和平計畫的框

架內發展⾃⾝的核⼦科學技術（Homayounvash, 2017）。 

    1974 年伊朗原⼦能組織（Atomic Energy Organization of Iran, AEOI）成⽴，

並計劃在未來建⽴ 20 座核⼦反應爐。這項戰略受到西⽅國家的⼤⼒⽀持，例如

美國、法國和德國，德國當時也和伊朗簽訂協議，助其在布什爾建造核⼦反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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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lid & Hashmi, 2020）。然⽽，1979 年伊朗⾰命全然改變了伊朗和西⽅國家

的關係，原先⽀持伊朗核⼦計畫的國家也轉為反對者（Khalid & Hashmi, 2020）。

由於與伊朗趨於惡化的關係，伊朗掌握核⼦技術成為令其他國家忌憚的⼀項事實，

不僅美國擔⼼伊朗會脫離其軍事影響範圍，海灣國家更是⾸當其衝。對沙國⽽⾔，

伊朗⾰命帶來的不只是合作盟友的政權終結，更是出現了未來可能威脅其國家安

全的⼀⼤隱患，很顯然沙國並不樂⾒伊朗新政權的誕⽣，伊朗⾰命遂成為兩國從

合作轉為競爭型態的分界線。 

雖然⾰命後的伊朗新政權曾⼀度中⽌核⼦計畫，但 1980 年爆發的兩伊戰爭

⼜使其認為有必要持續推動核⼦計畫以保障⾃⾝安全（Pasha, 2016；Khalid & 

Hashmi, 2020）。這背後的原因與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先，在 1979 年後美國

便希望能推翻伊朗的神權政治，變相使伊朗在⽇後更積極掌握核⼦技術（Pasha, 

2016）；其次，兩伊戰爭中⽀持伊拉克的國家佔多數，包含海灣阿拉伯國家以及

美國，這也讓伊朗在國際上的地位受到排擠；最後，兩伊戰爭中伊朗受到的打擊

及傷亡，使其確信國家仍需要⼀個強⽽有⼒的威懾（Khalid & Hashmi, 2020），於

是伊朗⼜再度投⼊核⼦科學的研究。另⼀⽅⾯，沙國也在 1981 年與其盟友共同

成⽴海灣合作理事會，其成員包含在海灣地區同為君主制的六個阿拉伯國家，以

「安全」為關注焦點。GCC 不僅是海灣君主制國家為了維護國家穩定達成的聯

盟，也是沙國為了鞏固其區域地位所號召成⽴的組織。在此框架下，成員們共同

對抗伊朗輸出⾰命帶來的社會動盪，以及其他可能威脅到成員國安全的國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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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GCC 仍然是海灣阿拉伯國家間合作的重要平台，合作範圍也從安全擴

展到更廣泛的領域。 

    1980 年代沙國與伊朗的關係緊張，⾄ 1990 年代⽅有所緩解，為了使伊朗與

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伊朗的拉夫桑賈尼（Hashemi Rafsanjani）和哈塔⽶

（Mohammad Khatami）政府通過外交緩和區域的緊張局勢並加強伊朗與阿拉伯

國家的關係，然此時兩國關係確實得到緩解，彼此間的競爭卻並未終⽌

（Ahmadian, 2018）。2005 年，得到伊朗最⾼宗教領袖哈梅內意（Ali Khamene’i）

⽀持的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當選伊朗總統，強硬派領袖對

於核⼦計畫的⽴場也趨於強硬（Pasha, 2016），導致伊朗和美國的關係再次惡化。

艾哈邁迪內賈德的路線引來更多西⽅國家的制裁，造成伊朗的經濟形勢更加疲軟，

後遭到國內反對，最後在 2013 年總統⼤選時由改⾰派候選⼈羅哈尼贏得選舉。

在核⼦計畫的議題上，羅哈尼成功通過外交途徑與 P5+1 國家（美國、英國、法

國、俄羅斯、中國、德國）達成協議，以換取減少西⽅國家對伊朗的經濟制裁

（Khalid & Hashmi, 2020）。 

 

⼆、聯合全⾯⾏動計畫（JCPOA）的影響 

    對於西⽅國家⽽⾔，考慮到過去的制裁並沒有阻⽌伊朗停⽌推動核⼦計畫，

許多國家開始主張通過外交談判解決問題。伊朗與西⽅國家的談判持續了⼀段時

間，直到 2013 年伊朗和歐盟才簽署聯合⾏動計畫（Joint Plan of Action, JP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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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OA 是⼀項臨時協議，歐盟承諾暫停部分制裁，伊朗則同意暫停⾼濃度鈾濃縮

活動，⽽ 2014 年 JPOA 的實踐也預告著雙⽅在未來達成協議的可能性（Pasha, 

2016）。2015 年，在時任美國總統歐巴⾺的推動下，P5+1 國家和伊朗最終完成聯

合全⾯⾏動計畫（JCPOA）（⼜稱伊朗核協議）的簽署，該協議的⽬的在於透過

限制伊朗的鈾濃縮活動以減緩其核武技術的發展，並由國際原⼦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進⾏核查確保伊朗遵守規範；另⼀

⽅⾯，美國和歐盟也會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使其能重返國際社會。 

    JCPOA 的簽訂最主要是基於西⽅國家對伊朗核問題的疑慮，其宗旨也在於

消除伊朗的核武威脅，按理說 JCPOA 同時也能限制伊朗以核武威脅沙國國家安

全的可能性。然⽽沙國並不滿意 JCPOA 的簽訂，且該協議簽署後沙國與伊朗之

間的激烈競爭也未⾒和緩。沙國政府公開的聲明雖表⽰其⽀持美國與伊朗簽訂協

議，但公眾輿論的態度卻並⾮如此。例如 Al-Hayat和 Asharq al-Awsat 的報導對

核協議皆是持批評的態度，沙國王⼦ Turki al-Faisal 和⼀些戰略分析者也批評美

國和伊朗簽署協議是拋棄 GCC盟友的⾏為（Pasha, 2016）。 

    關於美國歐巴⾺政府的⽴場，多有學者認為歐巴⾺總統對伊朗的態度較為友

善，相對沙國在協議後的戰略重要性降低也造成海灣阿拉伯國家產⽣被美國拋棄

的危機感（Ayoob, 2015；Teitelbaum, 2016；Ahmadian, 2018；Kabalan, 2021）。在

JCPOA 簽署前，西⽅國家對伊朗實施多年的經濟制裁，卻⼀直無法迫使伊朗放

棄其核計劃，故歐巴⾺政府改以外交談判的⽅式，尋求解決伊朗核威脅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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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學者也指出沙國對於美國之重要性降低可能與美國國內⾴岩油與天然氣產

量提升有關（Pasha, 2016）。⾃ 2009 年⾄ 2015 年間，美國的原油產量逐年穩步

提升，從 2009 年的 3.2億公噸成⾧⾄ 2015 年的 5.6億公噸，⾴岩油產業的成⾧

降低了美國對海灣阿拉伯國家原油的依賴，進⽽改變美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間的

關係。此外，在阿拉伯之春的⾰命浪潮席捲中東北⾮國家之際，歐巴⾺政府⽀持

突尼西亞、埃及和葉⾨的群眾抗議，其⽴場與主張壓制⾰命的沙國不同，也因此

引起沙國對美國政府的不滿（Ahmadian, 2018）。最後，沙國也不滿歐巴⾺政府⼀

改以往優待美國盟友的政策，以及美國轉⽽推動中東國家之間權⼒平衡之作法

（Ahmadian, 2018）。 

    美國原油產量的提升弱化其與沙國等海灣國家的連結，加上歐巴⾺政府的政

策轉向更累積美國與沙國間的⽭盾。雖沙國官⽅表⽰⽀持 JCPOA 的落實，然該

協議並未被沙國視作能夠維繫區域安全的談判成果，反⽽更像是美國在沙國與伊

朗間做出不利於沙國的選擇。學者 Rezaei（2018, p.182）指出：「對沙國菁英來

說，JCPOA 代表美國願意以犧牲與中東阿拉伯國家的聯盟作為代價來容忍伊朗

的擴張主義。」。這說明了 JCPOA 不但未有效地打消沙國對伊朗發展核武的疑

慮，也未能緩和兩國在安全議題上的⽭盾。學者 Pasha（2006）同樣指出核協議

簽署所⽣之政治效應不利於伊朗與沙國之雙邊關係，且有部分沙國王⼦公開表達

對於 JCPOA 的疑慮，認為核協議並不會改變伊朗在區域內的作為，例如其在黎

巴嫩、敘利亞和葉⾨動搖當地政治穩定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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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國王⼦ Turki al-Faisal曾表⽰若伊朗突破限制則沙國也將⾛向核武（Pasha, 

2006），且沙國也被認為是核武可能擴散的國家，因為沙國已有核⼦基礎設施，

且與巴基斯坦關係密切，有可能直接向其購買核武（Rezaei, 2018）。歐巴⾺政府

為了防⽌核武擴散⾄沙國，便為沙國升級愛國者反導彈防禦系統（Patriot anti-

missile defense system）。然⽽，提升沙國的防禦能⼒也並未減緩沙國與伊朗在安

全議題上的⽭盾，雖然 JCPOA限制了伊朗使⽤核⼦武器的能⼒，但兩國持續進

⾏的地緣政治競逐卻不斷地激化雙⽅的⽭盾。 

    根據部分沙國王⼦表⽰ JCPOA 無法有效限制伊朗區域作為的評論，可知沙

國所求並⾮僅是限制伊朗的核武開發能⼒，除了確保伊朗無法以核武威脅⾃⾝國

⼟安全外，沙國還希望能維持⾃⾝在中東北⾮地區的區域影響⼒，因此區域權⼒

結構的變動也被沙國解釋為伊朗的「擴張主義」。可⾒對沙國⽽⾔，安全問題的

範圍不僅侷限在沙國本⼟，還擴及到其區域影響⼒的保障，任何危害其中東地區

領導者地位的事件也會在安全層⾯與之發⽣衝突。這便可以解釋為何 JCPOA限

制了伊朗軍事能⼒卻不為沙國所樂⾒，⼀⽅⾯是因為核協議並不能限制伊朗在區

域內的⾏動，另⼀⽅⾯是對沙國⽽⾔，JCPOA 更明顯的指向是美國的⽴場偏向

伊朗，這種被拋棄感和危機感為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添上⼀些不可控的變數。 

    隨著美國國內的政黨輪替，美國前總統川普及現任總統拜登對 JCPOA 的政

策也有所不同。前總統川普對伊朗的態度較為強硬，且在其任內美國政府與沙國

關係密切，更在 2018 年宣布退出核協議並重啟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伊朗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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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遵守核協議的規範。現任總統拜登則主張重返核協議，但 2021 年伊朗總統

⼤選後由保守派萊希當選總統，⽬前雙⽅就伊朗核⼦計畫尚未達成⼀致，JCPOA

未來的約束⼒也尚未明朗。整體⽽⾔，沙國和伊朗在安全層⾯的⽭盾除了沙國對

伊朗核武技術的擔憂之外，還牽涉伊朗在區域內的地緣政治影響⼒擴張⾏動，⽽

JCPOA 的後續⾛向也將影響兩國在安全議題上的發展。 

 

第⼆節、經濟資源競爭 

    海灣地區的產油⼤國，例如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公國和伊

朗等，其經濟體的收⼊來源有⼀⼤部分是來⾃於⽯油出⼝，⽽這些產油⼤國同時

也符合⾷租國家（rentier state）的特徵。在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中，⽯油租⾦（oil 

rents）是重要的收⼊來源，⽽「租⾦」的概念可泛指擁有⼀切天然資源所得的回

報（Beblawi, 1987）。關於⾷租國家的定義，Beblawi（1987）指出了幾項特點：

第⼀，沒有純粹依賴租⾦的經濟體，⼀個⾷租經濟體的界定是指其租⾦的部分較

其他部⾨更佔優勢；第⼆，⾷租經濟體仰賴⼤量的外部租⾦，⽽外部租⾦在規模

⾜夠龐⼤時便⾜以維持經濟運轉，且不需要依靠國內其他的⽣產部⾨創造收益；

第三，⾷租國家只需少數⼈投⼊該項租⾦的⽣產，就能將收益分配給⼤多數⼈使

⽤；第四，⾷租國家的政府是外部租⾦最主要的接收者。海灣地區產油國的原油

資源頗豐，經濟結構也⾼度仰賴⽯油出⼝，因⽽被劃分在⾷租國家中。然⽽，⾷

租國家也⾯臨到經濟結構單⼀及⽣產製造部⾨較不成熟等問題，需進⾏經濟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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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以避免⾼度依賴⽯油市場所帶來的⾵險。 

    根據世界銀⾏的統計，2018 年沙國的⽯油租⾦佔其 GDP 的 28.86%，伊朗的

⽯油租⾦佔其 GDP 的 20.4%，相較於全世界的平均數值為 1.5％，中東北⾮地區

的⽯油租⾦則是佔 GDP 的 19.1%，指出該地區的⽯油⽣產在經濟活動中是相當

重要的⼀部份。⽽⽯油作為沙國和伊朗的重要經濟來源，在兩國的競逐中也居於

舉⾜輕重的地位。Mabon（2017）在回顧Mason（2014）的著作時提到，⽯油多

⽅⾯地影響著沙國與伊朗的競逐，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油輸出國組織、中東地

區的代理⼈衝突以及國際社會。另外 Fattouh（2021）也指出⽯油在沙國的經濟

中，是政府的主要收⼊來源，也是決定沙國對外關係的⼀項關鍵要素。 

⽯油在當今國際環境中依然居於無法取代的地位，因其推動著各國運轉，也

成為各國爭相掌握的資源。在沙國及伊朗的競爭中，⽯油的重要性也使其往往牽

動兩國於經濟⾯向的⽭盾，如同 Mabon（2017）和 Fattouh（2021）所提及的重

要性，⽯油資源往往牽動兩國於經濟⾯向的⽭盾，在其對內及對外關係也具關鍵

性的影響⼒。⾸先就國內層⾯⽽⾔，⽯油收⼊是兩國推⾏內政的重要財源，不僅

是帶動國家發展的主要動⼒，也與其社稷的安定息息相關（Watanabe, 2014）；就

區域層⾯⽽⾔，⽯油出⼝收⼊牽涉到兩國在區域內活動的經濟來源，⽽區域活動

則包含兩國在他國的代理⼈衝突，或是透過經濟援助他國政府以維持或擴⼤影響

⼒；最後，就國際層⾯⽽⾔，⽯油也決定了沙國與伊朗和世界⼤國間的關係，如

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因⽯油不僅是產油國的經濟命脈，也是世界⼤國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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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動⼒來源，⽯油市場的變化如油價波動及⽯油進出⼝協議等決定了沙國、伊

朗與其他⼤國的關係，也進⽽影響兩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簡單來說，⽯油不

僅維繫沙國與伊朗國內的經濟運作，也串連了兩者與國際社會的關係，⽯油市場

的任何波動對全世界⽽⾔可謂牽⼀髮⽽動全⾝。 

 

⼀、沙國與伊朗在⽯油產業的競爭⼒ 

    1960 年⽯油輸出國組織在巴格達成⽴，創始會員國包含伊朗、伊拉克、沙烏

地阿拉伯、科威特和委內瑞拉，後續有其他產油國加⼊，⾄今已有 13 個成員國。

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的資料顯⽰，2020

年世界前⼗⼤產油國中，有五個國家為 OPEC 成員，分別為沙國、伊拉克、阿聯、

伊朗和科威特，⽽這五國的⽯油產量⼀共佔世界總產量的 25%。OPEC 作為對全

球⽯油市場影響⼒最⼤的國際組織，沙國作為其主導者對世界原油的⽣產活動⾃

然也有決定性的影響⼒。例如在 1973 年贖罪⽇戰爭中，以沙國為⾸的國家為了

打擊美國等西⽅國家在戰爭中⽀持以⾊列，便宣布⽯油減產及禁運，最終導致油

價暴漲，衝擊美國等西⽅國家的經濟情況，⽽本次⽯油危機更被形容為歐洲國家

⾃⼆戰以來⾯臨最嚴重的經濟危機（Mabon, 2017）。 

    時⾄今⽇，OPEC依然是能有效主導油價⾛勢的國際組織，沙國也仍是對油

價最具影響⼒的國家之⼀。例如在 2020 年初，沙國與俄羅斯對於減產無法達成

協議⽽展開價格戰，在 OPEC 的增產壓⼒下，雙⽅最終達成減產協議。沙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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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市場的優勢是其與伊朗競逐的⼀項重要籌碼，因為沙國可以⽯油作為武器，以

拒絕減產的⽅式防⽌伊朗以⾼價售出⽯油，故就⽯油層⾯⽽⾔，沙國可以透過控

制產量達到打擊伊朗經濟的效果（Ighani, 2016；Mabon, 2017；Even & Guzansky, 

2019）。沙國除了具主導 OPEC 的優勢外，其原油的⽣產規模⽐伊朗⼤，且⽣產

成本較低，整體⽽⾔沙國在⽯油⽣產是較佔優勢的（Seznec, 2015）。然⽽，維持

低油價的策略雖然能減少伊朗的國家收⼊，但因產油國經濟對⽯油的依賴性，⾧

期的低油價勢必引起其他產油國反彈，且沙國本⾝也會受到影響，所以這並⾮可

⾧期使⽤的策略，僅能作為短期的競爭⼿段。 

    雖然如此，伊朗在⽯油的競爭中也並⾮完全處於弱勢。伊朗的地理位置為其

提供了良好的戰略條件，其南部連接荷莫茲海峽，是控制海灣國家⽯油出⼝的主

要通道。在美國前總統川普對伊朗的極限壓⼒政策（Maximum Pressure）下，伊

朗時任總統羅哈尼對美國阻⽌伊朗⽯油出⼝的⾏為曾威脅要關閉荷姆茲海峽，並

稱：「如果美國想阻⽌伊朗⽯油出⼝，將會沒有⽯油能從波斯灣出⼝」（Reuters, 

2018）。如果伊朗關閉海峽，將會影響⾃⾝與海灣國家的出⼝活動以及全世界的

能源供給，也極有可能激化伊朗與美國的衝突。對於羅哈尼的主張，雖然關閉海

峽對伊朗⽽⾔不是正常情況下的優先選擇，然其扼守海灣咽喉的地理位置確實賦

予伊朗重要的戰略價值。 

在國際上，雖然伊朗在 2018 年美國退出 JCPOA 後⼜遭到新⼀波制裁，但其

仍有其他的合作對象。如中國和印度有龐⼤的⽯油需求，強烈的經濟誘因也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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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兩者與伊朗合作的意願。沙國曾試圖說服中國和印度不要向伊朗進⼝原油，

但沙國的主張卻不⾜以說服他們放棄向伊朗購買原油。對中國⽽⾔，在沙國與伊

朗的競爭中若伊朗成功擴⼤影響⼒，等同削弱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因此中國

並沒有與沙國共抗伊朗的動機；對印度⽽⾔，沙國和其競爭國巴基斯坦擁有⾧期

且密切的合作關係，當沙國與印度關係拉近時⾺上就引起巴基斯坦的關注，再加

上中、印兩國的經濟誘因，兩者都不會成為沙國對抗伊朗的堅定盟友（Mattis, 

2010）。2021 年 3 ⽉，中國和伊朗簽下⾧達 25 年的合作協議，這項協議將伊朗

納⼊中國⼀帶⼀路倡議中，伊朗將出⼝原油⾄中國，⽽中國協助伊朗興建電信網

絡、醫院及地鐵等基礎建設。中國和伊朗的協議成為兩國共同應對美國制裁所達

成的戰略聯盟，對伊朗⽽⾔，與中國合作將加強伊朗與中國於經濟⾯向之互動，

⽽協議帶來的鉅額投資對其國家經濟亦有正⾯助益（陳⽴樵，2021）。 

 

⼆、沙國與伊朗的衝突與挑戰 

    沙國與伊朗在⽯油資源的競爭除了表現在下游銷售端以外，有時也反映在上

游的⽣產端。2019 年 9⽉ 14⽇沙國的產油設施遭到無⼈機襲擊，其中包含位於

阿布蓋格（Abqaiq）的煉油廠（也是世界最⼤的煉油廠），以及胡賴斯（Khurais）

的油⽥，是 1991 年海灣戰爭後最嚴重的⼀次攻擊。這次的襲擊造成沙國每⽇的

原油產量減少 570萬桶，⼤約相當於其⼀半的產能，不僅引起全世界的關注，也

造成國際油價飆漲。對此事件沙國並未直接指控伊朗，反⽽是美國聲稱伊朗為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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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最後是葉⾨的胡賽組織承認犯下此次攻擊。無⼈機襲擊油⽥事件被視為

是伊朗對美國極限壓⼒政策的反擊，同時也與沙國介⼊葉⾨內戰有關（Guzansky 

et al., 2019）。這說明了沙國與伊朗在經濟層⾯的衝突與雙⽅於區域內的代理⼈衝

突相關，此案例便可視為地緣政治競逐衍⽣於經濟⾯向的衝突事件。關於攻擊事

件中伊朗與沙國態度的分析，學者認為沙國不指控伊朗是考量到和伊朗間的軍事

差距1，且沙國不確定美國對其的⽀持程度，因此避免直接升⾼與伊朗的衝突；另

外，此次事件亦說明伊朗有⾜夠能⼒重創沙國⽯油產業，且沙國在葉⾨內戰中展

現的軍事實⼒和美國猶豫的態度也間接⿎勵伊朗加強其在海灣地區的活動，⽡解

海灣君主國家的防線及其對美軍的信任（Guzansky et al., 2019）。 

    最後，2020 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在沙國和伊朗國內造成嚴重的衝擊，

也為沙國與伊朗的競爭格局帶來⼀些改變。從沙國⽅⾯來看，沙國受到疫情的嚴

重打擊，截⾄ 2021 年底前其國內確診⼈數已突破 60萬⼈。為了防⽌疫情擴散，

沙國驅逐了上千名外籍勞⼯，勢必會造成勞動⼒流失。⽽伊斯蘭世界中每年最重

要的活動之⼀—朝聖，每年都會為沙國帶來世界各地⼤量的旅客，但受到疫情各

國限制⼈員流動的影響，⼤幅減少沙國通過朝聖活動能流⼊的觀光收⼊。最後在

2020 年初，沙國與俄羅斯的⽯油價格戰造成油價⼤跌，隨後疫情造成全球⽯油

需求減少更讓油價再度下跌，對沙國經濟帶來嚴重的衝擊（Brew, 2020）。在伊朗

 
1 2021 年全球⽕⼒（Global Fire Power, GFP）報告中，伊朗排名為全球第 14 名，沙國排名則是

第 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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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美國的制裁已經讓伊朗的⽯油出⼝減少，所以在疫情期間伊朗在⽯油

出⼝上受到的影響反⽽較⼩，但同樣也是因為制裁導致伊朗⾯臨疫情時有醫療器

材短缺的問題，其國內同樣也飽受疫情肆虐的困擾（Brew, 2020）。 

    沙國和伊朗近兩年都⾯臨不同的外部挑戰，在其對外政策卻反映出兩個截然

不同的⽅向。Brew（2020）指出，伊朗的作法是升級與沙國及美國的衝突，但仍

維持在避免全⾯開戰的程度，例如胡賽組織在 2019 年攻擊沙國油⽥的⾏動便視

為伊朗激化衝突的決策；⽽沙國則是以國內的政治穩定為⾸要考量，且正在試著

從區域衝突中脫⾝。兩國在區域代理⼈衝突中⼀進⼀退的差異，使伊朗有更多的

空間可向外發展其影響⼒。⽽未來疫情所帶來的壓⼒將會迫使兩國將資源投⼊國

內發展，或是趁其對⼿分⾝乏術之際穩固⾃⾝地緣政治影響⼒仍未可知，其主政

者決定的政策優先次序都將牽動著中東地區局勢的變化。 

 

第三節、地緣政治影響⼒的⾓逐 

    「地緣政治」⼀名詞最早是由瑞典學者 Rudolf Kjellén提出，在多數西⽅學

者的觀點中，地緣政治是⼀⾨與歷史、地理及政治相關的科學（Haggman, 1998）。

⽽本⽂所討論之地緣政治因素將以地理位置為基礎，探討沙國與伊朗於此⾯向產

⽣之政治衝突。在研究沙國與伊朗競逐的相關⽂獻中，地緣政治影響⼒的重要性

⼀再被強調，也有學者主張地緣政治考量才是主導兩國競爭格局發展的因素

（Barzegar, 2008；Ighani, 2016；Kaddorah, 2018）。⾃ 1979 年開始，兩國的地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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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競逐⾸先反映在伊朗以散播⾰命思想擴⼤影響⼒的作為，以及海灣遜尼派國

家對伊朗影響⼒之圍堵。⽽後沙國與伊朗逐漸發展出各⾃的區域盟友，且兩者的

競逐也隨著區域衝突的陸續爆發擴⼤到其他國家。就兩者的地緣政治⽭盾⽽⾔，

這不僅與兩國的關係有關，還涉及到整體區域國家的未來發展。 

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政治層⾯的⽭盾可分為三個⾯向觀察，⾸先是（1）領⼟

主權爭議、（2）兩國地緣政治影響⼒之建構，以及（3）兩國在區域活動發⽣的

衝突。關於領⼟主權爭議，起初雖為阿聯與伊朗的雙邊議題，然⽽隨著阿聯將該

議題區域化以及沙國—伊朗競逐的發展，其領⼟主權爭議逐漸成為海灣遜尼派國

家與伊朗的地緣政治競逐標的。針對兩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建構，可以分別從

GCC 及什葉新⽉的發展觀察，⽽沙國與伊朗各⾃與該框架內的國家或組織合作，

是為兩國在地緣政治競逐中的核⼼盟友。最後，兩國的衝突也表現在葉⾨內戰的

發展，⽽在沙國與伊朗的地緣政治相關議題中也可⾒到兩國分別以 GCC 及什葉

新⽉為核⼼架構展開的雙邊對抗。 

 

⼀、沙國與伊朗競逐下的領⼟爭議 

    本節欲討論的領⼟爭議將聚焦於阿布穆薩島、⼤通布島和⼩通布島三個島嶼，

這雖不是直接發⽣於沙國與伊朗之間的⼟地主權爭議，卻已然被囊括在兩國競爭

的框架之下。⾸先，從地緣政治影響⼒的劃分上來看，這些⼟地主權的爭議確實

是屬於沙國主導的國家陣營與伊朗之間的衝突，即阿聯與伊朗的領⼟主權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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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這些領⼟爭議也被指出不僅是單純的主權糾紛，⽽是已經擴⼤為區域競逐

的議題，演變成阿拉伯國家與伊朗間的⽭盾（Sharifi-Yazdi, 2015）。 

    阿布穆薩島和⼤⼩通布島都是位於海灣東部的島嶼，其歸屬爭議可追溯⾄數

世紀以前。1960 年代阿布穆薩島和⼤⼩通布島的主權歸屬是伊朗與英國政府間

在外交上經常產⽣爭議的問題，⽽時⾄今⽇在英國勢⼒撤出後，阿聯與伊朗對於

這些島嶼的主權歸屬也仍存在爭議。1971 年，在英國的協助下沙迦（Sharjah）和

伊朗簽訂諒解備忘錄，規定雙⽅對⽯油的利益分配，但針對阿布穆薩島的主權問

題則是寫道伊朗和沙迦都不會放棄對該島的權利，也不會承認對⽅對於島嶼的權

利；也就是說備忘錄並沒有解決阿布穆薩島的主權問題。在⼤⼩通布島的議題上，

伊朗和拉斯海瑪（Ras Al-Khaimah）也未達成協議，但伊朗的軍隊卻控制了⼤⼩

通布島。對此，英美兩國強烈批評伊朗的⾏為，阿聯官⽅也譴責伊朗使⽤武⼒控

制該⼆島嶼，但英美兩國和阿聯都沒有對此採取相對應的軍事⾏動。Sharifi-Yazdi

（2015）指出，這可能是英美對於伊朗⽇漸增⾧的軍事及外交實⼒的⼀種默認，

且阿聯官⽅對此事的反應並不如媒體激烈，伊朗能夠輕易地控制該島嶼也被懷疑

是否與其放棄對巴林的主張有關，但卻無證據能證明這項交易存在的真實性。 

    1980 年兩伊戰爭爆發，受到戰爭及⾰命的影響，阿布穆薩島和⼤⼩通布島

的問題⼀度浮上檯⾯，伊拉克提出應將島嶼歸還阿聯的主張甚⾄為其在戰爭中贏

得多數阿拉伯國家的⽀持，伊朗則是堅持不會放棄對島嶼的權利。1992 年伊朗

將近百名外國⼈以不具伊朗簽證為由驅逐出阿布穆薩島，使島嶼的主權爭議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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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動引起阿拉伯媒體的強烈不滿，⼀些阿拉伯世界的媒體甚⾄稱伊朗⼊侵

了阿布穆薩島，媒體激烈的反應更進⼀步促使伊朗時任外交部副部⾧ Abbas 

Maleki 評論道：「阿布穆薩島的新聞報導量⽐島嶼本⾝還要⼤」2（Sharifi-Yazdi, 

2015, p.74）。另外，Sharifi-Yazdi（2015）也提到，伊朗此次的⾏動被許多西⽅媒

體的分析員認為是 1990 年海灣戰爭後波灣權⼒移轉的⼀種反映，因為伊朗希望

在伊拉克戰敗後能躋⾝新的區域強權之列。 

    阿布穆薩島和⼤⼩通布島的主權歸屬在英國勢⼒撤出海灣之際便是懸⽽未

決的議題，亦無明確的條約能⽀持阿聯的兩個酋⾧國對島嶼的權利主張。Sharifi-

Yazdi（2015）認為 1992 年事件的發酵是阿聯希望以此為由，在阿布穆薩島議題

上為沙迦爭取到⽐原先備忘錄所約定更優渥的權利，對阿聯⽽⾔是⼀改先前居於

劣勢的機會。另外阿聯也試圖將島嶼的爭議國際化，讓這個問題不再單純只是阿

聯與伊朗之間的⽭盾，將其性質轉為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競逐過程中的關鍵議題。

同時，Sharifi-Yazdi（2015）也指出阿布穆薩島和⼤⼩通布島的象徵意義已經⼤於

實質意義，除了島嶼本⾝的經濟及戰略價值，還有其他的附加價值為其帶來更⾼

的討論聲量，例如國家擴張權⼒的需求。 

    從阿拉伯國家對阿聯的⽀持可以看出阿布穆薩島和⼤⼩通布島的主權爭議

 

2
 Boustany, Nora. (1992). Iran seeks wider Mideast role.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2/10/12/iran-seeks-wider-mideast-

role/6258aa40-7c08-4b9d-b124-8433c17e01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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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成為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競逐中的⼀項標的，如 GCC部⾧理事會對於伊朗佔

據這些島嶼便表⽰強烈反對3，另伊拉克也曾透過島嶼的主權議題成功聚攏阿拉

伯國家在兩伊戰爭中對⾃⾝的⽀持。可⾒不論是過去或現在，阿布穆薩島和⼤⼩

通布島的議題都具有凝聚阿拉伯國家的⼒量，在阿聯有意為之下，這也成為在沙

國領導的阿拉伯國家陣營與伊朗之間的關鍵領⼟爭議。這三個島嶼雖⾯積不⼤，

然在地緣政治中的象徵意義卻不容⼩覷，如伊朗在 1992 年對阿布穆薩島的進⼀

步掌控便被視為波灣戰爭後的權⼒移轉。在其性質跳脫出單純的兩國領⼟糾紛後，

該議題在阿拉伯化及國際化的演變下逐漸提升其於沙國—伊朗競逐中的重要性，

使阿布穆薩島和⼤⼩通布島成為雙⽅在地緣政治的競爭中不能輕⾔退讓的必爭

之地。 

 

⼆、沙國與伊朗的地緣政治勢⼒建構及區域活動 

    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政治的第⼆個競爭⾯向可探討兩國在區域內的地緣政治

勢⼒建構，在沙國⽅⾯會以討論海灣合作理事會的作⽤為主，在伊朗⽅⾯則會著

重什葉新⽉的建構及發展，分析兩國如何透過這兩個框架達成與區域盟友的合作。 

 

（⼀）沙國：海灣合作理事會（GCC） 

    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是 1981 年由沙國和其他五個海灣阿拉伯國家所組成的

 
3

 Arab Times staff. (2021). GCC backing for UAE in islands row. Arab Times. 

https://www.arabtimesonline.com/news/gcc-backing-for-uae-in-islands-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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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分別為科威特、巴林、卡達、阿聯和阿曼。當時的時空背景正好是 1979

年伊朗⾰命以及 1980 年兩伊戰爭陸續爆發的時期，海灣阿拉伯國家在政體上同

屬君主制，他們共同⾯臨到伊朗輸出伊斯蘭⾰命的威脅，擔憂國內群眾也在本國

發起⾰命，伊朗對於海灣君主國家⽽⾔頓時成為最⼤的安全威脅；另外，兩伊戰

爭也為海灣君主國家帶來國家安全的疑慮，各國對「安全」的迫切需求也被視為

造就 GCC 成⽴的最主要原因（Aljabri, 2017）。 

    GCC創⽴後緊接在 1982 年建⽴了半島之盾作為抵抗外部威脅的軍事武裝部

隊，伊朗和伊拉克被視作兩⼤造成 GCC盟國安全威脅的國家，但在 2003 年伊拉

克戰敗後，伊朗成為 GCC 最主要的防禦⽬標。在海灣君主國家中，只有阿曼不

將伊朗視為嚴重的安全威脅，因其認為可以透過對話來降低伊朗的威脅性，且阿

曼甚⾄協助伊朗與 P5+1 國家於核⼦計畫之斡旋，與其他海灣君主國家相⽐，阿

曼與伊朗的關係相對緩和（Aljabri, 2017）。回到 GCC 成員國對於安全的需求，

成員國間深化彼此的軍事及國防合作，致⼒於制定集體安全策略。在 2000 年⿆

納⿆峰會後，六國最終達成協議規定各⾃在海灣地區的國防和安全責任，且據此

協議，任何外國⼲涉成員國內政的⾏為也會被視為⼲涉理事會的內政（Aljabri, 

2017）。 

在成員國的國防合作下，PSF 成為 GCC框架下保障彼此不受外國勢⼒侵犯

的安全機制，也曾數次參與區域內的軍事⾏動。1990 年伊拉克⼊侵科威特時，

PSF派遣三千名⼠兵前往⽀援，但礙於當時對於軍事介⼊的流程及時機都尚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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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規範，所以 PSF 在此次戰爭中並未發揮太⼤的作⽤。在 1990 年後，PSF 的

軍事及防衛能⼒才顯現出來（Aljabri, 2017）。在後續幾次區域內的重⼤事件中，

都能看⾒ PSF 的重要性及沙國對 GCC 事務的影響⼒，如 2003 年美軍攻打伊拉

克時，PSF 的軍隊駐紮在科威特，防⽌其受到來⾃伊拉克邊境的攻擊。另 2011 年

巴林受到阿拉伯之春⾰命浪潮影響，國內爆發⽰威活動之際，沙國與巴林政府便

是仰賴 PSF 的軍⼒穩定情勢。近幾年相對矚⽬的葉⾨內戰也與沙國和 PSF有關，

2015 年沙國聯合九個阿拉伯國家在葉⾨發起果斷⾵暴⾏動，阿聯、科威特、卡

達、巴林、摩洛哥、埃及、約旦和蘇丹都在其中。沙國稱葉⾨的胡賽組織是受伊

朗政府⽀持的武裝勢⼒，因此對其發動軍事攻擊，並欲恢復哈迪政府在葉⾨的統

治。雖然這次的軍事⾏動並不是以 PSF 的名義，實際上卻有⼤量的資源來⾃ PSF

（Aljabri, 2017）。這些事件顯現出沙國是 GCC 中最具影響⼒的國家，因沙國能

主導 GCC 的重要決策以及 PSF 的⾏動，⽽其地緣政治影響⼒的分佈也在海灣遜

尼派國家間形成⼀個以沙國為核⼼的地帶。 

雖然 GCC 是沙國建構其地緣政治影響⼒最重要的框架，但 GCC 內部或是

沙國與其他所欲聯合的遜尼派國家間卻不能視作⼀個穩固的遜尼派聯盟。GCC

建⽴⾄今，合作的議題早已不限於國防安全的合作，還囊括了其他⾯向，如政治、

經濟、貿易、旅遊等等，相對地沙國與 GCC 成員也更容易在某些議題上產⽣分

歧。⾸先如前述阿曼對於伊朗的態度，便說明了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阿曼不

太可能成為沙國的堅定盟友。事實上許多 GCC 成員國對伊朗的態度也與沙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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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例如阿聯與伊朗之間有密切的貿易往來，且伊朗本⾝也具有龐⼤的市場潛⼒，

這使阿聯雖在傳統上被認定為沙國的盟友，但同時他也不願意放棄與伊朗的經濟

合作（Beydoun & Zahawi, 2016）。另⼀個例⼦則是 2017 年震驚世界的卡達斷交

危機，關於沙國主導其他海灣國家與卡達斷交的原因牽涉到許多議題，除了沙國

王室與半島電視台的衝突，及卡達⽀持穆斯林兄弟會等，其中⼀個原因便是因為

卡達與伊朗保持良好的關係引起沙國不滿。因此，GCC 成員國雖在傳統上被認

為是沙國的盟友，但細究每個成員國的態度後，其於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將在天

平的兩端做出何種程度的取捨仍未可知，相對確定的是 GCC 成員國及該框架在

沙國建構其地緣政治影響⼒的過程中的確扮演著不可或缺的⾓⾊。 

 

（⼆）伊朗：什葉新⽉（Shiite Crescent） 

    在伊朗⽅⾯，與其地緣政治影響⼒密切相關的議題則是「什葉新⽉」的成形

與發展。2004 年約旦國王阿⼘杜拉⼆世曾發出警告，稱出現了⼀個意識形態導

向的什葉新⽉，範圍⾃⾙魯特⼀路延伸到波斯灣。⾃此，什葉新⽉成為⼀個廣受

討論的新名詞。所謂什葉新⽉是指從黎巴嫩⾙魯特開始⼀路延伸⾄伊朗的新⽉形

地帶，在此區域的政權或政治組織是以什葉派為主，包含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

阿薩德政權、伊拉克和伊朗，⽽這也象徵伊朗的地緣政治影響⼒可從地中海東岸

橫跨⾄海灣地區。 

    對以沙國為核⼼的 GCC 國家及其他遜尼派國家⽽⾔，什葉新⽉的出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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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地緣政治影響⼒建構逐漸成形，讓這些本來就將伊朗視為⼀⼤安全威脅的國

家⼜添了幾分擔憂。Barzegar（2008）指出什葉新⽉對阿拉伯遜尼派國家⽽⾔潛

藏了伊朗的三項野⼼，其⼀是動員區域內的群眾，其⼆是建⽴⼀個意識形態取向

且友善的什葉派政權地帶，範圍涵蓋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和海灣地區，其三

是擴張伊朗在區域內的政治地位及權⼒。Barzegar（2008）的研究反映出對於遜

尼派國家⽽⾔，伊朗是以擴張主義的概念發展及建構什葉新⽉地帶，同時這些國

家也視伊朗為安全威脅，擔⼼伊朗藉由什葉新⽉的影響⼒推翻本國的既有政權或

⼲擾內政穩定。此外，將什葉新⽉視為⼀個什葉派意識形態導向的聯盟也會加深

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歧，例如強化遜尼派國家政府對於本國什葉派⼈民的不信任

感，⾧期下來不僅會撕裂什葉派及遜尼派⼈民的情感，也不利於國家的社會穩定。 

    ⾃ 1979 年伊朗⾰命後，伊朗便致⼒於建造⼀個跨國網絡來⽀持其區域戰略

⽬標，即反美與反以⾊列等意識形態之宣傳。在後續中東地區的政治動盪中，伊

朗也成功掌握數次關鍵的機會，將其地緣政治影響⼒⼀步步擴⼤⾄今⽇的規模。

其中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就是改變中東格局的重要因素，在美國推翻伊拉克海珊

政權後，原先與伊朗敵對的遜尼派政權消失，取⽽代之的是對伊朗態度友善的什

葉派政權。伊朗藉伊拉克政權易主之際，成功將其影響⼒擴張⾄伊拉克，也突破

了遜尼派國家對其之封鎖。另外，2011 年阿拉伯之春對什葉新⽉的發展也有不可

抹滅的貢獻，在中東北⾮的民主浪潮下，敘利亞的群眾抗議規模不斷擴⼤與激化，

最後演變為激烈的內戰。伊朗在敘利亞內戰中⽀持阿薩德政府軍，並與得到遜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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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國家⽀持的反政府軍相互對抗，藉此進⼀步將影響⼒延伸⾄敘利亞，同時也貫

通了與黎巴嫩真主黨的聯繫，形成⼀條在地理上連續的勢⼒分佈帶。 

    伊朗⾃⾰命後突破重重封鎖，在中東北⾮的政治變局中拉攏數個什葉派友善

政權或⾮國家⾏為者，於其區域跨國網絡建構的背後，學者指出了幾項伊朗能夠

成功擴⼤影響⼒的關鍵。第⼀，當伊朗的侍從者（client）⾯臨外來資⾦來源有限

時，伊朗作為其庇護國（patron）的地位也會更加穩固；第⼆，伊朗以務實及彈

性的⾓度尋找在推動國內進程與伊朗⽬標相符的組織，並積極建⽴與這些個⼈或

團體的聯繫，⽀持其侍從者在國內的活動；第三，侍從者在國內欲推動的進程與

伊朗的區域進程是相互呼應的（Clausen, 2020）。觀察什葉新⽉的成員可以發現⼤

多在區域內或是國際上是處於相對孤⽴無援的境況，例如黎巴嫩真主黨被阿拉伯

國家聯盟、GCC 和許多西⽅國家列為恐怖組織，這便加強伊朗作為其庇護國的

重要性，也強化兩者的合作關係。 

此外，Clausen（2020）還指出伊朗推動外交政策及⽬標的能⼒不能僅從教派

衝突的⾓度觀察。伊朗與其盟友的教派共同性只是其中⼀項特點，在宗教之外仍

存在其他共同價值，如反帝國主義、反美、反以⾊列等，都是其合作框架中的部

分理念。以伊朗對哈⾺斯的軍事援助為例，可以說明伊朗在選擇區域盟友時並⾮

全然是教派導向的，只要有共同的⽬標，所屬教派不同也不妨礙雙⽅的合作。

Barzegar（2008）也認為什葉新⽉是務實取向⽽⾮意識形態導向的聯盟，地緣政

治考量往往才是主導伊朗外交政策及區域策略的關鍵因素。綜觀伊朗建構的什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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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帶，除了成員間教派共同性以外，也反映出務實層⾯的戰略合作，⽽誇⼤

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不但不利於平息糾紛，更可能適得其反導致衝突進⼀步擴

⼤。 

 

三、沙國與伊朗的區域活動：葉⾨內戰的發展 

    最後，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政治層⾯的競逐除了領⼟爭議區域化及政治聯盟的

建構外，近年來兩國在葉⾨內戰中扮演的⾓⾊與發展也備受國際矚⽬。葉⾨內戰

經常被認為是沙國與伊朗在區域內的代理⼈衝突，常⾒的解釋也會稱葉⾨的胡賽

組織因與伊朗同屬什葉派，故為伊朗在葉⾨內戰中的代理⼈。然⽽，Haidar（2018）

認為將胡賽組織單純視為伊朗的代理⼈是⼀種過於簡化的說法，Juneau（2016）

亦不認同胡賽組織為伊朗之代理⼈，⽽葉⾨的衝突也不全然是以教派作為區分敵

我的界線。對於伊朗與胡賽組織之間的關係，Clausen（2020）提到兩者同屬什葉

派只是⼀部份促成其合作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為伊朗和胡賽組織在區域內欲推

動的進程不謀⽽合，即反美及反以⾊列；加上葉⾨的地理位置及戰略重要性，才

促使伊朗以務實的⽅式介⼊葉⾨事務。從教派⽽⾔，葉⾨胡賽組織屬於什葉派分

⽀的宰德派（Zaydism），伊朗則是屬於什葉派之下的⼗⼆伊瑪⽬派。宰德派⼜稱

五伊瑪⽬派，集中於葉⾨西北部，雖其為什葉派分⽀，然⽽相較於其他什葉派分

⽀，宰德派的教義及宗教實踐反⽽與遜尼派更接近（Juneau, 2016）。Clausen（2020）

指出單以教派關聯性不⾜以讓胡賽組織順勢成為伊朗的代理⼈，胡賽組織最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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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伊朗⽀持事實上是葉⾨內部⼀連串的歷史與政治事件演變⽽成的結果。因此，

伊朗對胡賽組織的⽀持主要仍是基於地緣政治考量，加上兩者間存在的共同⽬標

與共享價值，使胡賽組織也成為伊朗區域聯盟下的⼀份⼦。 

    2014 年 9 ⽉，胡賽組織成功控制葉⾨⾸都沙那，由於胡賽組織與伊朗的合

作關係，此次事件被沙國視為伊朗地緣政治影響⼒的再⼀次擴張，試圖從沙國南

部包圍其邊界（Litvak, 2017）。2015 年以後，沙國聯合其他國家對葉⾨內戰進⾏

軍事⼲預，發起兩階段的軍事⾏動，分別為果斷⾵暴⾏動與恢復希望⾏動

（Operation Restoring Hope），試圖恢復哈迪政府的統治，更重要的是解決胡賽組

織對沙國帶來的威脅。多年的內戰消耗不但沒有將葉⾨的衝突引導⾄終點，反⽽

在其國內釀成嚴重的⼈道危機，受到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響，葉⾨的情況更是

雪上加霜。然⽽，美國總統拜登在 2021 年宣布將撤出葉⾨內戰，且不再⽀持沙

國軍隊；同時，沙國國內受到疫情衝擊也⾯臨到許多挑戰，Brew（2020）指出沙

國為維持國內穩定正在尋求從葉⾨內戰中脫⾝以減少資源耗費。沙國與伊朗之地

緣政治競逐延伸⾄葉⾨內戰之發展，⾄今葉⾨的衝突亦持續延燒；然美國撤軍的

決定與疫情對沙國與伊朗帶來的壓⼒是否會為葉⾨內戰帶來轉機仍是未來須持

續關注的議題，同時葉⾨內戰的發展⾛向也會決定沙國與伊朗在區域內的地緣政

治影響⼒分佈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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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權⼒結構因素⽭盾對兩國競逐之影響 

    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因權⼒結構因素所⽣的⽭盾可以從三個⾯向檢視，

即國家安全、經濟資源與地緣政治。在國家安全層⾯，伊朗在冷戰時期受到西⽅

國家⽀持⽽開始發展的核⼦計畫，在 1979 年⾰命後突然成為西⽅國家與其區域

競爭對⼿急於消除的夢魘，⽽伊朗對核⼦技術的掌握能⼒也進⼀步加劇與沙國的

緊張關係。2015 年 JCPOA 的簽署雖限制了伊朗發展核⼦武器技術的能⼒與進度，

實際上卻沒有緩和沙國與伊朗的⽭盾。從沙國的⾓度來看，核⼦協議不但不能限

制伊朗在區域內的活動，反⽽更明顯的是美國歐巴⾺政府對伊朗的態度趨於友善，

為沙國及其海灣國家盟友帶來更多的壓⼒。從沙國對 JCPOA 的態度反映出，對

於沙國⽽⾔，除了保證本國不受到伊朗核武威脅以外，伊朗在區域內與之發⽣的

地緣政治衝突，如雙⽅參與的葉⾨內戰，也會被沙國視作伊朗試圖動搖區域穩定

的⾏為，同時與沙國形成安全層⾯的衝突。 

    在經濟資源層⾯，沙國與伊朗的經濟結構都⾼度仰賴⽯油出⼝的收⼊，⽽⽯

油收⼊也是兩國對內發展經濟，對外串連與世界⼤國間的關鍵連結。沙國作為

OPEC 的主導國家，對國際⽯油價格的影響⼒與其原油⽣產能⼒都勝於伊朗，為

沙國在與伊朗的競逐中提供⼀項⾄關重要的籌碼。然伊朗也掌握海灣國家⽯油出

⼝要道的絕佳戰略位置，另外部分⼤國如中國及印度，因有龐⼤的原油需求也與

伊朗達成合作，甚⾄中國與伊朗之間⾧達 25 年的合作協議也略⾒雙⽅形成戰略

聯盟的雛形。在 2019 年葉⾨胡賽組織發動無⼈機襲擊產油設施事件的背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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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雙⽅的地緣政治競逐也會延伸到經濟相關領域，造成兩國在經濟⾯向的衝突。

在經濟層⾯的競逐中兩國各⾃挾不同優勢，⽽經濟能⼒是⽀撐兩國對內及對外⾏

動的決定性條件，不僅關係到國內政權的穩定與否，也與兩國有能⼒在區域⾏動

中投注多少規模的資源息息相關。 

    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政治的⽭盾則是反映在三個部分，⾸先，從阿布穆薩島和

⼤⼩通布島主權爭議的阿拉伯化與國際化中可以看出，雖然這是介於阿聯與伊朗

之間的爭議事件，但被賦予⾜夠的象徵性意涵後，也會被囊括進沙國與伊朗競逐

的範疇，成為關乎陣營利益的重要議題。其次，沙國和伊朗各⾃也都致⼒於營造

⼀個能拓展其地緣政治影響⼒的聯盟，前者主要仰賴 GCC 的框架，後者則是什

葉新⽉的建構。沙國以 GCC聯合海灣地區阿拉伯國家，意欲共同抵抗伊朗在中

東地區的影響⼒擴張，且 GCC之下的半島之盾部隊也能以實質的軍事⼒量介⼊

阿拉伯半島上的衝突，進⽽維繫聯盟在區域內的影響⼒。伊朗⾃ 1979 年後則抓

住了數次區域發⽣重⼤變局的機會，與部分政權或團體建⽴起具有共同戰略⽬標

的聯盟。⽽什葉新⽉的地域範圍也從地中海東岸橫跨⾄海灣地區，成為伊朗突破

遜尼派國家封鎖⽽建⽴起的⼀條連貫地帶。最後，在其建構地緣政治影響⼒的同

時，兩國於區域國家之衝突也是地緣政治⾓逐的⼀部份。例如沙國與伊朗的競逐

延伸⾄葉⾨內戰，雖葉⾨在多年的內戰消耗下早已民不聊⽣，然交戰⽅的衝突卻

尚未落幕，⽽葉⾨內戰的最終發展也將為決定阿拉伯半島地緣政治影響⼒分佈的

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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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沙國與伊朗在上述三個權⼒結構因素⾯向的⽭盾並將其綜合⽐較後可

以發現，兩者的競逐⼤致以地緣政治發展為主軸，即 GCC 與什葉新⽉影響⼒的

建構與鞏固。在雙⽅陣營的地緣政治競逐架構下，安全議題與經濟⾯向⽭盾⼜會

加劇沙國與伊朗的衝突。例如安全議題的討論顯現沙國相當關注 JCPOA 能否作

為伊朗在區域⾏動的限制，同時美國對伊朗態度的轉變也被沙國視為可能對其安

全形成威脅的警訊，以上兩點都反映出沙國積極尋求其地緣政治影響⼒之保證。

⽽經濟議題則是關乎兩國的內政穩定與外交政策⾛向，在對外⽅⾯，國家收⼊決

定該國能在地緣政治競逐中投⼊的物質能⼒⽀持，因此雙⽅競逐也會延伸到經濟

相關議題。整體⽽⾔，沙國與伊朗的權⼒結構競逐架構可視為以地緣政治影響⼒

為核⼼，並向外衍⽣於其他⾯向的⽭盾。 

    另外，近年來國際環境的變動也會為兩國的競逐添上⼀些變數。⾸先，美國

作為⽀持沙國最重要的⼤國，其政策轉向也將牽動著中東局勢的變化。隨著美國

抗中政策的明朗化，美國也逐步調整其於全世界的資源分配。例如 2021 年拜登

總統宣布不再⽀持沙國於葉⾨內戰的軍事⾏動，也中⽌提供沙國在葉⾨活動所需

之軍售及情報，勢必將影響沙國與其盟友在葉⾨內戰中的⾏動。同時，其他世界

⼤國如俄羅斯、中國、歐盟等，其中東政策也會牽動沙國—伊朗的競逐發展，在

區域的層次之上還有全球層次的競爭或對抗可能影響中東局勢，因此也須考量到

外部⾏為者對區域事務的影響⼒。其次，新冠疫情也對中東國家乃⾄於全世界造

成⾮同⼩可的衝擊。沙國和伊朗本⾝在國內就⾯臨⼀些挑戰，例如失業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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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失衡等，疫情的衝擊無疑對其內政帶來更⼤的壓⼒。如同學者 Brew（2020）

指出的，沙國在疫情之下以保障國內政治穩定為⾸要條件，伊朗在區域政策上則

有升級衝突的傾向。在⾯對疫情的嚴峻考驗下，沙國與伊朗各⾃會如何調整其區

域政策尚與疫情的發展有關，種種的外部條件也都可能影響兩國競逐狀態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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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規範結構因素對競逐狀態之影響 

    在權⼒結構因素的作⽤之外，思想層⾯的對⽴情緒也可能以無形的⽅式影響

國家作為，即規範結構因素對沙國與伊朗競逐產⽣之影響。和實際的利益衝突相

⽐，規範結構因素之影響較難通過統計量化的⽅式呈現，也較難精確地⽐較不同

時期規範結構因素作⽤與衝突之間的相關程度，但其對於國家間的關係發展仍具

影響⼒。本章將探討規範結構因素對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的影響，⽽規範結構因

素的範疇將聚焦於教派主義對兩國關係發展的討論。因教派認同是⽬前沙國與伊

朗的規範結構分歧中相對凸顯的議題，故針對教派主義進⾏深⼊探討有助於分析

規範結構因素對兩國⽭盾之影響⼒。 

    關於教派主義對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之作⽤，本章將以三⼤議題進⾏論述，

分別是伊斯蘭教於兩國政權統治權⼒之重要性、教派主義對兩國內部政策 之影

響以及教派主義與兩國區域活動之關聯。⾸先，探討伊斯蘭教於兩國統治之重要

性時，將從沙國與伊朗政府各⾃與教派的緊密連結切⼊。藉由該議題的討論，可

說明教派議題於競逐中之重要性根源，也是兩國政府強調教派認同之動機。對此

議題，可發現兩國政權都仰賴教派賦予其之統治正當性，為兩國維繫國家統治的

必要條件，因此其政府有保障特定教派最⾼地位的必要性，同時這也是可⽤於競

逐之依據。 

其次，兩國對內少數教派政策之部分將討論沙國對內部什葉派與伊朗對內部

遜尼派的政策。藉著內部政策的探討，可⾒到兩國政府對少數教派的態度受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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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主義影響，進⽽防⽌少數教派進⼊權⼒核⼼，⽽這亦是教派主義對國家⾏為影

響⼒的⼀種展現。最後，兩國對外區域政策的部分則是從沙國與伊朗的外交政策

觀察，探討教派主義於國家對外⾏為之影響⼒。在教派主義的流⾏下，沙國與伊

朗在對外政策上也顯現出趨於明顯的教派傾向，如沙國政府在區域內塑造以伊朗

為核⼼的什葉派威脅形象，伊朗政府也開始強調什葉派團結的重要性，皆說明教

派主義於其外交政策之反映。通過本章的探討，可發現教派主義會受到教派政策

產出的強化，⽽當其普遍流⾏後⼜會加強兩國政府對特定教派的偏⾒，再次輸出

具教派主義傾向的政策，在政策產出與思想輸⼊之間形成⼀個⾃我強化的循環。 

 

第⼀節、伊斯蘭教於兩國統治之重要性 

    沙國與伊朗皆為宗教⾊彩濃厚的國家，伊斯蘭教對其⼈民⽣活及國家政治都

具相當程度的影響⼒。在 1979 年後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格局逐漸清晰化的過程中，

「教派主義」成為研究兩國競逐時經常被提及的議題。雙⽅在區域內的活動，如

葉⾨的代理⼈衝突，或伊朗與什葉新⽉盟友的結合，雖不能將其政策簡單以教派

主義⼀概⽽論，卻時⽽可⾒教派主義對其政策的影響⼒。另外在競逐伊斯蘭國家

領導者的地位時，兩國也經常會批評對⽅所奉⾏的教義是與伊斯蘭不符的，顯⽰

宗教的詮釋權與相關權利也是兩國欲競爭的⽬標。除了將教派主義視為⼀種政治

⼯具，更可進⼀步探討主政者「為何」將教派主義運⽤於競逐中，以解釋教派議

題被利⽤於競逐中的可操作性。本節將分為三個部分闡述，⾸先是教派主義在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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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中的⾓⾊；後續會分別探討在沙國與伊朗國內宗教及統治權⼒的關聯性，分析

教派主義被運⽤於競逐之動機與原因。 

 

⼀、教派主義在競逐中的⾓⾊ 

    在伊斯蘭教建⽴初期，穆斯林對於哈⾥發的合法繼任⼈選產⽣分歧，後逐漸

發展成遜尼派與什葉派兩個主要派別。⾧期以來，儘管各派別對伊斯蘭教義的詮

釋各有不同，如此差異也並未在穆斯林世界發展出教派主義的潮流。「教派主義」

在⽬前的研究中普遍被認為是⼀種當代的新興現象，不能投射出過去的歷史發展

（Potter, 2015）。因此，⽐起追溯伊斯蘭教教派的歷史發展，教派主義的形成與

近數⼗年的國際環境變動之間反⽽具有較強的關聯性。 

    教派主義（Sectarianism）在⽜津英語詞典中是指「強烈⽀持⼀個特定的宗教

或政治團體，尤其是當這種⽀持導致不同團體之間的暴⼒時」。Potter（2015）指

出，從廣義的解釋⾓度來看，派別（sect）可以是依據種族、部族、宗教或是政

治意識來劃分的群體，這使定義教派主義變得⾮常複雜。⽽他也認同 Haddad

（2011）的說法，認為教派主義並沒有⼀個明確的定義。同時，Potter（2015）提

到教派主義具有宗教的意涵，甚⾄帶有負⾯的意義，如教派衝突經常被⽤於形容

宗教—政治的⽭盾事件，像是伊拉克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的衝突便是⼀個例⼦。 

    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研究中，教派主義或教派衝突都是經常被提及的。作為

海灣地區兩⼤強權，沙國為遜尼派領導國家，伊朗則是什葉派的代表國家。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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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域內的代理⼈衝突常被形容為教派衝突，例如兩國在敘利亞、葉⾨等地⽀持

與本國同教派的勢⼒，或反對與本國不同教派勢⼒的⾏為，就會被歸於教派衝突

的範疇。據前段對於教派主義較通俗的定義以及學者的意⾒，教派主義⼤致涉及

三個元素，分別是⽀持特定政治或宗教團體、和宗教相關，以及導致衝突或暴⼒

的結果。雖然沙國與伊朗部分的對內及對外政策具有教派主義的特徵，然需特別

釐清的是教派因素固然對兩國的政策具有影響⼒，卻不能稱這些⽭盾是因教派分

歧⽽⽣。因此，即使兩國競逐議題與教派主義相關，也不等於是教派主義主導著

競逐的持續進⾏。 

    事實上，中東地區的教派主義興起與近數⼗年的國際環境變動有較密切的關

聯。1979 年伊朗⾰命的後續影響開啟了沙國與伊朗競逐的開端，使沙國與伊朗

成為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對⽴強權，為區域格局帶來重⼤的轉變。2003 年伊拉克

戰敗進⽽造成原有的遜尼派海珊政權崩潰，是另⼀項在中東地緣政治勢⼒分佈形

成權⼒真空的關鍵事件。就教派的分佈來看，海珊政權的崩塌為伊朗什葉派政權

西進打開⼀個缺⼝，⽽後伊朗也成功與伊拉克新上任的什葉派政權維繫良好關係，

打破原來遜尼派國家築起的防線。 

2010 年底阿拉伯之春開始發酵，學者指出教派主義的發展在此時也更為流

⾏（Ostovar, 2017；Neo, 2020）。由於阿拉伯之春的影響範圍極廣，各國陷⼊混亂

也被伊朗視為擴張影響⼒的⼤好機會。除了⽀持部分北⾮國家的⾰命，伊朗更是

藉敘利亞動亂之際⽀持什葉派的阿薩德政權，連通地中海東岸⾄海灣地區的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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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同時，沙國與伊朗在區域內的代理⼈衝突，以及兩國的地緣政治勢⼒劃分

也促進了教派主義⾔論的流⾏。觀察近數⼗年的事件發展，可以發現在沙國與伊

朗競逐海灣國家領導者地位的過程中，教派主義的概念也隨著兩國的競逐⽇漸茁

壯，⽽幾次重要的區域事件更是助⾧了教派主義的發展。過去兩國間雖存在教派

差異但仍能保持合作關係，⽽今⽇教派卻成為劃分你我的分界線，⽐起因教派差

異⽽⽣的衝突，教派主義反倒更像是國際環境變動下衍⽣的政治問題。 

    在過去的數⼗年間，區域內跨國極端組織數量成⾧，或沙國塑造什葉派威脅

的政策都持續強化教派主義在中東地區的流⾏（Robinson et al., 2018）。⽽教派主

義⾔論的盛⾏，會在意識形態上割裂遜尼派與什葉派穆斯林。於國家內部分屬不

同教派的群眾間，教派主義會威脅國家團結與社會穩定；於主要信奉教派不同的

國家間，教派主義亦可能加深對他國的敵意，甚⾄放⼤現有⽭盾激化衝突。然⽽，

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部分被以教派主義檢視的政策背後事實上都有超出教派

因素以外的考量。例如伊朗對葉⾨胡賽組織的⽀持，雖兩者都屬於什葉派，然前

者為⼗⼆伊瑪⽬派，後者則為宰德派，兩教派於教義與實踐層⾯之相似度不⾼，

學者也指出其反美及反以⾊列的共同價值才是促成合作更重要的因素（Clausen, 

2020）。另外，伊朗⽀持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也不是基於教派考量，雖然阿薩德政

權信奉之阿拉維派（Alawites）被歸納為什葉派分⽀，學者卻指出部分伊朗神職

⼈員會將阿拉維派視為異端教派，反映阿拉維派與伊朗什葉派於宗教層⾯並不具

⾼度⼀致性（Robinson et al., 2018）。由此可⾒，教派在兩者的合作中並⾮主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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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且考慮到伊朗與阿薩德政權在中東地區地位相對孤⽴，加上敘利亞地理位置

具重要戰略價值，相較之下這兩項因素才更符合伊朗⽀持阿薩德政權的動機。 

    從前段的兩個例⼦可以得知，雖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存在⼀些以教派衝突

包裝的⽭盾事件，然細究其中可能會發現這些衝突既⾮因教派⽽起，其聯盟間也

未必存在緊密的教派聯繫。在兩國的競逐中，存在⼀條粗略劃分遜尼派與什葉派

的界線，然實際上兩國的政策卻⼜會超出該條分界線。換⾔之，教派主義對於沙

國與伊朗的政策不具有必然的主導能⼒，但其以教派劃分你我的觀念卻隱隱體現

於兩國的競逐發展，在能以教派區分衝突雙⽅時作為⼀種團結群眾的⼒量，也能

在有其他更顯著的合作利益時銷聲匿跡。因此，在探討教派主義對兩國競逐的影

響時，因其具強調教派差異的傾向，須避免過於放⼤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以

免使⽭盾在現有基礎上⼜進⼀步擴⼤（Barzegar, 2008）。 

 

⼆、沙國王室與⽡哈⽐主義之連結 

    在今⽇的沙國，⽡哈⽐主義與統治家族間具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哈⽐主義

代表宗教的⼒量，⽀持紹德王室在沙國的政治權⼒，反之王室也以其政治⼒量保

障⽡哈⽐主義在沙國內部的宗教最⾼權威性。此外，⽡哈⽐思想也深⼊滲透到沙

國的社會結構中，其主張與教義對於沙國⼈民的⽇常⽣活也具相當程度的約束⼒，

是沙國內部最重要也最具影響⼒的宗教思想。 

沙國統治者與⽡哈⽐主義的合作可以追溯到 18 世紀建國初期的歷史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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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哈⽐（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最早於 1740

年代在內志地區傳播⽡哈⽐思想，但其主張不受統治者⽀持並受到打壓，後與穆

罕默德．本．紹德（Muhammad Ibn Saud）合作才得以逐漸擴⼤⽡哈⽐思想的影

響⼒。另⼀⽅⾯，穆罕默德．本．紹德也得利於與⽡哈⽐派的合作，統治者不僅

藉宗教的⼒量團結⼈民並征服其他部落，宗教也為其提供統治的政治正當性。對

雙⽅⽽⾔，宗教在得到政治⼒量⽀持後可免於受到其他外部威脅，⽽統治者則是

通過宗教取得合法正當的統治權⼒。Nevo（1998）指出，兩者的結合使沙烏地王

國成為阿拉伯半島的政治主宰，同時⽡哈⽐主義的廣泛流傳也使其成為該區的主

要伊斯蘭思想，此種合作關係協助整個區域的統⼀，並在各個部族的統治權⼒之

上形成⼀個超越部族⼒量的統治結構。 

    ⽡哈⽐主義⾃ 18 世紀沙烏地王國建⽴之始，到歷經動盪完成國家統⼀的過

程中⼀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在王國成⽴時，⽡哈⽐主義得到政府⼒量的⽀

持，成為國家治理最主要的宗教依據，其他伊斯蘭教派或是異教徒的宗教儀式相

對受到打壓（Nevo, 1998）。在後續的發展中，⽡哈⽐教義也⼀直是該地區的主流

思想，也是當地⼈民宗教信仰的核⼼價值。19世紀初，當第⼀沙烏地王國受到埃

及穆罕默德阿⾥（Muhammad Ali）⼊侵時，雖第⼀沙烏地王國因此覆滅，⽡哈⽐

思想卻沒有隨之消逝，反⽽⼀直是團結該地區民眾的⼒量。之後陸續成⽴的第⼆、

第三王國，直到成為今⽇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哈⽐主義雖經歷政治動盪卻仍

屹⽴不搖，在沙國轉型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哈⽐派與統治者之間宗教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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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關係也持續存在（Nevo, 1998）。 

    除了統治階層與⽡哈⽐派⾧期合作的歷史淵源外，⽡哈⽐思想在沙國構築其

國家認同的過程中也是⼀個關鍵的⾓⾊。Nevo（1998）認為宗教信仰以及對紹德

王室的忠誠是沙國建構其集體認同時最重要的兩個要素，Khan（2019）也指出沙

國⼈民對國家的認同須符合兩個標準，即對穆斯林⾝份的認同以及對統治家族的

忠誠。在⼀般情況下，前者相對容易達到，然後者需考量到沙國內部除了信奉⽡

哈⽐派的民眾外，仍存在其他少數教派，如東部省的什葉派以及納季蘭省（Najran）

的伊斯瑪儀派（Isma'ilism），少數教派與信奉⽡哈⽐的王室間存在的⽭盾也成為

沙國推⾏國家認同時遭遇的困難。 

    然⽽，基於⽡哈⽐主義與沙國王室⾧期互利共存的關係，沙國王室因為需要

借助⽡哈⽐思想提供的統治正當性，以政治⼒量⼤⼒⽀持⽡哈⽐派在國內的地位，

使其成為該地區最具優勢的宗教權威（Pinault, 2010）。相對之下，其他少數教派

在沙國的地位便受到排擠，例如什葉派在沙國⾧期⾯臨政治、社會、司法、經濟

等權利的打壓。1979 年伊朗⾰命後，教派主義的⾔論在區域內快速傳播，⽡哈⽐

派的神職⼈員對此樂⾒其成，因教派主義的流⾏有利於⽡哈⽐主義進⼀步強化其

地位。同時，沙國王室也有意借助教派主義穩固其統治權⼒，如 Khan（2019）

提到在阿拉伯之春⾰命浪潮席捲各國之際，沙國以教派主義的宣傳阻⽌什葉派與

遜尼派的民眾共同對政府提出改⾰要求，因此分化什葉派與遜尼派對沙國王室⽽

⾔是有利於統治的做法。另⼀⽅⾯，沙國王室以⽡哈⽐思想作為其統治正當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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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也是教派主義在沙國流⾏的原因之⼀，Khan（2019）指出在沙國可⾒由上⽽下

的教派主義思想傳播，在沙國的外交政策尤其可⾒統治精英以此維護⾃⾝利益。

綜上所述，對沙國政府⽽⾔，推動教派主義除了可以分化群眾便於國家管理，更

重要的是可以持續獲得⽡哈⽐派對其正當性的⽀持，為保障王室統治權⼒的⼀種

必要措施。 

    從歷史因素到近期的發展，⽡哈⽐思想已然成為沙國政府須以公權⼒維護的

重要價值，保障⽡哈⽐的地位同時也是穩固王室的統治。然⽽，除了⽡哈⽐主義

賦予沙國王室的政治正當性以外，是否有其他的來源可為王室提供政治正當性？

對此，Khan（2019）認為沙國政府尚未找到其他可替代⽡哈⽐主義的正當性來源，

這暗⽰著沙國政府將會持續以教派主義⽀持⽡哈⽐思想的最⾼權威性；此外，

Nevo（1998）的看法也可印證⽡哈⽐思想仍會是⽀持王室政權的重要價值。 

在 Nevo（1998）的研究中，他⾸先提到歷史上國家與宗教間存在兩種互動

模式，第⼀種是國家以其資源推廣伊斯蘭，第⼆種是以伊斯蘭作為保護國家的屏

障，⽽沙國正是第⼆種。這反映在沙國統治者從建國初期便依賴⽡哈⽐派的⽀持，

以其提供之正當性逐步向外征戰直到建⽴起今⽇的王國。Nevo（1998）指出，在

⾯臨外來威脅時，如外部極端思想、鄰國擴張野⼼等，沙國會以擴⼤正當性基礎

的⽅式作為回應，⽽宗教是最主要且幾乎是唯⼀的正當性來源。隨著國家現代化

的需求，西化設備的引進或不同於傳統伊斯蘭規範的⽣活⽅式也在國家發展與宗

教價值之間產⽣碰撞。Nevo（1998）認為，1980 及 1990 年代即使沙國已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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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經濟資源，卻仍持續⿎勵遵守 18 世紀的宗教規範及價值，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哈⽐主義所能提供的政治正當性。最後，Nevo（1998）也提到宗教與政治

⾧期的合作關係已經使兩者不可分離，其中⼀⽅的衰弱會連帶撼動另⼀⽅的合法

地位；當沙國王室將宗教作為其國家集體認同的⼀部份時，宗教也成為檢視王室

統治正當性的⼀項附加屬性，因此沙國王室為了保證其政權延續也會致⼒於維護

⽡哈⽐主義的價值。 

 

三、伊朗統治階層與什葉派信仰之連結 

    1979 年⾰命後建⽴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改過去巴勒維國王執政時期相

對世俗化的氛圍，是⼀個具有濃厚伊斯蘭⾊彩的政權。與沙國王室和⽡哈⽐派的

政教合作模式不同，伊朗的宗教領袖本⾝就握有極⼤的政治權⼒。⾃伊朗伊斯蘭

共和國成⽴之初的組織規劃，到憲法當中對於宗教的規範，都可以說明伊斯蘭教

於當今伊朗之重要性，⽽什葉派的信仰也是伊朗致⼒捍衛的宗教價值。 

伊朗什葉派信仰之崛起可追溯⾄ 16世紀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的統

治，當時什葉派伊斯蘭被定為國教，當地居民則是信奉什葉派中的⼗⼆伊瑪⽬派。

今⽇伊朗地區什葉派的流⾏具悠久之歷史脈絡，雖於 1979 年以前什葉派已為當

地主要信仰，但 1979 年後成⽴之新政權卻與過往政權存在⼀項顯著差異，便是

由宗教⼈⼠掌握政治權⼒。研究中提到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有兩個基本原則，第⼀

項原則是神聖法（Divine law）為正當性與政治權威的唯⼀來源，第⼆項原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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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伊瑪⽬出現的期間，精神領導⼈是唯⼀對於神聖法有詮釋權⼒的⼈，

同時精神領導⼈也是全⾯掌握伊朗社會與政治權⼒的⾓⾊（FIDH & LDDHI, 

2003）。依據這兩項原則，什葉派伊斯蘭被 1979 年⾰命後的伊朗新政權視為其統

治正當性的來源，⽽精神領導⼈則是掌握核⼼權⼒的⼈物。另外，研究也指出，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不只將什葉伊斯蘭奉為國教，更是把國家視為實現神聖意志的

機構與⼯具，就像是⼀個由神職⼈員組成的寡頭政治結構（FIDH & LDDHI, 2003）。 

⾰命後何梅尼提出「宗教學者的政治管理」成為制定憲法的⾻架，其意義便

是由宗教學者督導世俗政治，以保障國家的安定。在伊朗的政治結構中，宗教⼈

⼠對於國家政治的影響⼒⼗分清晰，基本上也是由宗教⼈⼠主導國家的運作。⾸

先，精神領導⼈處於伊朗國內政治的核⼼位置，掌握政府機關的⼈事決定權，且

無任期限制。伊朗憲法第 110條規範了精神領導⼈的相關權⼒及責任，其影響⼒

擴及各個層⾯，包含司法、軍隊、警務、廣播、電視、總統和議會等；此外，精

神領導⼈對於監護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以及專家議會（Assembly of Experts）

的⼈事決定權也使其政治權⼒擴及國家政治的關鍵議題。 

其次，依據憲法第 91 條設⽴的監護委員會也握有極⼤的政治權⼒，其成員

包含六位由精神領導⼈指定的伊斯蘭神學家，以及六位由司法部⾨推舉並經國會

同意的法學家，這六位成員象徵著⼗⼆位伊瑪⽬，任期為六年，且三年會改選⼀

半的成員（Adib-Moghaddam, 2021）。事實上，雖然監護委員會的成員看似由不

同機構推選⽽出，精神領導⼈對其組成卻有決定性的影響⼒。除了六位直接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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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領導⼈指定的成員外，另外六位雖是由司法部⾨提名，但司法部⾨的領導⼈卻

也是由精神領導⼈指定，等同其成員皆是由精神領導⼈直接或間接選擇。監護委

員會的權⼒之⼀是篩選總統候選⼈以及欲進⼊國會或專家議會的成員，以此機制

可以將其認為不適任的⼈選排除在權⼒核⼼之外。另外，監護委員會也有通過或

否決國會法案的權⼒，其中只要有四位由精神領導⼈直接指定的成員投票決議該

法案不符合伊斯蘭價值，就可以否決國會所制定的各種法案。因此，精神領導⼈

與監護委員會也是伊朗政治權⼒核⼼所在（FIDH & LDDHI, 2003）。 

最後，專家議會的職責是選舉、監督以及罷免精神領導⼈。專家議會包含 88

名議員，任期⼋年，⽽這些議員事前須先經過監護委員會的批准取得候選⼈資格，

之後還須由精神領導⼈任命才能進⼊專家議會。從其篩選制度觀察，專家議會也

可以有效排除與精神領導⼈⽴場對⽴的候選⼈進⼊，⼤幅降低反對者進⼊權⼒核

⼼的機率；⽽這也反映出 1979 年⾰命後形成的政治結構是以神職⼈員階層為中

⼼的。以精神領導⼈為核⼼，國家的⽴法機構與監督機構都與其有親近關係，另

外總統的⼈選也須得到精神領導⼈的⽀持。於此情況下，精神領導⼈也成為伊朗

國內實際上掌握最⾼政治權⼒的⾓⾊，⽽什葉派信仰在現代伊朗政治中的重要性

更是不⾔⽽喻。 

除了政府組織功能可以反映出精神領導⼈與宗教的重要性，伊朗憲法更是直

接保障什葉派伊斯蘭相較於其他教派或宗教在國內的最⾼地位。憲法第 12 條的

⼀開始便明確寫道：「伊朗的官⽅宗教是伊斯蘭教和⼗⼆伊瑪⽬賈法⾥派，⽽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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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將永遠不變。」憲法第 12 及 13條也承認了遜尼派的合法地位，同時將祆

教、猶太教和基督教列為國家認證的少數宗教。然⽽，研究指出雖然憲法規定予

以遜尼派充分的尊重，但實際上遜尼派仍受到政府歧視，例如政府當局不允許遜

尼派穆斯林在德⿊蘭興建清真寺（FIDH & LDDHI, 2003）。後三者在伊朗則是⾯

臨更嚴重的歧視，雖憲法允許其於「合法範圍內」⾏宗教儀式，但政府卻⼤幅限

制其權利；⽽這些異教徒在就業層⾯也飽受歧視，致其有居於次等公民待遇的感

受（FIDH & LDDHI, 2003）。 

什葉派信仰作為伊朗政權的統治正當性來源，不論在政府機構或是在其他教

派及宗教間都得到了國家公權⼒的⽀持與保障，得以持續居於國內的最⾼地位。

這⼀點和沙國的情況類似，因兩國皆是以特定的教派信仰作為其統治正當性的依

據，理所當然地政府也會致⼒於保障該教派的最⾼權威性。對於國家⽽⾔，這不

只是要確保特定教派相對於其他教派的地位，更重要的是關係到其政權的穩定與

否，因此教派議題才會浮現於兩國競逐中。更進⼀步來說，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

中，教派主義的流⾏使兩國經常⾯臨到對⾃⾝統治正當性來源的攻擊；⽽作為回

應，兩國也會批評對⽅所信仰的教派不符合伊斯蘭教的價值，教派主義的概念也

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強化。綜上所述，基於教派地位於其政權穩定之重要性，這也

成為兩國統治者在競逐中以教派主義作為攻防的重要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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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教派主義對兩國內部政策之影響 

    沙國王室與⽡哈⽐主義的歷史淵源，及伊朗政府以什葉派信仰作為⽴國原則，

皆反映出兩國以特定教派信仰延伸出的統治正當性，是其致⼒於維護的⽬標。基

於教派與統治權⼒間的密切關聯，兩國國內的少數教派處境也會受到沙國—伊朗

競逐關係的影響，成為受中央政府忌憚進⽽排擠的⼀個族群。對此，本節將透過

沙國什葉派以及伊朗遜尼派的處境，進⼀步說明教派主義的觀念「如何」反映在

沙國與伊朗對內的少數教派政策，以便更具體地探討教派主義對於兩國政策的影

響⼒。 

 

⼀、沙國什葉派之處境與政府對其之政策 

    沙國的⽡哈⽐主義屬於遜尼派，主張應回歸先知穆罕默德時期的社會規範，

以古蘭經作為⼀切⽣活的依歸。⽡哈⽐主義也屬於遜尼派的基本教義派，強烈反

對任何異端⾏為，⽽什葉派與遜尼派對宗教的教義與實踐多有不同，因此什葉派

也被⽡哈⽐派認為是⼀種異端思想。由於⽡哈⽐主義是沙國王室所認定的國教，

對沙國政治深具影響⼒，故其對什葉派的強烈敵意也反映在沙國政府對什葉派少

數的政策。⾧期以來，什葉派在沙國都⾯臨到結構性的歧視，⽽政府對什葉派的

歧視也多半是源於⽡哈⽐神學對什葉派的敵意（Majidyar, 2013；Meijer, 2016；

Khan, 2019）。 

    什葉派在沙國總⼈⼝⽐例當中約佔 10%到 15%之間，在沙國東部省以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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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納季蘭省都有什葉派⼈⼝居住（Jones, 2007；Majidyar, 2013；Khan, 2019）。

東部省是沙國重要的產油區，佔有全世界約五分之⼀的探明⽯油儲量，沙烏地阿

拉伯國家⽯油公司也位於該省，其中約有⼀半的勞動⼒⼈⼝是信奉什葉派；另外，

居住在東部省的什葉派多是⼗⼆伊瑪⽬派，此區域也較易受到什葉派多數的地區

影響，如巴林、伊拉克和伊朗（Majidyar, 2013）。由於東部省對沙國⽯油經濟的

重要性，該區也被政府認為有相當重要的戰略價值。納季蘭省則是位於沙國與葉

⾨的邊界，當地的什葉派教徒多屬於伊斯瑪儀派，⽽該地區以作為伊斯瑪儀派的

精神所在地聞名，其地位更可追溯⾄ 1640 年代（Khan, 2019）。東部省和納季蘭

省是沙國什葉派主要的分佈地區，⽽因其教派受到官⽅⽡哈⽐主義的排擠，⼀直

以來和遜尼派並不具有同等地位，如沙國政府任命的最⾼神職⼈員和司法部⾨就

曾公開攻擊該教派的⼈民，對伊斯瑪儀派規範的調侃也經常發⽣（Khan, 2019）。 

    事實上，沙國政府對什葉派的排擠不僅限於⾔論上的攻擊，教派主義對其政

策的影響更是關乎什葉派在社會上的處境，⾧期以來他們在宗教、司法、政治、

經濟等層⾯都受到政府結構性的歧視（Majidyar, 2013；Wehrey, 2013；Khan, 2019）。

在宗教⽅⾯，Majidyar（2013）指出什葉派不能在遜尼派與什葉派混居的城市建

造清真寺，如達曼（Dammam）和胡拜爾（Khobar）；⽽什葉派的宗教儀式舉⾏也

會受到限制，曾有什葉派的神職⼈員稱其宗教活動會被官⽅媒體忽略（Wehrey, 

2013）。因什葉派⾝份受到的歧視也反映在司法上，如東部省的蓋提夫（Qatif）

和哈薩（Ahsa）設有什葉派法庭裁決民事糾紛，但東部省其他區域或沙國內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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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省份則無什葉派法庭的設置。另什葉派法庭的法官⼈選也是由司法部⾨直接指

定，且其判決結果可被遜尼派法庭否決，或是由遜尼派法庭重審已在什葉派法庭

審理過的案件（Majidyar, 2013；Wehrey, 2013）。 

    此外，⾼級學者理事會（Council of Senior Scholars）為沙國的最⾼宗教機構，

負責提供國王宗教事務建議，其頒布的官⽅宗教命令也⾜以影響社會及政治⽣活

的各個⾯向。然該理事會的成員包含遜尼四⼤法學派的代表，但什葉派卻無代表

參與（Wehrey, 2013）。同時，什葉派也被排除於政府機構要職以外，如內政部⾧、

國防部⾧及外交使節團等；研究進⼀步指出對什葉派民眾就業的排擠也擴及私部

⾨，因內政部會對私⼈企業的⾼階主管招募進⾏監控（Majidyar, 2013；Wehrey, 

2013）。最後，什葉派信仰在沙國的教育體系中也受到打壓，如教科書中對其有

貶義的暗⽰，信仰伊斯瑪儀派的學童也會被嘲笑且須接受⽡哈⽐思想的教育

（Wehrey, 2013；Khan, 2019）。 

    在⾧期受到教派歧視的情況下，東部省⾃ 1950 年代以來⼀直是沙國政治反

對⼒量的熱點，2011 年以後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響，國內教派的分野更是趨於明

顯（Matthiesen, 2014）。雖然沙國統治者曾試圖改善什葉派的社經地位，但學者

也指出這些改⾰多為不連續且不⾧久的（Majidyar, 2013）。就沙國政治結構⽽⾔，

教派主義的流⾏對於王室或是⽡哈⽐神職⼈員都是有利可圖的，⽽學者也指出，

促進教派主義確實可以確保⾼階神職⼈員持續掌握政治權⼒並提供實質的物質

利益（Wehrey, 2013）。進⼀步⽽⾔，教派主義可以實現沙國政治與宗教權⼒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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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保證，以教派歧視政策限制什葉派的權⼒取得，確保⽡哈⽐主義的最⾼地位，

宗教⼒量便可持續⽀持王室統治的正當性。整體⽽⾔，教派主義的思想充分反映

在沙國對其內部什葉派的政策，同時教派主義的流⾏也會持續強化兩教派間的對

⽴情緒，加深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歧。 

 

⼆、伊朗遜尼派之處境與政府對其之政策 

    相對於什葉派在沙國為教派少數，遜尼派在伊朗反⽽屬於少數族群。根據伊

朗官⽅的統計資料，有 99%的伊朗⼈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約佔伊朗總⼈⼝數

的 7%到 10%之間，另也有遜尼派的領導⼈稱事實上遜尼派⼈⼝數⾼達 25%

（Faramarzi, 2018；Lumsden, 2019）。不過亦有學者反對 25%的說法，認為遜尼

派其實約僅佔 10%，即⼋百萬⼈（Asadzade, 2018）。雖然對於遜尼派於伊朗國內

⼈⼝的⽐例存在不同意⾒，卻不影響遜尼派作為伊朗少數教派的事實；此外，類

似於沙國什葉派的情況，伊朗的遜尼派也因教派差異受到政府政策上的歧視。 

    伊朗遜尼派與沙國什葉派同樣都是與其本國國教相異的教派，⽽伊朗什葉派

統治階層與沙國⽡哈⽐神職⼈員也都認為對⽅信仰的教派是伊斯蘭教的異端，皆

對彼此抱有較排斥與對⽴的態度。這樣的抵觸情緒不僅影響兩國對彼此的看法，

也向下延伸到對內部相異教派的政策；更有甚者，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下，兩國

也都各⾃將國內的相異教派視為潛在的安全威脅，並試圖剝奪其部分公民權利。

如同伊朗憲法中明確指出什葉派相較於遜尼派的優先地位，雖憲法也尊重遜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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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在實際政策層⾯卻反映出對遜尼派權利的諸多限制。 

    Lumsden（2019）指出伊朗的遜尼派主要受到四個層⾯的歧視，分別為政治、

宗教、經濟與司法。⾸先於政治層⾯，遜尼派被排除於總統候選⼈以外，因憲法

第 115條規定總統須篤信伊朗的官⽅教派。Lumsden（2019）指出在 1979 年後便

無遜尼派⼈⼠被指任為政府部會⾸⾧，在遜尼派為多數的錫斯坦－俾路⽀斯坦省

（Sistan and Baluchestan Province），遜尼派為公務⼈員的⽐例也低於 15%。第⼆，

於宗教層⾯，遜尼派不能於主要城市中興建清真寺。雖 2015 年伊朗官⽅稱德⿊

蘭市內有九座遜尼派清真寺，遜尼派卻回應這些僅為祈禱室（Faramarzi, 2018）。

此外，遜尼派的教育在公⽴學校中也是被禁⽌的，同時⼈權團體也提出伊朗警⽅

攻擊或取締遜尼派集會的案例，其中遜尼派的重要領袖如Molavi Abdulhamid 也

受到官⽅的出境或國內旅遊限制（Lumsden, 2019）。 

    第三，遜尼派在經濟層⾯也受到部分限制。遜尼派在就業權利上受限於

gozinesh條款，該法律能限制教派及種族少數族群參與公民⽣活之權利。政府可

藉由此機制篩選對伊朗國教與宗教學者政治管理原則不忠誠的⼈，因此宗教與種

族少數族群就業時可能受此機制影響。另外，Faramarzi（2018）在其研究中也提

到遜尼派較易取得銀⾏、農業等類型職缺，因此類型的⼯作被政府認為較不具安

全⾵險。最後，Lumsden（2019）提出遜尼派在司法審判中的困境。在其研究中，

Lumsden（2019）引⽤ 2018 年美國國際宗教⾃由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顯⽰⾄少有

140名伊朗遜尼派⼈⼠因宗教活動被監禁；此外，⼈權團體也指出⾄少有 3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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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監禁犯為遜尼派，⽽遜尼派的⽐例⼜⾼於其他宗教或教派。同時，遜尼派也

會因宗教集會或散佈宗教思想受到逮捕，進⽽受到毆打虐待或不公司法程序的審

判。對此，Lumsden（2019）提到遜尼派政治犯遭到的指控可能較為模糊，如不

敬真主或危害國家安全等，⽽這些指控也往往使其得到更嚴重的審判。 

    對於遜尼派受伊朗政府結構性歧視的主張，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

Asadzade（2018）以 2017 年秋季的各省失業率統計資料，反駁 Faramarzi（2018）

稱遜尼派多數省失業率較⾼的說法。他認為這些省份的失業率和全國平均相差不

多，故不能稱遜尼派的社經條件整體⽽⾔低於什葉派。然⽽，Asadzade（2018）

也承認伊朗政府未能將遜尼派融⼊其政治體系，並剝奪其權利使其難以進⼊政府

⾼層。Faramarzi（2018）在其研究中提到，羅哈尼總統的特助 Ali Younesi曾在公

開訪談中承認對遜尼派的歧視政策（如內閣或省⾧的資格排除），這些主要是因

為強硬派什葉宗教⼈⼠對遜尼派的偏⾒，害怕遜尼派⼈⼠握有權⼒後會威脅國家

安全。另外，Lumsden（2019）也認為伊朗政府對遜尼派領導⼈⼠的限制反映出

政府對其之不信任，擔⼼遜尼派會成為聯合他國遜尼勢⼒危害國家安全的族群。 

    在⾧期對遜尼派的歧視政策下，遜尼派多數地區的低發展程度成為伊斯蘭極

端主義⼊侵伊朗的破⼝，為其安全帶來新的挑戰（Aman, 2016；Lumsden, 2019）。

事實上，伊朗前總統羅哈尼和精神領導⼈哈梅內意都曾公開呼籲要減少對遜尼派

及其他少數族群的歧視。在政策施⾏層⾯，如 2016 年增加遜尼派於國會的席次、

在錫斯坦－俾路⽀斯坦省指派遜尼派官員、派任遜尼派⼤使赴越南等，都是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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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減少歧視做出的努⼒。然⽽，遜尼派領導者卻認為改變的幅度有限，學者

也認為伊朗政府在減少歧視的⽅向仍有更多的努⼒空間（Aman, 2016；Lumsden, 

2019）。 

    綜合沙國對什葉派與伊朗對遜尼派之政策，可以發現兩國在其內部政策都對

對⽅所屬的教派抱有敵意，並排除其進⼊權⼒核⼼。兩國對於相異教派的排擠都

源於其政治權⼒核⼼，對沙國政府⽽⾔，其境內什葉派可能受到伊朗影響，成為

破壞國家穩定的因素；對伊朗政府⽽⾔，其境內遜尼派也可能與區域內的其他遜

尼派國家聯合，被視為威脅國家安全的隱憂。對⽐兩國競逐形成前的情況，沙國

與伊朗各⾃對國內相異教派的懷疑與不信任是在競逐形成後才被放⼤檢視的問

題。在兩國競逐的國際環境下，加上教派主義⾔論的流⾏，教派主義不僅是政策

推動所造成的結果，更會在政策實踐後逐漸成為影響決策者觀念的因素。⽽兩國

對於相異教派忠誠度的懷疑正好可以印證這個觀點，教派主義的流⾏使權⼒核⼼

階層對相異教派產⽣防備，在排除其權⼒的過程中，教派主義的觀念也在政策推

動下反覆循環，逐漸深化兩教派間的分歧。 

 

第三節、教派主義與兩國區域活動之關聯 

    1979 年伊斯蘭⾰命推翻巴勒維國王政權後，伊斯蘭什葉派於伊朗政治結構

中的重要性驟然提升。⾰命的成功⿎勵了遜尼派與什葉派的伊斯蘭運動⼈⼠，使

其更活躍於政治事務（Robinson et al., 2018）。另⼀⽅⾯，⾰命的後續影響也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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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沙國與伊朗於區域內的競逐，⽽今⽇兩國於區域內的活動或政策中，也可⾒教

派主義對其之影響⼒。 

    在伊朗 1979 年的新政權成⽴後，何梅尼成為伊朗的政治與精神領袖。雖伊

朗的新政權是⽴基於什葉派信仰，但何梅尼不僅將⾃⾝定位為什葉派穆斯林的領

導⼈，同時更是泛伊斯蘭主義的領導⼈。何梅尼將「宗教學者的政治管理」⼀概

念融⼊憲法，精神領導⼈遂成為伊朗的統治者，⽽此後這也成為伊朗欲於中東地

區推⾏⾰命的基本概念（Robinson et al., 2018）。受到⾰命⿎舞，伊拉克什葉派試

圖推翻世俗的海珊政權，伊朗也協助黎巴嫩什葉派建⽴真主黨。伊朗向外輸出⾰

命的外交路線使其他阿拉伯遜尼派國家產⽣擔憂，因其擔⼼什葉派將會改變區域

內以遜尼派為主導的權⼒結構，⽽其中最明顯的便數沙國（Robinson et al., 2018）。 

作為回應，沙國積極推動⽡哈⽐意識形態作為對抗什葉派⾰命的途徑，學者

更進⼀步提到，伊朗⾰命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間加⼊了更多教派與意識形態的驅

動因素（Robinson et al., 2018）。此外，於 1980⾄ 1990 年代期間，沙國為了抵抗

伊朗輸出⾰命的壓⼒，也向外宣傳反什葉派的⾔論。例如透過增設⽡哈⽐學校，

以及輸出反什葉思想到其他無什葉派的地區（如南亞），以達到孤⽴伊朗的⽬的

（Ighani, 2016）。在過去數⼗年間，遜尼與什葉的教派分歧在國際環境變動下被

放⼤檢視，⽽教派主義也成為政治競爭中使⽤的⼀種⼿段。這個概念經時間的洗

禮逐漸浸染區域內⼈民的思想，不論是統治階層或⼀般民眾，對於相異教派的偏

⾒也會因教派主義的潮流受到強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080

 90 

關於教派主義的思想如何滲透進整體的社會⽣活，Siegel（2015）的研究以

社群軟體的⾓度切⼊，提供另⼀個⾯向的視⾓。在其研究中，Siegel（2015）將

近七百萬條推特分為反什葉、反遜尼與反教派主義三⼤類，發現這些⽂章⼤部分

來⾃海灣地區，尤其以沙國為⼤宗。⽽沙國成為教派主義⾔論最興盛的地區，⼀

⽅⾯反映出沙國有⼤量活躍的推特⽤⼾；另⼀⽅⾯，Siegel（2015）則認為是因

為沙國有較多神職⼈員會在推特上發布煽動性的教派主義⾔論。此外，Siegel

（2015）也發現在區域內發⽣重⼤事件時，反什葉或反遜尼的內容會出現較⼤幅

度的波動，在事件平息後才回到平均狀態。例如遜尼派國家參與沙國主導介⼊葉

⾨內戰的⾏動時，推特上便出現⼀股強烈⽀持遜尼派的⾵潮，⽽這也恰巧說明了

將社群媒體⽤於團結民眾的⽀持是⼀個快速且有⼒的途徑。 

    在研究中搜集的教派主義推⽂中，反什葉的數量明顯⾼於反遜尼，反映出什

葉派屬於少數族群的現況。在這些反什葉⾔論的背後，值得注意的是，Siegel（2015）

提到神職⼈員、海灣國家統治階層以及沙國官⽅媒體對於教派主義⾔論的操控。

⾸先，社群媒體的特性之⼀就是意⾒領袖可以更快速地發布消息並擴⼤觸及範圍，

因此公眾⼈物的⾔論本⾝就具較⼤影響⼒。其次，反什葉的⾔論在公眾⼈物或帳

號的推⽂被提及，更會加強教派主義於區域內的流⾏。例如 Siegel（2015）提到

胡賽組織、阿拉維教派或是海灣國家內的什葉派不盡然相同，但海灣國家統治者

與沙國媒體卻持續以這些不同什葉派間的微弱聯繫，將其串聯成⼀個與伊朗相關

的結構。另外，Siegel（2015）指出海灣阿拉伯國家中對介⼊葉⾨內戰的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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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派分為兩派，沙國什葉派對此提出抗議後遭到政府鎮壓；⽽在遜尼派為多數

的海灣國家中，其內部的什葉派也會擔⼼因區域內其他地區什葉派的活躍⽽遭到

本國政府的報復。 

    從上述研究可以發現，教派主義被國家領導階級⽤於取得國內民眾⽀持，同

時也反映出教派主義的概念已深⼊當地社會⽣活，將遜尼與什葉派劃分為兩⼤綜

合群體。教派主義不僅是達到政治⽬的可使⽤的⼿段，這個概念也融⼊到市民⽣

活中，對統治階層與普通市民的觀念產⽣潛移默化的影響。雖然教派主義並未全

⾯或必然會造成遜尼與什葉的對⽴，卻反映在沙國與伊朗競逐中的部分政策上，

成為衝突中需要關注的⼀項觀念影響因素。 

    於兩國競逐的國際結構下，教派主義觀念對政策產出的影響⼒亦能⾃伊朗的

對外政策中分析。如同前述提到，何梅尼將⾃⼰視為泛伊斯蘭主義的領導者，⽽

⾮侷限在什葉派的範圍，代表其希望能在伊斯蘭世界中獲得更⼤的號召⼒。從另

⼀⾓度觀察，在穆斯林世界中以遜尼派為多數，因此過分強調什葉派的⾝份認同

對於伊朗拓展國際影響⼒也未能有太⼤助益；同時，也有學者認為伊朗與阿拉伯

國家間存在不同的⽂化、社會及歷史背景，較難進⾏意識形態層⾯的整合

（Barzegar, 2008；Litvak, 2017；Ostovar, 2017）。因此，在 Ostovar（2017）的研

究中，他提到多數學者並未視伊朗於 1979 年後的政策是具有教派主義特⾊的，

或是試圖推動⽀持什葉派發展的區域進程；然⽽，他卻提到近數⼗年間伊朗外交

政策中的教派主義元素反⽽增加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080

 92 

    伊朗前任精神領導⼈何梅尼與現任領導⼈哈梅內意皆不⿎勵什葉派教派主

義，⽽是主張穆斯林社群應團結合作，這點說明了伊朗官⽅對教派主義的基本態

度（Ostovar, 2017）。儘管如此，Ostovar（2017）認為由於 1979 年後興起的什葉

派極端思想以及伊朗反君主國家的主張，伊朗還是被中東國家指控為教派主義或

擴張主義，例如⼟⽿其和部分海灣阿拉伯國家。雖然伊朗官⽅的態度為提倡穆斯

林團結，但其區域盟友多為什葉派團體，因此伊朗也會推動⽀持什葉派發展的政

策，例如伊朗⾰命衛隊將其盟友形容為⼀個團結的什葉派陣線，這便強化了什葉

派作為特定群體的形象。 

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下，以沙國為⾸的遜尼派及以伊朗為⾸的什葉派各有其

區域盟友，其中的教派分屬更加強了教派主義的既定印象。如同即使教派主義與

伊朗官⽅態度相互⽭盾，在國際環境的推動下，伊朗的外交政策也趨於具教派主

義的特⾊，⽽遜尼派國家⽀持遜尼團體及歧視內部什葉派的政策同時也進⼀步深

化兩教派間的分歧（Ostovar, 2017）。觀察教派主義在兩國競逐下的發展，它以實

際國家政策的型態出現在國際場域，被動作為達成政治⽬的之途徑；此外，在競

逐發展過程中，教派主義也成為主動影響思想層⾯的⼀個重要概念，雖其不能絕

對主導兩國的政策輸出，然教派分屬的觀念卻已然普遍存在於社會中，成為政策

考量的因素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080

 93 

第四節、規範結構因素⽭盾對競逐狀態之影響 

    透過前述討論，筆者分別闡述了教派主義「為何」會被應⽤於沙國與伊朗的

競逐，也藉兩國對內及對外的政策輸出說明教派主義「如何」對政策制定產⽣影

響。關於伊斯蘭教於兩國統治之重要性的討論中，教派與兩國統治正當性之密切

關聯是教派主義被⽤於競逐中的重要動機，⼀⽅⾯特定的教派價值是沙國與伊朗

維繫其統治權⼒必須維護的根本；另⼀⽅⾯，批評對⽅所屬的教派也能作為⼀種

削弱對⽅統治正當性的⽅式。⾃ 1979 年⾰命爆發⾄今，教派意識從⼀開始居於

⾮討論焦點的地位，經教派主義政策的渲染，今⽇已成為⾜以影響政治事務的議

題。在國際環境的推動以及兩國⾧期的相互⾓⼒下，教派主義已然成為當代中東

地區所⾯臨的⼀個政治問題。 

    在兩國對內政策之相關探討，沙國與伊朗對其內部相異教派的歧視政策說明

教派主義的概念已深⼊統治階層的想法。沙國什葉派與伊朗遜尼派都被其本國政

府排除於權⼒核⼼之外，同時他們也被視為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個族群。因其

所屬教派與本國區域競逐對⼿的教派相同，統治階層質疑其對國家的忠誠度，進

⽽對其政治權⼒設下諸多限制。在⾧期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情況下，兩國的教派歧

視政策正⼀步步加深遜尼與什葉間的分歧，⽽這些分歧也進⼀步加強兩國政府對

國內相異教派的懷疑。這不僅證明了教派主義觀念的融⼊，也顯⽰出對其內部政

策制定過程所具之影響⼒。 

    從兩國對外政策與教派主義之關聯的討論，可⾒到⾃ 1979 年伊朗⾰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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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伊朗輸出⾰命與宗教開始活躍於政治場域等壓⼒，沙國等遜尼派國家開始擔

⼼什葉派⼒量會動搖遜尼派於區域之主導地位。作為回應，沙國積極推動⽡哈⽐

思想，並在與伊朗間的競逐更加強調教派意識的重要性，例如構建⼀個以伊朗為

⾸的什葉派威脅形象。這不僅是為了圍堵什葉派的勢⼒擴張，也是為了團結遜尼

派國家的⼒量。社群媒體中⼤量的教派主義⾔論，可以證明新興媒體已經成為國

家凝聚群眾⼒量的新渠道，⽽遜尼派國家統治階層也以此⽅式散播教派主義的思

想。 

從另⼀⾓度觀察，伊朗外交政策起初不被認為是教派主義。然⽽，阿拉伯之

春後，其外交政策卻被認為具教派主義之特⾊，⽽伊朗政策⽅向轉變也可以說明

教派主義思想對於政策產出的影響⼒（Ostovar, 2017）。基於國際環境與務實層⾯

的考量，伊朗的重要區域盟友多與其同為什葉派，如此的教派劃分為其外交政策

多添上了教派主義的⾊彩。在區域結構與兩國競逐的推動下，即便強調什葉派⾝

份不利於伊朗拓展影響⼒，但其仍受到教派主義潮流的影響，在其對外政策上展

現出更多教派主義的特徵。 

    本章從沙國與伊朗國內宗教與統治權⼒的關聯切⼊，探討教派成為兩國競逐

中⼀重要議題的原因，並分析教派主義被運⽤於競逐中之動機。再者，筆者也藉

由兩國對內及對外政策，說明教派主義如何影響雙⽅的政策產出，同時也成為影

響兩國競逐發展的⼀項規範結構因素。⾃ 1979 年起，沙國與伊朗的競逐層⾯⽇

漸擴⼤，在區域結構與兩國政策的推動下，教派差異從單純宗教層⾯的爭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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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摻雜政治考量的議題。教派主義可以是追求政治⽬的的⼯具或歧視政策導致

的結果，也是規範結構因素中推動競逐發展的要素。因其不僅反映在政策輸出層

⾯，也會循環成為思想層⾯的輸⼊來源（請參考圖⼀）。⽽在數⼗年的往復中，

教派主義思想經由政策實施滲⼊社會，成為推動競逐發展背後之⼀項規範結構因

素。 

 

 

圖⼀、教派主義與政策輸出關聯⽰意圖 

 

來源：筆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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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互動 

對競逐狀態之影響 

    在前兩章的內容中，筆者分別檢視了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對於沙國

—伊朗競逐狀態的影響；於該兩因素的範疇內，沙國與伊朗⾯臨不同層⾯的利益

衝突，同時其政策輸出也加強教派主義流⾏，形成⼀個彼此強化的循環。⾄此，

可以說明現實建構主義架構下，權⼒與規範結構因素各⾃對兩國競逐所具之影響

⼒。然根據 Barkin（2003）所提出的概念，不論是僅從權⼒或規範因素切⼊觀察，

都無法解釋政治結構的變動；反之，通過權⼒與規範結構因素之交互作⽤，才能

說明政治局勢的變遷，進⽽分析兩國競逐狀態之發展與變化。 

    於現實建構主義的框架中，權⼒結構會影響規範結構，造成國際關係之規範

結構改變，反之亦然；在權⼒結構與規範結構的相互影響下，兩者隨著時間的推

進⽽改變，故能解釋動態的國際環境變化（Barkin, 2003）。筆者於本章將以三個

重要的區域事件，分別為 1979 年伊朗⾰命、2003 年伊拉克戰爭與 2011 年阿拉

伯之春，作為探討競逐關係變化的時間分段點。然⽽，該三項重⼤區域事件雖被

列為特定時間段，但應將權⼒與規範結構因素的互動視為連續的過程，⽽⾮依此

三項事件區分開的三個⽚段。本章將依此架構檢視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

之互動，以說明沙國與伊朗⾃ 1979 年⾄今的競逐關係演變。可以發現，這三個

事件各象徵著權⼒與規範結構的重⼤改變。1979 年伊朗⾰命造成雙⽅規範結構

產⽣嚴重分歧與政治權⼒結構的初步成形；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的政治局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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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教派主義的成⾧，以及雙⽅陣營的權⼒集中化；2011 年阿拉伯之春則使多國陷

⼊政治動盪，教派主義在此背景下再次成⾧，沙國與伊朗在各地的競爭集團也出

現教派化的表象。最後，在此三階段權⼒結構因素及規範結構因素的交互作⽤下，

沙國與伊朗的競爭集團逐漸清晰，教派主義亦有⼤幅成⾧，整體⽽⾔雙⽅競逐的

地域擴及範圍呈現擴⼤趨勢。 

 

第⼀節、1979年伊朗⾰命對兩國競逐之推動： 

雙⽅規範結構之重⼤分歧及政治權⼒結構之初分 

    1979 年伊朗⾰命推翻了伊朗固有政權，由帶有強烈什葉派⾊彩的政權取⽽

代之，該事件為當代中東政治局勢投下⼀顆強⽽有⼒的震撼彈，⽽伊朗⾰命也被

視為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中的關鍵事件（Ostovar, 2016；Ahmadian, 2018；Heiden 

& Krijger, 2018；Kaddorah, 2018；Ghoble, 2019）。從規範結構與權⼒結構改變的

兩個⾓度可以說明伊朗⾰命於兩國競逐之重要性，⾸先，就規範結構⽽⾔，沙國

與伊朗在 1979 年後產⽣嚴重的⽭盾。伊朗新政權所宣揚的意識形態，例如批評

⽡哈⽐主義、對外輸出⾰命⿎勵⼈民推翻君主制政權等，都直接構成伊朗與沙國

在規範結構層⾯的衝突（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其次，何梅尼在⾰命

後以穆斯林社群領導者的⾝份⾃居，但沙國為伊斯蘭教兩⼤聖城之所在地，其國

家⾓⾊認同也是穆斯林社群領導⼈；⽽兩國對各⾃國家⾓⾊定位的重疊，也造成

雙⽅形成⾓⾊認同衝突（Pinault, 2010；Cerioli, 2018）。1979 年後，何梅尼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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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民宣傳其意識形態，其中批判沙國統治者、質疑沙國作為聖城守護者之正當

性，以及散播⾰命思想⿎勵其⼈民推翻王室的主張都激怒了沙國政府（Ansari & 

Aarabi, 2019）。另⼀⽅⾯，沙國也向外進⾏反什葉及反伊朗的宣傳，針對伊朗做

出教派層⾯的回擊。1979 年伊朗⾰命後沙國與伊朗在規範結構層⾯發⽣嚴重的

衝突，⽽兩者在意識形態場域展開的競逐也可視為兩國規範結構產⽣重⼤分歧之

關鍵標誌。 

    其次，就權⼒結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成⽴象徵中東地區政治權⼒結

構的⼀次劇烈改變。何梅尼政權反美的意識形態使美國在中東地區原先採⾏的雙

柱政策⾯臨終結，伊朗與沙國不再同時作為美國於該區域的主要盟友。⽽中東地

區內部的國家關係也因伊朗⾰命後的政治變局受到衝擊，何梅尼政權積極⿎勵鄰

近國家的⼈民發動⾰命推翻政府，例如輸出⾰命⾄伊拉克，並欲仿照推翻巴勒維

政權的模式再次動搖海珊政權的統治（Renfrew, 1987）。不僅如此，以沙國為⾸

的海灣君主制國家亦⾯臨伊朗輸出⾰命的壓⼒，何梅尼反美與反君主制國家的主

張對海灣阿拉伯國家形成政權穩定的威脅。對區域國家⽽⾔，何梅尼政府的外交

路線與⾃⾝國家利益嚴重衝突，因此沙國等遜尼派國家亦開始尋求團結抵禦伊朗

的途徑，形成權⼒結構上的初步集中。同時，伊朗也⽀持什葉派的政治勢⼒，如

1982 年黎巴嫩真主黨的建⽴，⽽⾄今黎巴嫩真主黨仍然是伊朗在區域內的重要

盟友，也是後來什葉新⽉的成員之⼀。1979 年伊朗⾰命造成伊朗內部權⼒結構

重組，進⽽牽動區域國家之間的關係，故其所致之權⼒結構改變在沙國與伊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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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逐發展中亦富有重要的意涵。 

 

⼀、權⼒結構對規範結構之影響：兩國規範結構出現嚴重⽭盾 

    1979 年伊朗⾰命帶來伊朗國內政治權⼒結構的重組，其中最鮮明的特徵便

是巴勒維國王時代的結束，後續經歷平⾏政府時期，最後由何梅尼政府接掌國家

管理。不同的政治團體對於國家的基本原則、核⼼價值與發展⽅向等都會有其獨

特的⼀套模式與主張，⽽在特定政治團體取得國家統治權⼒後，可以透過國家權

⼒的運作貫徹甚⾄傳播其欲宣揚的價值。伊朗從巴勒維時期過渡到何梅尼政府時

期，同樣也經歷了國家核⼼價值的轉變，何梅尼政府在掌握國家權⼒後更具有宣

傳其核⼼價值的影響⼒。 

    何梅尼提倡的價值體系包含三項重要概念，分別是什葉派思想、反美與反以

⾊列，以及反對君主制國家。第⼀，什葉派信仰無疑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的

基本原則，國家對於什葉派的實踐明訂於伊朗憲法中，為其奉⾏的核⼼價值。何

梅尼的宗教理念，即宗教學者的政治管理，主張應由宗教學者擔任政治管理的⾓

⾊，因此在伊朗的政治結構中，神職⼈員也成為掌握核⼼權⼒的階層。何梅尼通

過推⾏該理念，將伊朗打造為⼀個以什葉派信仰為核⼼的國家，對其⽽⾔這也是

⼀個真正符合伊斯蘭的體系。從政治核⼼向外延伸到社會⽣活，什葉派信仰在國

家公權⼒的推動下成為國內最具影響⼒的教派，⽽其影響⼒同時也透過政府的外

交政策進⼀步向區域內其他什葉派地區傳播。 

    何梅尼政府推⾏的第⼆項價值為反美與反以⾊列，主張伊朗將成為帶領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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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抗西⽅國家的領導者，同時也對抗親西⽅的阿拉伯國家（Heiden & Krijger, 

2018；Clausen, 2020）。1979 年伊朗⾰命爆發後，美國駐伊朗的⼤使館遭民眾包

圍，美國的外交⼈員受挾持⾧達 444天，為德⿊蘭⼈質事件。此次⼈質危機使伊

朗與美國關係趨於惡化，也是後續伊朗政府⾛向反美的開端。1980 年代，伊朗喊

出「不要東⽅，不要西⽅，只要伊斯蘭」的⼝號，這除了反映出伊朗拒絕向蘇聯

或美國任何⼀⽅靠攏，更凸顯了伊斯蘭教之重要性，及其政府將以伊斯蘭信仰作

為國家發展核⼼價值之決⼼。另外⾃⼆戰以來，以巴議題⾧期都是中東國家關注

的焦點，以⾊列與阿拉伯國家間也曾數度為此開戰。伊朗何梅尼政府在以巴議題

上採反對以⾊列的⽴場，同時伊朗也積極在區域內尋找與其具相同價值取向的盟

友。例如，1982 年伊朗資助的黎巴嫩真主黨成⽴，該政黨的組織宗旨之⼀便是消

滅以⾊列，⽽⾄今伊朗與黎巴嫩真主黨仍維持密切的合作關係。此外，伊朗也⽀

持反以⾊列的哈⾺斯，並提供其軍事援助。 

    何梅尼政府提倡的第三項價值為反對君主制國家，這⼀⽅⾯代表其對巴勒維

君主制政權的批判，但在巴勒維政權覆滅後，反對君主制國家的⽭頭也轉⽽指向

其鄰近國家—海灣阿拉伯君主制國家。於伊朗⾰命後，沙國等海灣君主制國家除

了親西⽅傾向受到伊朗批評，其君主制體制亦飽受詬病。根據何梅尼的追隨者指

出，什葉派對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隨者與⼈民相處模式的理解，是構成什葉派教

派傳統的⼀部份，⽽君主制的政治結構卻與什葉派對於國家統治者的理解相互⽭

盾；同時，何梅尼曾表⽰統治者應與民同⽣並接受批評，然該理念卻與君主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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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運作截然不同（Koven, 1978）。由於沙國王室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受到⽡哈⽐

派的保障，伊朗⼀⽅⾯從教派的⾓度攻擊⽡哈⽐主義不符合真正的伊斯蘭價值，

打擊其君主制的統治基礎；另⼀⽅⾯也批判沙國王室奢華的⽣活型態，並質疑其

統治正當性與作為聖城守護者的地位（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Ansari & 

Aarabi, 2019）。 

    事實上，1979 年伊朗⾰命後，伊朗成為奉⾏什葉派信仰為基本原則的國家，

並不⾜以使沙國與伊朗的關係交惡；更精確地說，真正導致兩國在規範結構層⾯

發⽣嚴重衝突，並使兩者關係逐漸惡化的關鍵是何梅尼呼籲推翻沙國君主制政權

等，會危及其政治穩定的宣傳（Ansari & Aarabi, 2019）。伊朗從⽡哈⽐主義與王

室兩⽅⾯⼊⼿，不但批評沙國統治者本⾝，亦質疑其統治正當性的來源，即⽡哈

⽐主義。為了減輕伊朗造成的壓⼒，沙國同樣採取教派途徑回應，⽽⾮淡化教派

的重要性，這也間接成為推動⽇後教派主義興起的原因之⼀。⾸先，⾯對伊朗對

⽡哈⽐主義的攻擊，沙國批評什葉派才是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指控什葉派為伊

斯蘭教異端，以及什葉派信徒為背道者（Heiden & Krijger, 2018；Gambrell, 2019；

AlSaied, 2021）。其次，沙國更加⼤向外宣揚⽡哈⽐思想的⼒道，開始向全世界輸

出沙國版本的基本教義派。在 1980⾄ 1990 年代期間，沙國在各地增設⽡哈⽐學

校、資助清真寺等，同時積極輸出反什葉思想，與伊朗進⾏意識形態層⾯的對抗

（Wehrey et al., 2009；Ighani, 2016；Yosufi, 2016；AlSaied, 2021）。此外，沙國也

進⾏電視福⾳佈道，利⽤衛星頻道宣傳遜尼派基本教義派，⽽這也造成印尼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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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教義派的流⾏（Hassan, 2018；Ansari & Aarabi, 2019）。 

    因⽯油產業帶來的豐厚收⼊，沙國有雄厚的資本能和伊朗在區域甚⾄全世界

進⾏意識形態的競逐，也讓教派主義的傳播更為快速（Ansari & Aarabi, 2019）。

沙國在 1979 年後針對伊朗意識形態攻擊所做出的回應，使教派議題在此之後獲

得強勁的成⾧動⼒，⽽兩國⼀來⼀往的互動過程也不斷刺激遜尼派與什葉派群眾

對於⾃我教派⾝份的審視，使教派問題的重要性在其競逐中逐漸成⾧。因此，從

1979 年伊朗政治變局後兩國展開意識形態競逐來看，1979 年伊朗⾰命可以視為

兩國規範結構形成重⼤⽭盾的轉捩點。 

 

⼆、規範結構對權⼒結構之影響：區域政治權⼒結構之初分 

    1979 年以後，伊朗精神領導⼈何梅尼向區域宣傳的意識形態及其外交政策，

導致伊朗與美國、沙國等國家關係惡化，進⽽使伊朗的國際地位⾯臨被孤⽴的危

機。⾸先，1979 年伊朗⾰命之後續影響改變美國原先在中東地區推⾏的雙柱政

策架構，伊朗不僅中斷了與美國的合作關係，德⿊蘭⼈質危機更使伊朗與美國的

關係⾛向惡化。另外，何梅尼反美的意識形態讓美國與伊朗的⽭盾逐漸擴⼤，加

上海灣國家與美國相對密切的合作關係，伊朗在海灣地區的國際地位也因此受到

衝擊。其次，若只考慮伊朗與海灣遜尼派國家的關係，何梅尼政府的意識形態亦

與其存在嚴重⽭盾。如前段所述，何梅尼向外輸出反君主制的⾰命思想，對海灣

各君主國形成直接的政治威脅，因此 1979 年後伊朗在海灣地區⾯臨孤⽴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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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意料之結果。 

    然⽽，在此國際情勢下伊朗仍堅持其外交路線，並嘗試在區域內尋找其他政

治盟友。1982 年第五次以阿戰爭爆發，以⾊列出兵黎巴嫩，是為巴勒斯坦問題的

延續。隨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與以⾊列軍隊在黎巴嫩南部的衝突逐漸升溫，伊朗

的外交政策在此背景下獲得了⼀⼤成就，即黎巴嫩真主黨的建⽴（Ansari & Aarabi, 

2019）。伊朗為真主黨提供軍事、經濟及意識形態層⾯的⽀持，⽽與真主黨的政

治合作也是伊朗反以⾊列意識形態中的⼀個重要環節。從後續的發展來看，真主

黨⾄今⼀直扮演伊朗在區域內的忠實盟友，在區域事務上多與其站在同⼀陣線，

也在伊朗逐步突破外交孤⽴的過程中產⽣助益。例如，有學者指出真主黨在伊朗

—阿拉伯國家—以⾊列三⽅關係中的重要性，真主黨協助巴勒斯坦武裝團體軍事

培訓，加強以⾊列與阿拉伯國家間的衝突對⽴，可避免伊朗在其他兩者關係穩定

的情況下⾯臨更嚴峻的孤⽴局⾯（Byman, 2006）。 

    同時，在敘利亞與伊朗的政治聯盟中，真主黨亦具關鍵性的影響⼒。1982 年

以前，敘利亞原本也擔⼼會受伊朗⾰命意識形態的衝擊，但真主黨的出現卻創造

敘利亞與伊朗的共同利益。對敘利亞⽽⾔，與真主黨形成同盟可為其與以⾊列談

判的籌碼，因此敘利亞也加⼊⽀持真主黨的⼀員（Byman, 2006）。另外，伊朗、

敘利亞與區域國家之關係亦有雷同之處；伊朗因強烈的意識形態⾯臨孤⽴困境，

⽽敘利亞與伊拉克、以⾊列、美國的緊張關係也使伊朗與敘利亞逐漸⾛向彼此。

基於⾧期與伊拉克的⽭盾，敘利亞是阿拉伯國家中少數在兩伊戰爭中⽀持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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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雖然在此階段敘利亞與沙國等海灣國家的關係還未出現嚴重分歧，但

伊朗、敘利亞和真主黨之間已開始出現政治合作動機，逐漸將三者推向更緊密的

合作。 

    在沙國⽅⾯，⾃ 1979 年後沙國等海灣遜尼派國家便開始⾯臨伊朗⾰命思想

散播的壓⼒。例如緊接在伊朗⾰命爆發的幾個⽉後，沙國發⽣⿆加禁寺圍困事件，

其領導⼈主張推翻沙國王室政權，使其政府切⾝感受到伊朗⾰命造成的影響⼒

（Ansari & Aarabi, 2019）。⽽何梅尼除了以⾔語⿎勵⾰命，亦對沙國內部什葉派

採取實際作為，刺激其對沙國政府的反抗⼼理。伊朗政府透過媒體向沙國什葉派

宣傳反政府思想，同時也⽀持阿拉伯半島伊斯蘭⾰命組織（Organization fo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 OIRAP）。OIRAP 為沙國的地下政治

組織，⽬標為在阿拉伯半島發動什葉派伊斯蘭⾰命，1980 年早期 OIRAP 也曾發

⾏⽉刊，批判沙國政府對什葉派的政策。伊朗政府對於沙國內部什葉派的⿎動，

或是對什葉派反抗勢⼒的⽀持，都促使沙國政府與其什葉派民眾的關係惡化，導

致 1980 年代許多沙國政治運動⼈⼠被迫流亡，⽽這些什葉派運動遺緒也造成教

派主義在沙國的持續流⾏（Khan, 2019）。 

    在伊朗向外擴張影響⼒的同時，區域內擔憂伊朗威脅的其他國家也逐漸向彼

此靠攏，例如 1980 到 1988 年兩伊戰爭期間，阿拉伯國家對伊拉克的⽀持，便能

說明遜尼派國家對抗伊朗的⼒量集結（Ansari & Aarabi, 2019）。伊拉克什葉派在

⾙克爾（al-Bakr）及海珊執政時期都受到政策歧視，也被政府視為國家安全的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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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脅，在海珊取代⾙克爾總統後，對什葉派的偏⾒更是有增無減（Robinson et 

al., 2018）。學者指出，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Iraqi Ba‘ath）執政時期，兩伊

的地緣政治競逐就帶有強烈的教派⾊彩，⽽伊朗⾰命後何梅尼欲於伊拉克複製伊

斯蘭⾰命的⽴場，更進⼀步惡化伊朗與伊拉克的關係（Robinson et al., 2018）。

1980 年兩伊戰爭爆發，伊拉克獲得以沙國為⾸的海灣國家⽀持，其中的原因之

⼀便是海灣君主制國家有意打壓伊朗⽇漸擴張的影響⼒。這些欲抵禦伊朗擴張的

國家在兩伊戰爭中展現出的團結傾向，除了是互助陣營雛形的浮現，也代表遜尼

派政權與什葉派政權的競逐因兩伊戰爭的發展進⼀步加劇。 

    另⼀項能象徵沙國與伊朗競逐出現權⼒結構劃分雛形的事件是 1981 年海灣

君主制國家聯合成⽴的海灣合作理事會。在伊朗向外傳播⾰命思想的時空背景下，

伊朗對與其地緣關係最為相近的海灣君主制國家，發動破壞其政權穩定的⾏動，

其中以科威特深受其害（Kabalan, 2019）。為了共同抵抗伊朗⾰命思想的壓⼒，

1981 年沙國與五個海灣國家，分別為科威特、巴林、卡達、阿聯和阿曼，組成海

灣國家合作理事會；另於 GCC 的框架之下，亦有半島之盾部隊作為保障其成員

國不受外部軍事侵犯的機制。就 1980 年代⾄ 1990 年代的情況⽽⾔，沙國與其他

享有共同利益的成員國共組 GCC，不但能防⽌受到伊朗與伊拉克的侵犯，也有

利鞏固其於海灣地區之影響⼒，⽽伊拉克在 2003 年後也不再是 GCC 積極防禦

的對象。若從現今沙國—伊朗競逐回溯到 GCC 成⽴之初，可以發現 GCC 架構的

實現亦能說明在伊朗⾰命的壓⼒下，以沙國為⾸的海灣君主制國家產⽣政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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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的靠攏，也是沙國與海灣遜尼派國家形成政治聯盟的早期雛形。 

    在 1979 年伊朗⾰命造成伊朗政局巨變之後，伊朗與沙國展開意識形態的競

爭，象徵著兩國過去的合作關係變調，並在規範結構上出現重⼤分歧。在雙⽅的

推動之下，何梅尼的⾰命思想、反君主國家等主張與沙國的反什葉宣傳在區域內

快速傳播，⽽此次的⾵潮也造成⽇後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分歧逐漸加深。同時，

伊朗在 1979 年後⾯臨外交孤⽴的困境，使其踏出尋找區域盟友的第⼀步，與真

主黨和敘利亞基於共同價值與利益逐漸深化關係；沙國等遜尼派海灣國家則在區

域事務上展現團結，GCC 的成⽴更說明遜尼派國家權⼒結構開始集中。就此階

段⽽⾔，1979 年劃下沙國遜尼派與伊朗什葉派規範結構競逐的開端，也推動兩

國漸漸形成權⼒結構集團的雛形。 

 

第⼆節、2003年伊拉克戰爭對兩國競逐之推動： 

教派主義成⾧下雙⽅陣營的權⼒集中化 

    2001 年九⼀⼀事件發⽣後，美國時任總統布希向「恐怖主義」宣戰，其中便

包含被列為邪惡軸⼼國之⼀的伊拉克。2003 年，美國以伊拉克藏有⼤規模殺傷

性武器以及⽀持恐怖主義為由，對伊拉克海珊政權開戰。在此之後，海珊政權在

伊拉克的統治⾛向終結，後續的權⼒真空時期也導致伊拉克國內陷⼊⾧達多年的

政治動亂。對於沙國—伊朗的競逐⽽⾔，2003 年伊拉克戰爭是繼 1979 年伊朗⾰

命後的另⼀重⼤轉捩點，於推動競逐發展富有重要意涵，⽽其重要性可從以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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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向檢視（Ighani, 2016；Leon, 2017；Ahmadian, 2018；Kaddorah, 2018；Kausch, 

2018）。 

第⼀，於權⼒結構⽅⾯，伊拉克被移出中東強權之列，同時強化了沙國與伊

朗間的競爭（Ighani, 2016）。海珊政權的覆滅為伊朗減少了⼀個強勁的區域競爭

對⼿，⽽在海珊政權之後接替的什葉派新政府⼜與伊朗有良好的關係，因此對伊

朗⽽⾔，2003 年的政治變動不僅為伊朗去除⼀個敵⼈，反⽽還增加⼀個朋友。相

反地，對沙國⽽⾔雖然海珊政權終結亦是消除其國家安全隱憂，但伊朗區域影響

⼒的擴張卻是沙國不樂⾒的結果。隨著伊拉克戰後局勢推動教派主義的成⾧，遜

尼派國家逐漸在 GCC 的框架之下達成更密切的合作關係，以對抗伊朗擴張帶來

的威脅；⽽伊朗也因伊拉克政權的更迭，達到地緣政治影響⼒建構的重⼤突破。 

    第⼆，於規範結構⽅⾯，伊拉克戰爭的後續發展為教派主義帶來新⼀波的⾼

峰（Leon, 2017；Kaddorah, 2018；Gambrell, 2019）。伊拉克⾯臨權⼒真空後，其

內部及外部勢⼒紛紛加⼊伊拉克的混亂局勢。他國勢⼒為了保障本國在伊拉克的

利益開始⽀持分屬不同教派的政治組織，例如伊朗與伊拉克的什葉派政府交好，

沙國等遜尼派國家也暗中⽀持伊拉克內部的遜尼派武裝勢⼒。對海灣國家統治者

⽽⾔，他們將伊拉克的亂局視為遜尼派與什葉派的⾓逐，同時也是沙國與伊朗的

代理⼈衝突（Robinson et al., 2018）。在內外勢⼒交錯的情況下，教派暴⼒事件不

斷重演，跨教派的恐懼也在伊拉克社會逐漸蔓延，進⽽強化教派主義在區域內的

流⾏。綜上所述，2003 年伊拉克戰爭對權⼒結構與規範結構衝擊程度之⼤，對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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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伊朗的競逐發展具關鍵性之影響。 

 

⼀、權⼒結構對規範結構之影響：伊拉克動亂下被強化的教派主義 

    2003 年美國率領多國聯合部隊攻打伊拉克消滅海珊政權，伊拉克隨後陷⼊

無政府狀態，各⽅勢⼒都希望在此混亂局勢中謀求利益。⾯對伊拉克政治局勢的

巨變，除了內部武裝勢⼒的興起外，伊朗與沙國也參與了伊拉克內部的權⼒⾓逐，

⽽外部⼒量的介⼊更加速了伊拉克教派主義的盛⾏（Robinson et al., 2018）。 

    事實上，在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執政時期，教派主義思想的種⼦便已種

下。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由原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分裂⽽出，該政黨於敘利亞

亦握有政權；然伊拉克與敘利亞分⽀⽴場敵對，加上伊拉克視伊朗為敘利亞分⽀

之區域盟友，故導致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政權與伊朗關係的惡化（Robinson 

et al., 2018）。海珊總統上任後，伊拉克政府對什葉派的敵意更為加深，與伊朗的

關係亦趨於緊張。如 1991 年伊拉克爆發反遜尼⾰命後，政府對什葉派的暴⼒鎮

壓使其累積更多對政府的不滿（Robinson et al., 2018）。整體⽽⾔，海珊總統執政

時期遜尼派與什葉派便已存在分歧，⽽這些內部摩擦在伊拉克陷⼊動亂後也成為

⼀個易受政治團體操弄的議題。 

    海珊政權的消亡打破了伊拉克內部及中東地區原有的權⼒平衡，在伊拉克⾧

期掌權的遜尼派失去政治權⼒，取⽽代之的是新興的什葉派⼒量。⾃伊拉克戰敗

後，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教派衝突開始增多，⾄ 2006 年，伊拉克已經陷⼊⽩

熱化的教派衝突（Yosufi, 2016；Robinson et al., 2018）。教派衝突的死傷⼈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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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達到三萬四千⼈，另也有 2008 年的報告搜集不同來源的數據，指出傷亡

⼈數介於三萬四千⾄七⼗六萬⼈不等。雖然伊拉克教派衝突受害者的⼈數較模糊，

但能確定的是此時期教派衝突氾濫，且學者也認為這些衝突多是受到對特定教派

敵意所主導（Yosufi, 2016；Robinson et al., 2018）。 

除伊拉克內部既存的教派⽭盾，外部⼒量的加⼊對教派主義流⾏亦具推波助

瀾之效果，⽽伊朗與沙國等海灣國家更是關鍵的外部⾏為者。⾸先，在海珊執政

時期，伊朗與伊拉克的關係便已惡化。且在 2003 年以前，伊朗早已介⼊伊拉克

政治，並嘗試影響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政權的統治，例如伊朗⽀持伊拉克伊

斯蘭⾰命最⾼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for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 SCIRI）和

巴德爾組織（Badr Corps）在伊拉克的活動（Robinson et al., 2018）。前者為伊拉

克什葉派伊斯蘭運動組織，成⽴於 1982 年，由 Mohammad Baqir al-Hakim 領導，

在伊拉克國內進⾏推翻海珊政權的運動；後者原為隸屬於前者的軍事組織，同樣

受到伊朗⽀持，今⽇已轉型為伊拉克的什葉派政黨。2003 年以後，伊朗持續借助

伊拉克伊斯蘭⾰命最⾼委員會和巴德爾組織的⼒量，試圖從其國內影響伊拉克什

葉派政府。與此同時，伊朗也公開⽀持反遜尼的武裝⼒量，例如Asa’ib Ahl al-Haq，

或對什葉派民兵組織提供軍事援助，並煽動伊拉克⼈民發動反美⾏動（Robinson 

et al., 2018）。伊朗對伊拉克什葉派的⽀持讓該國遜尼派擔⼼⾃⾝地位將被進⼀步

孤⽴，伊拉克遜尼派故⽽逐漸形成⼀股反對勢⼒，伊朗對伊拉克內政的介⼊遂成

為強化伊拉克內部教派分歧的推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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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伊朗外，沙國在伊拉克的⾏動亦助⾧教派主義之傳播。對海灣國家的領導

⼈⽽⾔，伊拉克戰後的政治動盪反映遜尼派與什葉派間的權⼒⾾爭，同時也代表

遜尼派阿拉伯國家與伊朗之間的權⼒⾓逐；因此海灣遜尼派國家⽀持伊拉克反什

葉活動，⼀⽅⾯抑制伊朗在海灣地區⽇漸擴張的影響⼒，另⼀⽅⾯也降低其對海

灣遜尼派國家造成的威脅（McMillan, 2006；Robinson et al., 2018）。伊拉克官⽅

表⽰，⾃ 2003 年開始有⼤量⾦流從沙國流⼊伊拉克；美國的伊拉克研究⼩組亦

指出，沙國是⽀持遜尼派反對活動的⾦主國（Nasrawi, 2006）。雖然沙國政府否認

對遜尼派反對勢⼒的⾦援，卻有伊拉克官員指出沙國的資⾦流向伊拉克遜尼派神

職⼈員，其多以私⼈捐贈或天課的⽅式募集，再⽤於購買武器⽀持遜尼派的活動

（Nasrawi, 2006）。1980 年代開始，沙國便已向外進⾏反什葉宣傳，強化區域遜

尼派與什葉派⾝分的認同意識；在 2003 年伊拉克什葉派崛起後，沙國的反什葉

宣傳於區域內獲得更廣泛的共鳴，也深化了遜尼與什葉之間的教派嫌隙

（McMillan, 2006；Wehrey et al., 2009）。 

    伊拉克戰後嚴重的教派對⽴不僅源於海珊執政時期的歷史淵源，更與外部⼒

量對教派組織的⽀持息息相關。在教派暴⼒盛⾏之下，伊拉克什葉派被形容為危

險的背道者，遜尼派則被描繪為想重新奴役什葉派的群體（Robinson et al., 2018）。

當教派主義的思想逐漸深⼊社會，且教派暴⼒事件不斷重演的情況下，對於特定

教派的偏⾒與敵意將趨於強化，⽽教派議題也更容易被當作各⽅政治宣傳的號召

⼝號。⾧此以往，教派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再侷限於伊拉克，其外溢效果更將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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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傳播到鄰近國家，甚⾄於整個區域。對此，學者也認為在教派衝突頻繁的背

景之下，伊拉克內部形成了⼀個教派主義與教派暴⼒事件互相強化的迴圈；在沙

國與伊朗對伊拉克事務的介⼊之下，這個循環進⼀步使教派主義的概念外擴⾄區

域層⾯，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形成更多⽭盾⾯向（Robinson et al., 2018）。 

 

⼆、規範結構對權⼒結構之影響：區域政治權⼒結構集中化 

2003 年伊拉克戰後⾃其國內外溢⾄區域層⾯的教派主義，為沙國與伊朗的

競逐加重教派主義的⾊彩。規範結構因素的改變同時也推動區域權⼒結構的變化，

對伊朗⽽⾔，2003 年海珊政權的覆滅為其帶來向外擴張地緣政治影響⼒的機會，

也就是什葉新⽉的成形；對沙國等海灣遜尼派國家⽽⾔，伊拉克遜尼派政權的消

亡使其需要在既有框架下深化合作關係，建⽴⼀個更緊密的遜尼派聯盟對抗伊朗

構成之潛在威脅。 

    「什葉新⽉」雖然是指伊朗於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勢⼒分佈範圍，但這個概

念最⼀開始卻不是由伊朗提出的。2004 年，約旦國王阿⼘杜拉⼆世⾸次提出什

葉新⽉的概念，並呼籲遜尼派國家應提防伊朗⽇漸擴張的影響⼒。該想法提出之

際正好處於伊拉克⾯臨劇烈權⼒變動的時期，⽽阿⼘杜拉國王以什葉新⽉定義伊

朗的對外擴張，反映了兩個層⾯的意義。⾸先，從權⼒結構⽽⾔，伊朗的地緣政

治影響⼒擴及伊拉克，說明伊朗突破遜尼派國家的封鎖，與其盟友漸漸在區域內

形成⼀條地理上的連續分佈帶。其次，就規範結構⽽⾔，什葉新⽉將伊朗與其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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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定義為⼀個意識形態導向的聯盟，對遜尼派國家來說，這將對其構成⼀個什葉

派導向的安全威脅；另外，以教派區分政治聯盟同時也代表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

⽇益加深的歧異。 

    雖「什葉新⽉」之名充滿了什葉派意識形態的暗⽰，卻不代表伊朗的外交政

策是受什葉派⾝份主導的。實際上，什葉新⽉的建構具有權⼒結構與規範結構的

雙⾯性，其成員與伊朗存在權⼒結構層⾯的共享利益，亦在規範結構層⾯具有共

同價值。例如伊朗提供黎巴嫩真主黨軍事⽀持，不僅能拓展其地緣政治影響⼒，

也符合雙⽅反以⾊列的意識形態。2003 年以後，教派主義的興盛加強了什葉新

⽉在規範結構層⾯相近的形象，相對便可能忽略其成員間的權⼒合作。同時，在

此背景下，教派因素會加強伊朗與伊拉克什葉派間的拉⼒，亦會增強伊拉克什葉

派與遜尼派國家間的推⼒。伊朗與伊拉克什葉派政府的關係在教派主義的盛⾏下

趨於緊密，加上權⼒結構因素的作⽤，使兩者逐漸形成密切的合作關係。從伊拉

克什葉派政府的⾓度來看，獲得伊朗的軍事⽀持，是其維持政治勢⼒的關鍵條件；

⽽從伊朗的⾓度⽽⾔，與伊拉克建⽴關係不但可以打破原先遜尼派國家構成的地

緣政治屏障，伊拉克關鍵的地理位置也使其⽇後與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的聯絡

更為便捷，可謂其經營地緣政治影響⼒的重要據點（崔進揆，2017）。 

2003 年以後中東地區的政治權⼒版圖變化，使伊拉克不能繼續扮演制衡伊

朗權⼒擴張的⾓⾊，加上教派主義在區域內的盛⾏，也讓海灣遜尼派國家擔憂將

形成⼀個以伊朗為核⼼的什葉派勢⼒範圍。因此，海灣遜尼派國家也在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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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相應調整，其中最關鍵的便是 GCC 合作框架在 2003 年以後產⽣的變化。

Çetinoğlu（2010）提到，雖然 GCC 是受到安全因素推動成⽴，但在 2003 年以前，

因成員國間對彼此的互信基礎並不深厚，許多軍事合作事項也較難達成協議；然

⽽，2003 年以後遜尼派國家⾯臨什葉新⽉成形的壓⼒，GCC 的關注焦點也轉向

外部⾏為者（主要針對伊朗）對其成員國構成之威脅，並深化成員國間雙邊或多

邊的軍事合作。 

    關於 GCC 在 2003 年以後轉⽽⼀致抗外的傾向，阿聯與伊朗之間的島嶼主

權爭議便是其中⼀個例⼦。誠如第⼆章內容所述，阿布穆薩島和⼤⼩通布島的主

權議題隨著沙國與伊朗的競逐發展，其性質從阿聯與伊朗的雙邊爭議，上升⾄

GCC 與伊朗之間的⼟地主權爭議。Çetinoğlu（2010）指出，該議題在 2003 年以

後受到 GCC 的關注，且其成員國保持相同⽴場⽀持阿聯對島嶼的權利主張。此

外，GCC 成員國也向外發展與世界強權之安全合作，如巴林、科威特、阿聯與卡

達加⼊北⼤西洋公約組織的伊斯坦堡合作倡議4（Istanbul Cooperation Initiative, 

ICI），GCC 也試圖加強與歐盟的政治及軍事合作。最後，在其組織內部層⾯，

GCC 成員國領導者決定深化既有框架下的軍事合作，將合作範圍擴及成員國的

武器⾛私與安全資訊交換（Çetinoğlu, 2010）。 

2003 年美國⼊侵伊拉克帶來的權⼒結構變動，與隨後蔓延於區域內的教派

 
4 伊斯坦堡合作倡議於 2004 年提出，⽬的為促進全球及區域⾧期之安全與穩定，並涉及國防預

算、軍事訓練及打擊恐怖主義等合作。https://www.nato.int/docu/comm/2004/06-istanbul/docu-
cooper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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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思想，將伊朗與沙國陣營推向進⼀步的權⼒集中。在伊朗⽅⾯，與伊拉克什

葉派政府的良好關係使其突破原先遜尼派國家形成的屏障，得以和其他區域盟友

建⽴更便捷的聯繫，同時也讓伊朗的地緣政治影響⼒建構階段邁向什葉新⽉的成

形；在沙國⽅⾯，⾯對 2003 年以後伊朗擴張影響⼒的壓⼒，遜尼派國家之間開

始加強與彼此的連結，或尋求與外部⼒量的合作以對抗伊朗⼒量的崛起，且 GCC

組織內部的政治及軍事合作亦趨於深化，在其政策上顯現出更多共抗伊朗的傾向。 

 

第三節、2011年阿拉伯之春對兩國競逐之推動： 

教派主義再成⾧與多國衝突表象的教派化 

    2010 年底，⼀名突尼西亞⼩販與當地警⽅發⽣糾紛後⾃焚抗議，激起該國

⼈民對政府的不滿爆發，後演變為茉莉花⾰命。很快地，突尼西亞的⾰命浪潮席

捲中東北⾮國家，加上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區域內⼤部分國家都受到⾰命⾵潮

的衝擊。在⾰命⾵氣的快速傳播下，部分國家統治者被迫下台，如突尼西亞和埃

及；部分國家陷⼊內戰，如敘利亞、利⽐亞及葉⾨；⽽其他零星的⽰威抗議活動

更是在區域內如⾬後春筍般冒出，對中東北⾮國家統治者形成⼀⼤挑戰。 

    繼 2003 年伊拉克戰爭，阿拉伯之春的到來是另⼀中東政治局勢的重要轉捩

點，此後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也進⼊更激烈的階段（Cakmak, 2015；Ighani, 2016；

Leon, 2017；Litvak, 2017；Ahmadian, 2018；Kaddorah, 2018；Robinson et al., 2018）。

在權⼒結構⽅⾯，阿拉伯之春為各國帶來不同程度的政治挑戰或衝擊，沙國與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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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的競逐也延伸到陷⼊動亂的國家，如敘利亞及葉⾨。阿拉伯之春亦被形容為伊

朗向外發展地緣政治影響⼒的⼀⼤機會，使其能在各國政治動盪之際，進⼀步鞏

固或擴張什葉新⽉的勢⼒範圍（Cakmak, 2015）。在政治權⼒鬆動下，內外勢⼒的

交錯強化區域教派主義的發展，沙國與伊朗擴張⾄各地的競逐也逐漸出現以教派

⾝份劃分的競爭集團。 

在規範結構⽅⾯，混亂的政治局勢使教派主義的發展⼜達到⼀波新的⾼峰

（Cakmak, 2015；Leon, 2017；Hassan, 2018；Kaddorah, 2018；Kausch, 2018；

Robinson et al., 2018；Gambrell, 2019）。伊朗利⽤什葉派的⾝份認同影響區域內

的什葉派，加上⾰命⾵氣盛⾏，沙國東部省和巴林都出現什葉派的⽰威抗議活動

（Matthiesen, 2014；Cakmak, 2015）。此外，敘利亞陷⼊內戰後，沙國與伊朗⽀持

不同政治團體進⾏教派動員，教派衝突頻傳強化了敘利亞的教派主義發展。如同

2003 年以後伊拉克內部教派主義外溢⾄區域層⾯的過程，教派主義在此階段的

⼤幅成⾧使區域內的遜尼派與什葉派⾛向更深的教派分歧。 

 

⼀、權⼒結構對規範結構之影響：多國混亂下被強化的教派主義 

    阿拉伯之春的⾰命浪潮對區域國家穩定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部分衝擊是⼈

民受到⾰命⿎舞，勇於上街表⽰對既存社會問題的不滿，此類型程度相對輕微，

不會危及原有政權的統治；另⼀部份則導致相對嚴重的後果，例如敘利亞在發⽣

⽰威活動後繼⽽⼜出現更⼤規模的衝突，最後爆發內戰演變成多國牽涉其中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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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阿拉伯之春造成的權⼒結構變動使區域原有的權⼒平衡受到破壞，在各

⽅勢⼒逐漸達成新的權⼒平衡之前，教派主義卻在這個過程中再次被強化。 

    在討論中東地區教派主義於此階段的⼤幅成⾧前，中東北⾮國家的歷史發展

背景也與此息息相關。在兩次世界⼤戰嚴重消耗英法等殖民強權的國⼒之前，中

東北⾮國家在獨⽴前多為受殖民國家統治的地區。1916 年，英國、法國及俄國秘

密⽠分原鄂圖曼⼟⽿其帝國的領⼟，簽訂了賽克斯⽪科協定。該協議將中東地區

以⼈⼯國界劃分，忽略了當地複雜的地理、民族、教派等條件，埋下⽇後中東地

區諸多政治問題的根源。此外，殖民國家在統治中東地區時期，偏好少數教派的

分化政策既加強了⼈民對於教派⾝份的認同意識，也是導致⽇後各教派間嫌隙擴

⼤的隱憂。受到殖民遺緒的影響，混亂交錯的⾝份認同使中東國家在獨⽴後多⾯

臨到國家認同薄弱的挑戰（Cakmak, 2015）；到近數⼗年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過程

中，教派⾝份問題被頻繁⽤作政治宣傳的⼝號，教派主義的思想也得以在區域內

進⼀步紮根。 

    除了中東國家本⾝歷史發展過程留下的影響外，2011 年阿拉伯之春在各地

帶來的政治動盪更是教派主義能於此階段⼤幅成⾧的背景因素。⾸先，2011 年巴

林爆發反政府⽰威活動，起初⼈民先是上街表達對於政治及經濟改⾰的訴求，但

後來卻逐漸演變成伊朗與沙國的攻防戰，也渲染了教派主義在其中的作⽤。巴林

政府指控⽰威活動中最⼤的反對團體 al-Wefaq 是和教派主義極端組織有所聯繫，

並奉⾏外國宗教意識形態的團體（Kaddorah, 2018）。對於⼈民的訴求，巴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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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請求 GCC半島之盾部隊進⼊國內鎮壓⾰命。在此次事件中，巴林政府以教

派主義的指控緩解⽰威活動的改⾰壓⼒，不但模糊了最初的社會改⾰訴求，其轉

移焦點⾄教派主義意識形態與外國勢⼒介⼊的做法，反⽽容易助⾧教派主義的發

展。 

    Cerioli（2018）指出，沙國⾃ 2003 年以後對中東地區的衝突有更深的涉⼊，

且其亦嘗試於教派主義的⾵潮下謀求政治利益或擴張影響⼒。在 2011 年巴林的

反政府⽰威中，沙國將什葉派塑造成⼀個危害區域穩定的族群，以便合理化對什

葉派反對者的打擊。⽽其積極⼲預巴林反政府⽰威的⾏為，也反映出遏⽌⽰威活

動氛圍擴及海灣地區，以及避免巴林什葉派取得政權的考量。同時，Cerioli（2018）

也提到，沙國在巴林的抗議事件中未以泛伊斯蘭主義的⾓度平和解決，反⽽是以

教派對抗的形式回應⽰威壓⼒。⽽伊朗對於巴林什葉派⽰威⾏動的⽴場則認為抗

議爆發的根源是⼈民普遍對政府的不滿，不只限於特定什葉派群眾；同時，伊朗

也譴責 GCC派兵巴林為⼀種⼊侵⾏為。另外，雖巴林政府堅持伊朗⽀持什葉派

抗議⾏動，伊朗卻堅定否認存在介⼊問題。事實上，伊朗於該事件的涉⼊程度較

為模糊，其⽀持也多為聲援性質，相對缺乏其他實質作為（Ahmadian, 2018；Cerioli, 

2018）。整體⽽⾔，在巴林的抗議活動中，沙國與巴林政府表現出對什葉派較強

的敵意，該對⽴情緒可⾒於其出兵決策，也造成教派分歧的深化；伊朗則多為⼝

頭表達⽀持，且其傾向主張抗議是出於全體⼈民對現況的不滿，相⽐沙國較為淡

化教派⾝份於其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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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地，受到阿拉伯之春影響，沙國內部亦有改⾰聲浪出現。其中東部省什

葉派⼈民尋求和平改善歧視問題的途徑，遜尼派⼈⼠中也出現要求政府進⾏改⾰

的聲⾳。對於內部湧現的改⾰壓⼒，沙國政府通過教派主義的操作分化什葉派與

遜尼派的改⾰⼒量，⼀⽅⾯避免反對聲浪過⼤影響社會秩序，另⼀⽅⾯卻也強化

了教派主義的發展（Matthiesen, 2014；Wehrey, 2014；Khan, 2019）。此外，敘利

亞則是另⼀個國內教派主義因區域混亂局勢⽽助⾧的國家。⼀開始敘利亞⼈民的

抗議主要是針對政府治理問題及改善經濟條件等訴求，但阿薩德政府以暴⼒⽅式

回應和平抗議，導致衝突愈發擴⼤演變成內戰。為鞏固其政權，阿薩德政府指控

⽰威者為推動教派主義的伊斯蘭主義者，並強調少數教派不能⽣活在遜尼派的統

治之下，強化少數阿拉維派的恐懼。加上沙國與伊朗的地緣政治競爭擴及敘利亞，

並在當地持續⽀持宣傳教派主義的武裝勢⼒，導致敘利亞內部衝突的教派主義⾊

彩趨於濃厚（Robinson et al., 2018）。 

    2011 年阿拉伯之春激起中東北⾮地區的⾰命浪潮，各地區紛紛⾯臨政治權

⼒結構的挑戰或衝擊。在上述的案例中，巴林、沙國與敘利亞都出現以教派⾓度

回應，或強調教派⽭盾以維護政權穩定的模式。就各國內部⽽⾔，當教派議題模

糊社會改⾰訴求，不但會對改⾰進程造成阻礙，也會加強教派間的分歧；就區域

層⾯⽽⾔，教派主義在特定國家流⾏的外溢效果會使其傳播⾄整個區域，⽽區域

教派主義也會反向影響各國的教派主義發展。⽽在 2011 年⾰命浪潮的時空背景

下，教派主義也隨著上述多國衝突的爆發達到新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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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結構對權⼒結構之影響：區域衝突表象的教派化 

    在區域教派主義盛⾏下，沙國與伊朗雙⽅逐漸形成兩⼤壁壘分明的競爭集團，

同時教派⾝份成為最鮮明的標誌。對沙國⽽⾔，伊朗在擴張地緣政治影響⼒的過

程中逐漸形成⼀個以什葉派為中⼼的政治同盟，⽽沙國也致⼒於聯合其他遜尼派

國家共同對抗伊朗在區域內的發展。隨著阿拉伯之春造成區域多國陷⼊政治動盪，

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涉⼊他國的權⼒⾾爭，⽽兩國也在其中運⽤教派主義的意識形

態，造成區域衝突有更強烈的教派化表象，形成界限清晰的遜尼派與什葉派對抗

團體。 

    ⾃ 2003 年伊朗與沙國的勢⼒進⼊伊拉克後，其競逐版圖遂擴及該地，2011

年以後兩國的競逐範圍更延伸到敘利亞與葉⾨。如果將伊朗影響⼒延伸⾄伊拉克

定義為什葉新⽉的成形，則 2011 年以後的階段，沙國等海灣遜尼派國家將更擔

⼼什葉新⽉的影響範圍從新⽉擴⼤為滿⽉；例如 2014 年 9⽉，胡賽組織佔領葉

⾨⾸都沙那就被沙國視為伊朗勢⼒擴及其南部邊界的象徵（Cakmak, 2015；Litvak, 

2017）。此階段教派主義被頻繁使⽤於教派動員，致其重要性再次提升，進⽽通

過兩國在敘利亞及葉⾨的衝突，也可以說明雙⽅的競逐漸漸出現界線趨於分明的

教派競爭集團。 

    ⾸先，兩者在敘利亞的代理⼈衝突廣泛使⽤教派主義作為凝聚政治及軍事權

⼒的途徑。除了阿薩德政府利⽤教派恐懼穩固政權以外，伊朗也以⽀持什葉派聖

戰等具教派意涵的⼝號，呼籲黎巴嫩、伊拉克等地的戰⼠前往敘利亞⽀持阿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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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軍；此外，伊朗的精神領導⼈也允許神職⼈員頒布教令，將什葉派武裝團體

在敘利亞的⾏動視為符合宗教義務的⾏為（Robinson et al., 2018）。同時，黎巴嫩

真主黨也在敘利亞的動盪中⽀持阿薩德政權。另⼀⽅⾯，沙國的遜尼派神職⼈員

也以反什葉以及反阿拉維派的主張，號召遜尼派投⼊敘利亞戰事。沙國⼀開始⽀

持敘利亞⾃由軍（Free Syrian Army, FSA），該組織的教派⾊彩相對較淡；後隨著

戰事趨於激烈，沙國也開始⽀持其他更具教派主義傾向的基本教義派團體，如伊

斯蘭陣線（Islamic Front）和伊斯蘭軍（Jaish al-Islam）（Robinson et al., 2018）。

在兩國的教派動員下，敘利亞的戰亂從和平⽰威逐漸變調，演變成遜尼派與什葉

派各⾃以教派號召⽀持者的衝突。然⽽回顧衝突爆發初期，教派差異並⾮造成⽭

盾的主因，但卻在雙⽅團體持續操作教派議題動員⽀持者以後，漸成為⾜以影響

各國政府作為的因素。 

    其次，葉⾨內戰亦能說明教派主義的流⾏如何造成沙國與伊朗競爭集團的教

派化。2011 年葉⾨爆發反政府⽰威時，沙國便已有介⼊，但當時主要是擔⼼抗議

活動延燒到海灣地區，影響區域政治穩定。隨著葉⾨內部衝突升溫，該地區的發

展也牽動沙國與伊朗分別涉⼊其中。沙國將胡賽組織視為伊朗的代理⼈，因此與

哈迪總統共同對抗胡賽組織，就等同與伊朗進⾏意識形態的對抗（Cerioli, 2018）。

沙國的主張反映其將胡賽組織與伊朗視為⼀個共同的什葉派聯盟，⽽如同應對巴

林反政府⽰威的模式，沙國在葉⾨也以教派⾓度切⼊，將其視為對抗伊朗什葉派

⼒量的正當介⼊。在教派主義的操作下，教派議題再次成為可被⽤於動員⽀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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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號，且因沙國⾧期無差別地將宰德派的胡賽組織歸類於與伊朗相同的什葉派，

最終反胡賽組織的團體中也出現將兩者視為相同的案例，說明沙國塑造胡賽組織

與伊朗⼀體化的策略是奏效的（Cerioli, 2018）。 

    然⽽，伊朗政府則堅持否認對葉⾨內戰的軍事介⼊，亦有學者指出將胡賽組

織視為伊朗的代理⼈是不準確的說法（Ahmadian, 2018；Cerioli, 2018）。與沙國

直接以軍事介⼊葉⾨內戰不同，伊朗雖與胡賽組織間存在⼀定程度的聯繫，但學

者認為其多提供精神與⾔詞層⾯的⽀持，且胡賽組織有其本⾝欲推動的區域進程，

因此不能單純將胡賽組織視為伊朗在葉⾨內戰的代理⼈（Cerioli, 2018）。即便如

此，沙國與伊朗延伸到葉⾨的競逐仍存在明顯的教派分界線，可分成⽀持哈迪總

統的沙國遜尼派，與⽀持胡賽組織的伊朗與黎巴嫩真主黨什葉派（Kaddorah, 

2018）。雖然葉⾨內戰不被認為是因教派分歧⽽⽣的衝突，但在區域教派主義的

作⽤下，介⼊的團體仍出現明顯的教派⾝份分別。這⼀⽅⾯反映中東地區⾧期以

來，在教派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下逐漸形成的地緣政治勢⼒劃分；另⼀⽅⾯則顯

⽰沙國與伊朗雙⽅的教派競爭集團已隨著區域衝突的爆發擴張到他國。 

    在 2011 年及後續各國發⽣的衝突中，沙國將伊朗及其盟友形塑成⼀個什葉

派導向的政治同盟，並聯合其他遜尼派國家與之對抗，逐漸形成兩⼤清晰的教派

競爭集團。雖然教派⾝份仍不⾜以主導沙國與伊朗的外交決策，卻已成為能影響

其作為的因素。因此，如同兩國在敘利亞的教派動員，種種的教派主義作為都加

重了沙國—伊朗競逐的教派主義傾向，且遜尼與什葉派的競爭集團也隨著區域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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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爆發擴⼤到其他地區。 

 

第四節、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互動對兩國競逐之推

動 

    藉由以上三項對區域政治局勢帶來重⼤轉變的事件，可以在沙國與伊朗的競

逐中挑出三個具象徵意義的時間點，檢視兩國競逐的發展進程（如表⼆）。第⼀

階段為 1979 年的伊朗⾰命，其後何梅尼政府⾰命思想的傳播造成伊朗與沙國的

關係趨於緊張，⽽沙國則是輸出反什葉派的⽡哈⽐主義作為回應，可視為兩國競

逐下規範結構⽭盾的開端。同時，伊朗⾯臨的外交困境與何梅尼意識形態散播的

壓⼒也分別推動伊朗及沙國等遜尼派國家政治權⼒開始聚攏，伊朗向外尋找區域

盟友，與真主黨及敘利亞逐漸深化關係；以沙國為核⼼的海灣遜尼派國家則是組

成 GCC，以對抗在區域內⿎吹⾰命的伊朗。此階段伊朗與沙國在權⼒結構上發

⽣的轉變，可以視為雙⽅形成權⼒結構競逐集團的雛形。 

    第⼆階段為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海珊政權崩潰後沙國與伊朗都介⼊了伊

拉克戰後的政治動盪，兩國在伊拉克分別⽀持不同的教派武裝團體，不但強化了

伊拉克內部的教派主義發展，且其外溢效果亦使區域內的教派主義有所成⾧。此

階段伊朗的地緣政治影響⼒突破封鎖擴及伊拉克，⽽這也被遜尼派國家當作什葉

新⽉成形的警訊。隨著教派主義的成⾧，對遜尼派國家⽽⾔，伊朗與其政治同盟

作為⼀個什葉派威脅的形象趨於清晰。⽽遜尼派國家在此階段也出現進⼀步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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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例如 GCC 內部開始深化合作，展現共同對抗伊朗的傾向。 

    第三階段為 2011 年以後的阿拉伯之春⾰命浪潮，該事件造成中東地區多國

陷⼊動亂，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遂從伊拉克延伸到敘利亞及葉⾨等地。對於區域國

家發⽣的政治衝突，各國政府通過教派途徑的解決⽅式強化了⾰命後的教派主義

⾵潮，如巴林政府、沙國與敘利亞阿薩德政府操作教派議題維繫政權穩定的做法。

同時，隨著伊朗與沙國介⼊他國衝突，如兩者分別⽀持敘利亞不同的教派主義武

裝勢⼒，以及沙國在葉⾨內戰將伊朗及其政治同盟塑造成⼀個共同的什葉派威脅，

都使區域衝突浮現逐漸清晰化的教派對抗集團。 

    從 1979 年伊朗⾰命起，權⼒與規範結構的交互作⽤使沙國與伊朗的競逐範

圍呈擴⼤趨勢。受教派主義塑造的教派政治同盟形象影響，雙⽅權⼒結構逐漸集

中化。沙國等海灣遜尼派國家形成遜尼派政治同盟，並在區域衝突中與伊朗的什

葉新⽉展開競爭。反之，教派主義被反覆運⽤於衝突中的教派動員，同時兩國⽀

持教派主義武裝組織的做法也助⾧了教派主義的盛⾏。然⽽，雖然雙⽅競爭集團

具教派化的表象，教派卻仍然不是主導兩者決策的絕對因素，僅是對推動競逐具

影響⼒的因素之⼀。對於教派主義的作⽤，Robinson（2018）提到教派衝突持續

的時間越⾧，教派議題便越可能轉⽽具有激化衝突的能⼒；Lynch（2013）也指

出，當憎恨被認為是可控的意識形態⼯具，其⾃我延續與內化的能⼒卻往往被忽

略。最後，觀察 1979 年以後的三個階段，可以發現權⼒與規範結構因素的交互

作⽤使權⼒競逐與教派主義的影響範圍逐步擴張，同時也推動沙國與伊朗的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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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雙邊關係演變為多邊關係。 

 

表⼆、沙國與伊朗競逐三階段的發展 

 

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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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將推動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發展的因素拆分為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

構因素分別探討，其競逐架構⾃ 1979 年伊朗⾰命後逐漸發展，兩國發⽣衝突的

⾯向亦⽇趨複雜。藉由個別檢視不同因素對競逐之作⽤，有助於以更全⾯的視⾓

理解兩國的競逐成因，對沙國與伊朗的關係發展也能有較完整的認識。 

    在權⼒結構因素影響⼒之相關討論，筆者將沙國與伊朗於權⼒結構因素的衝

突⾯向分為三項主要議題討論，分別為國家安全、經濟資源競爭，與地緣政治影

響⼒的建構。在國家安全的問題探討中，沙國將 JCPOA 的簽訂視為不利於其地

緣政治影響⼒保障之結果，從⽽得知地緣政治影響⼒的維繫也被沙國視為與其安

全層⾯相關的國家利益。另外，由於⽯油產業之發展關係到沙國與伊朗的經濟命

脈，兩國的地緣政治競逐也會延伸到⽯油產業相關議題。例如兩國於葉⾨內戰的

競逐便與胡賽組織對沙國產油設施發動攻擊的事件具關聯性，說明兩者於經濟⾯

向的衝突亦可能是受到地緣政治競逐所驅動。最後，在沙國與伊朗的地緣政治競

爭中，兩國各以 GCC和什葉新⽉作為核⼼框架，並與其中成員合作以便在區域

內鞏固其政治聯盟的影響⼒。觀察各項權⼒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之影響，可發現

其以地緣政治競逐為主要脈絡，並延伸到與其他議題相關的利益衝突，進⽽構成

雙⽅在權⼒結構因素下複雜的⽭盾⾯向。 

    針對規範結構因素對競逐作⽤之討論，分別從兩國統治權⼒與教派的關聯性

分析教派主義被運⽤於競逐之動機，說明教派議題具重要性之原因；亦從兩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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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及對外政策檢視教派主義對國家⾏為之影響⼒，說明其作⽤如何具體反映在

政策產出上。以沙國為例，⽡哈⽐主義與王室的相互依存關係即為教派重要性之

根源。在 1979 年後伊朗輸出⾰命思想的壓⼒下，沙國以擴⼤向外宣傳⽡哈⽐思

想的⼒度作為與伊朗的對抗⽅式，進⽽凸顯遜尼派與什葉派的⾝份分歧。在教派

主義的影響下，沙國政府將其國內什葉派視為潛在的國家安全威脅，對外也將伊

朗視為什葉派威脅的核⼼。據此，沙國在國內以歧視政策防⽌什葉派的政治權⼒

取得；對外也以塑造伊朗與其盟友為什葉派威脅的形象，拉攏遜尼派國家的團結，

⽽後逐漸浮現可以教派區分的競爭集團輪廓。同時，教派政策⼜會再次加深對另

⼀教派的偏⾒，並重複反映於政策產出。在此過程的推導下，可以看到教派主義

的發展與政策輸出之間浮現⼀個相互強化的循環；在教派主義傾向的政策推動下，

教派分歧逐漸深化，⽽當教派主義的概念普遍存在於國家及區域內，該思想也會

影響教派政策再次產出。藉由教派主義的討論，規範結構因素對沙國與伊朗競逐

關係之影響⼒趨於清晰，並可解釋教派主義對其關係發展之作⽤。 

    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的互動則可解釋沙國—伊朗競逐狀態⾃ 1979

年後的演變，並將此過程依 1979 年伊朗⾰命、2003 年伊拉克戰爭，與 2011 年

阿拉伯之春進⾏劃分。在各個階段分別以權⼒結構對規範結構之影響，及其反向

的影響模式，說明競逐於該階段產⽣的關鍵轉變。綜合三個階段來看，三次的區

域事件都造成區域權⼒結構的劇烈變動，依次是伊朗巴勒維政權、伊拉克海珊政

權的覆滅及多個中東北⾮國家陷⼊混亂的後果。1979 年後沙國與伊朗出現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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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之嚴重分歧，2003 年及 2011 年後兩國也在混亂區域推動教派動員，皆促使

教派主義逐漸成⾧與強化。同時，教派主義受到強化後，亦會對權⼒結構產⽣影

響，使沙國與伊朗雙⽅盟友的權⼒結構出現趨於集中的現象。沙國⽅⾯形成⼀個

以 GCC 為核⼼的遜尼派國家聯盟，伊朗⽅⾯則以什葉新⽉成員作為其區域競逐

的重要政治盟友，並以此架構介⼊區域多國的政治發展。在權⼒結構因素與規範

結構因素的交互作⽤下，權⼒結構因素在三個階段中顯現權⼒集中化的趨勢；規

範結構因素則顯現教派主義逐漸的深化。整體⽽⾔，⾃ 1979 年後沙國與伊朗的

競逐擴及範圍與教派主義的影響⼒皆有所擴⼤，其競逐也從雙邊的⽭盾逐步演變

為涵蓋區域多國的多邊關係。 

    藉由上述討論，關於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關係可以發現兩項較為重要的特點。

⾸先，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對沙國與伊朗之競逐皆具影響⼒，但兩者會

以不同形式產⽣作⽤，故兩項因素需同時考量。然⽽，就⼀般情況⽽⾔，權⼒結

構因素的⽭盾與規範結構因素相⽐之下，較容易顯現或被列舉，這也導致規範結

構因素的影響⼒相對容易受到忽略。儘管如此，規範結構因素的作⽤仍會反映在

國家對內及對外政策之產出，說明其亦具有影響⼒，故可證明權⼒及規範都是需

要考量的因素。關於兩項因素不同的作⽤形式，在權⼒結構因素⽅⾯，地緣政治

考量形成兩國權⼒競逐的主要脈絡，並向外衍⽣於其他議題的衝突；在規範結構

⽅⾯，教派主義則是透過政策產出與思想輸⼊的循環，加強兩國於規範結構層⾯

的分歧，同時也會影響實際的國家政策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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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除了兩因素個別對競逐造成之影響，透過兩因素互動的討論也可發現

權⼒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特性，並於持續的交互作⽤下

推動兩國的競逐漸漸擴⼤。同時，在其逐漸發展的過程中，權⼒結構因素與規範

結構因素會相互強化；例如在 2003 年及 2011 年以後兩國的區域衝突中，以教派

動員⽀持者的可⾏性可證明教派主義的強化，⽽兩國逐漸形成具教派差異的兩⼤

團體則可說明權⼒結構的集中。在沙國與伊朗的雙邊關係中，權⼒結構與規範結

構的⽭盾在彼此交互作⽤下共同推動競逐朝擴⼤的⽅向發展，且兩因素互動下產

⽣之效應多為不可控的。 

    根據上述兩點研究發現，由於權⼒及規範結構因素對沙國—伊朗競逐皆具影

響⼒，故探討此議題時兩項因素皆不能忽略。若偏重權⼒結構因素，可能忽略濫

⽤教派主義存在之潛在⾵險，因特定概念在受到持續推廣後也可能產⽣實質影響，

進⽽成為推動衝突發⽣的因素之⼀；反之，若過於強調規範結構因素之作⽤，便

無法完整考量兩國政策背後實際利益之考量，也可能無形中強化教派分歧的概念。

因此，筆者認為沙國與伊朗在其競逐過程中，應謹慎審視以教派主義作為意識形

態⼯具之⾵險，並減少對教派⾝份的強調。如此⼀來，可防⽌雙⽅在區域內的教

派競逐集團持續擴⼤，從⽽加劇區域不穩定性；同時亦可避免激化遜尼派與什葉

派國家之衝突，有利於推動跨教派團體間良性關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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